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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构建人类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积极成果有助于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此，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对于推进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作用。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全面部署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各项工作，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高等学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高校有责任担负起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环境，致力于打造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品力作。

华侨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也是中国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办学55年以来，始终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秉承“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贯彻“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之路、人才强校之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致力于建设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时期，华侨大学敏锐洞察和把握发展机遇，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一方面，华侨大学扎根侨校土壤，牢记侨校使命，坚持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彰显独特个性。“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是华侨大学的办学宗旨与神圣使命，其办学活动及其成果直接服务于国家侨务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华侨大学积极承担涉侨研究，整合、利用优势资源，努力打造具有侨校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海外华文教育、侨务理论、侨务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华人社团、侨务公共外交、华商研究、海外宗教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推出了以《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世界华文教育年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另一方面，华侨大学紧紧抓住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机遇，积极响应教育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部署，颁布实施《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为今后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发展纲领与制度保证。该计划明确了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即紧抓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机遇，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发挥综合大学和侨校优势，通过若干年努力，使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方向更加凝练，优势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平台更加坚实；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有国家竞争力的高水平学术队伍；研究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服务国家侨务工作的能力明显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适应文化建设新要求、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国际文化对话与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到2020年，力争使华侨大学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高地，国家侨务工作的核心智库，提供社会服务、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重要阵地。

为切实有效落实《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学校先后启动了“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专项资助计划”“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百名优秀学者培育计划”“华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培育与发展计划”五大计划，并制定了相应的文件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切实推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作为《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的重要配套子计划，旨在产出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打造学术精品力作。作为此资助计划的重要成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将陆续推出一批具有相当学术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凝聚着华大文科学者的心力、心气与智慧：他们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他们以国际视野为基础，不断探索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他们以学术精品为目标，积聚多年的研判与思考。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按学科门类划分系列，共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八个系列，内容涵盖哲学、应用经济、法学、国际政治、华商研究、旅游管理、依法治国、中华文化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等基础理论与特色研究，其选题紧跟时代问题和人民需求，瞄准学术前沿，致力于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困境，其成果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国家侨务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国家华文教育事业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说，该文库的打造是华侨大学展示自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创造力、价值引领力，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次大胆尝试。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已经实施近两年，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华侨大学的文科整体实力正在逐步提升，一大批高水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一批高级别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奖成功获评。作为华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集中反映了当前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充分发挥了优秀学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展示了青年学者的学术爆发力和创造力，必将鼓励和带动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教师以闽南地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与斗志，不断营造积极向上、勇攀高峰的学术氛围，努力打造更多造福于国家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当然，由于华侨大学面临的历史和现实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以及华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视野与学术积累的局限性，《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此真诚地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付梓，为即将迎来55岁华诞的华侨大学献礼！让我们一起祝福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蒸蒸日上！让我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宽广的视野、更精心的设计、更有效的措施、更优质的服务，培育华大社科的繁花硕果，以点滴江河的态势，加速推进华侨大学建设成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更好地服务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国家侨务工作，配合国家发展战略！

华侨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益民

2015年4月28日于华园


摘要

非家族成员难以认可家族企业的目标，他们与家族企业一般只保持最基本的交易关系，即企业以最低价格购买最简单的劳动，而简单劳动难以给企业带来竞争力。如何激励员工加大投入成为家族企业管理的重点。

理论上，员工-组织关系研究也一直无法帮助家族企业实现企业与员工从简单交易关系上升为相互投资型关系。因为，学科分野下的目标差异导致员工与企业之间理想合作博弈均衡点难以出现，如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代表的管理学主张效率第一，以劳动关系为代表的工业民主理论主张公平第一，如何兼顾目标差异，建立能够指引实践的理论已成为研究的难点。

在考察海峡两岸家族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并借鉴相关理论，本书提出了“劳资关系情境改变模型”，即从企业期待员工改变劳资情境的被动管理模式转化到互动参与管理的主动管理模式，通过探索劳资互动过程中的目标集以及目标的实现路径，构建劳资双赢的过程模型。首先，目标方面，家族企业与员工之间互动的期望结果是双方相互投资（和谐劳动关系），以实现组织发展（共同成长）的理想目标。相互投资首先需要双方相互认同，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实现共享价值因此成为劳资互动所要达到的可行与直接目标。其次，路径方面，在企业内部，劳资双方首先需要建立双方认可的基本的或底线的准则与契约，如劳动合同。在这些明示契约的基础上，通过参与互动与多阶段博弈，建立心理契约，实现互认、互信与互惠。

本书所提出的动态模型，包括系列目标集与动态策略集。家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现状，与员工一起选择并建立共同目标，然后采用相应的策略来实现目标。建议家族企业先通过关怀管理来密切劳资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参与管理为员工提供机会与平台，以此启动劳资良性互动的按钮，改变并扭转双方简单交易的不利局面。同样地，这也有助于改变中国家族企业互动管理出现的社会呼声大与政府推动不力，员工热切期盼与企业缺乏响应共存的局面。在移动互联网对管理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推进与变革的背景下，组织、客户与员工间的互动与参与管理将变得更为现实，企业决策者的民主参与管理需求也将逐步得以提升。移动互联网下家族企业具体应当实践哪些参与管理行为，如何通过提升员工与客户的参与意愿，来提升员工的创造力与组织的竞争力？希望本书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Abstract

For non-family member，it is difficult to commit family business goals.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and their non-family members keep the basic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generally，namely，the enterprise buys the simple labor with the lowest price. While simple work cannot bring competitiveness to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

Employe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research has been unable to help family firms to turn transaction relations into mutual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generate cooperative game equilibrium point for the division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the different goals between employees and enterprises. For example，management science such a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cuses on efficiency，while labor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theory hold on fair first. How to balance the different goal and to establishment theory to guideline practice are the difficult area for researchers.

Examining family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the Taiwan Strait，the book puts forward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situat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theory. We expect family business can give up passive management and tak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 to realize activ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build win-win process model，we should explore goals during industrial interaction and its paths as well. Firstly，the ideal relationship of employee and organization is mutual investment（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which can get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utual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needs agree with each other，and both sides have a common value. Therefore shared value became the feasible and immediate goal of employee-employer interaction. Secondly，employee-employer should build the basic rules such as labor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se，they can realize recognition，trust and mutual benefit by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There are series of goals set and dynamic policy set in the book. Family business and its staff could choose and establish the common goal according to their situation，then use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to achieve the goal. We hope enterprises can create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by care management in the initial stage，then provide employees opportunities and platform by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which could reach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y labor and capital and change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of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of them. There are coexistence situation of loudly social voices and ineffective government，and employees eagerly expectation and enterprises lacking of response in China. This could be also changed by the interaction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the mobile internet situation，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organization，customers and employees will become more realistic，decision-makers demand fo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 will also be gradually enhanced. Therefore，what kind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 behavior should be practiced at the mobile Internet age？And how can they enhance the staff’s creativ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 by improving th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employee and customer？I hope this book can also play a role.


自序

家族企业是融合家族、经济与控制三大系统的整体，系统之间与各子系统内部均存在多种力量的博弈，如经济系统内部存在家族企业成员与非家族企业成员的复杂利益关系。这导致非家族员工与企业目标难以统一，只能保持最基本的交易关系，即企业以最低价格购买最简单的劳动。而简单劳动难以给企业带来竞争力，为了激励员工提供优质的复杂劳动，近年来家族企业开始加大对非家族员工的投入，期望优化他们与企业间的关系。但企业并不知道哪些员工值得其增加投入，只能实施基于市场逻辑的传统人事管理，即根据对劳动成果的考核来支付报酬，并对优质劳动成果的提供者给予奖励和晋升等激励。这种期待员工努力劳动的管理模式是被动的，容易受到员工意愿等个体特征与宏观环境等的影响，“用工荒”现象和相关理论缺乏加剧了企业的这一困局。庆幸的是，先锋企业开始开发并正在实践主动的管理模式，如互动参与管理等，这为解决家族企业的困境提供了契机。

本书在考察海峡两岸家族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并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劳资关系情境改变模型”，即从企业期待员工改变劳资情境的被动管理模式转化到互动参与管理的主动管理模式，通过探索劳资互动过程中的目标集以及目标的实现路径，构建劳资双赢的过程模型。其中，民主参与管理是实现互动参与管理的学术内涵，是全书的核心构念。企业内部的管理策略和员工行为均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劳动合同的签订受到外部劳动力市场规范程度与人们法制观念等的影响，员工的参与程度又受到社会民主意识与人本理念等的影响。家族企业互动管理策略的提出是基于企业内部环境的理性行为，因此带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烙印，如家族企业实施建言献策，既有通过员工的合理化建议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本能；又有想满足员工发言权建立雇主品牌的愿望；还有可能是基于外部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被动选择。因而在不同家族企业中有着不同的管理形式，并被具体化或命名为“意见箱”“建议箱”“留言板”“热线电话（邮箱）”“民意箱”“听我说”等多种形式。为了便于理论研究，需要把这些蕴含内外部元素的具体管理形式抽象化，本书因此提出了综合的“民主参与管理”的构念。

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主要交代“是什么”，即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第二篇分析“为什么”，主要回答民主参与管理对共享价值等结果变量的作用机制；第三篇是对策与建议，回答“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通过扎根研究提出了适合于理论研究的构念。通过调查组织内外部相关人士对“民主”与“参与”的理解，归纳出中国情境下民主参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在工作场所，民主参与管理指的是以民主的方式引领员工参与管理，引导家族企业主动构建参与管理平台以实现高投入高忠诚的劳资关系情境，通过互动参与实现共享价值与共同发展的民主化管理实践。同时，通过量化分析，提炼出民主参与管理的具体维度，包括信息共享、决策参与、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四个维度。其中，关怀管理能够密切劳资关系，打消双方互动出现博弈陷阱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信息共享与决策参与等参与平台才能够充分发挥激励作用，即能够充分挖掘员工潜能，实现员工的自我价值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家族企业的民主权益与公民社会的民主权利不同，社会民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很难在家族企业内部实现。家族企业的员工民主权利主要表现为知情权、参与权、言论权以及部分监督权，这些权益可通过民主参与管理得到保障。

其次，企业为什么要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海峡两岸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意愿较低，因为社会民主意识与劳动力市场不够规范，导致家族企业改善员工关系的主动性不足，在企业内部表现为僵化的组织科层性与民主气氛的缺乏。直接原因在于民主参与管理对组织绩效的直接作用不明显，二者之间需要一系列的中介变量才能建立联系。中介作用弱化了企业施行民主参与管理的原动力，特别是其中的价值性中介效应更为明显，即民主参与管理更有利于员工成长而不是组织绩效的提升。民主参与管理首先具有价值性特征，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必然能实现民主价值，民主参与管理是一种实现民主价值的“工具”，因此表现为“作为目的的工具”。而且民主参与管理还是一种“作为工具的工具”，即民主参与能够实现员工成长等更长远的终极价值目标，民主的自由平等价值是实现人的发展等终极价值的工具，因此平等自由是工具，民主参与则是工具的工具。另外，民主参与管理还具有“工具性”特征，是企业有效的管理工具，因为民主参与管理能带来企业所需要的员工行为，从民主参与到共享价值的显著路径可知，民主参与管理是一种有效提升员工认同与信任，并产生积极组织行为的管理工具，这可坚定企业通过民主参与管理迈出主动改变劳资关系情境的步伐的信心。总之，民主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最后，如何在家族企业中实践民主参与管理？民主参与管理的强价值性中介效应给企业改变管理观念带来了机会与挑战。机会表现在它必然能提升员工的积极行为，挑战表现在要改变劳资的市场交易理念与传统社会伦理法则，使中国劳资关系向更高阶段迈出关键的一步，需要企业先行，需要企业进行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变革等艰难转型。这种转型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必须是理性且智慧的，需要强调职业经理人市场缺陷、企业人才不足等管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通过劳资关系情境对员工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来引导家族企业建立共享价值观体系等，从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层面上引导企业决策者透过中介效应，去实现管理行为的最终结果，以建立组织与员工的双赢互动管理系统与互惠互利的组织气氛。理论研究有必要加大对民主参与管理与组织绩效间效应的分析，开发或提炼出有显著效应的管理行为；社会管理者则需要借助市场、法制与教育系统，来提升企业的实践动力，构建相应的平台，推动组织与员工的积极互动；家族企业则应当充分利用外部社会需求的制度安排如职代会等的功能，创新民主参与管理实践，通过去中间层等的直接关怀管理密切与员工间的关系，以及决策授权等参与管理为员工提供平台的两步走，以实现劳资互信与双赢。

民主参与管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与个体互动的管理系统。组织内部的互动不仅需要内部各主体的动力、压力与能力，也需要外部互动环境的支持与促进。互动讲求的是互惠互利原则，中国家族企业的互动管理却出现社会呼声大与政府推动不力、员工热切期盼与企业缺乏响应共存的局面。企业如果能通过关怀管理密切劳资间的关系，通过参与管理为员工提供机会与平台，以此启动劳资良性互动的按钮，上述被动局面的全面扭转将指日可待。

未来民主参与管理将成为中国理论研究的热点。首先，在移动互联网对管理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推进与变革作用的背景下，组织、客户与员工间的互动与参与管理将变得更为现实，企业决策者的民主参与管理需求也将逐步得以提升。其次，中国许多大家族企业不愿意上市，主要是为了避免家族财产被分割。因此，在非上市公司中，财务参与等职工所有制可能与家族创始人的理念以及中国的草根创业文化相冲突，一般性的参与管理将成为企业实践的重点。最后，在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合作的困难期，一般性的员工参与管理将成为企业弥补家族人才不足、充分挖掘员工潜能以壮大企业实力的有效途径，因此需要加大对参与管理的实践归纳与理论研究，以发挥其对职业经理人制度安排的弥补或替代功能。基于家族企业的实践需求，为了尽早实现工业民主、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互动发展，相关研究需要回答：移动互联网下家族企业具体应当实践哪些参与管理行为，如何通过提升员工与客户的参与意愿，来提升员工的创造力与组织的竞争力？这需要我们一起来关注与努力。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民主化管理对比研究”（12CGL072）的成果。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没有这些物质与精神的支持，本研究将难以完成。本项目研究属于交叉学科的成果，在论证过程中，受到多个学科学者的关注与质疑，感谢在讨论与评审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的学者。感谢项目组成员，以及我的研究生，他们在资料搜集与校对过程中提供了辛勤的劳动。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郑茵中老师和赵慧英老师，谢谢你们的仔细审阅与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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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在全球化与智能化的今天，企业很难独注于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特别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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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融合家族系统、经济系统与控制系统等三大系统的整体，系统之间与各子系统内部均存在多种力量的较量。家族系统与所有权（控制）系统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治理研究的内核，家族系统与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与控制系统等也存在复杂的利益链。同时，各子系统内部关系也难以厘清，如经济系统内部存在企业家族成员与非企业家族成员的利益纠缠。然而，理论与经验的总结发现，成功的家族企业往往是这些力量多赢互动的结果。互动管理因此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随着“用工难”现象以及人本化观念的重新兴起，组织与员工间的互动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其实，工作场所问题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难点。因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经济的交易关系，还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关系。在劳资交易中，企业支付工资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劳动的量，还有劳动的质，即员工的努力程度，甚至额外的付出。为了提升员工的努力程度，企业需制定各种激励与管理制度，因此诞生了海量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然而，从组织效率的角度看，这些理论成果均是被动的，因为需要借助于员工的积极响应来实现，理论研究陷入激励管理的被动境界，因此需要转换管理视角。另外，企业期望员工超额付出的管理行为，可能导致员工的身心超负荷，而变得不可持续。为了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管理者认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劳动标准与商业伦理，实施人本管理等。为此，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公约与准则，不同国家与地区也制定了相应的用工制度。但是，几百年来国际劳工运动史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史告诉我们，在未实现全球化与人性化一体发展的背景下，苛刻的劳动标准可能损害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反而不利于区域人文发展，因此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所有的国际劳工准则。那么，企业管理效率与社会管理制度的平衡点在哪呢？

在中国，经济结构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拐点的双面效应日渐明显：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对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倒逼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要求企业实施更为人性化的互动参与管理方式，只有好的企业才能吸引优质的人力资源。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社会人”的人性假设逐步得到验证，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需要被日益重视。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发展也要求企业注重员工的各种需要。如2012年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希望在国内所有企业推行“厂务公开”等民主参与管理制度。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中国企业并没有迎合社会期望，采用有利于人本需要的民主参与管理范式。

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管理实践，民主参与管理正在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Strauss（2006）认为，二战后民主参与管理经历了三波理论研究潮，即人际关系、工作设计与工作团队，并且认为参与管理是一种有价值的管理行为，因为从政治上有利于降低权利的不平衡，人本上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基本技能，管理上有利于增加效率。作为民主参与管理的倡导者，韦伯夫妇（1897）认为最好的平衡市场与社会公正的办法是：“消除资金和土地所有者的社会福利，以及对劳动者的剥削，并给工人以发言权和工作场所参与权。”韦伯夫妇（1897）的思想影响久远，Kaufman（2013）在回顾韦伯夫妇的《工业民主》的同时，认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构建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关系领域制度与研究范式的基础性工具。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也提出“要通过选举与参与，建立有效、可靠、透明、包容性和负责任的组织，以确保全球化能够服务于人而不只是经济利益”的指导性报告。

在中华文化情境中，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平衡企业管理目标与社会管理制度？中国大陆既有传统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民主参与管理的基础，又有儒家“仁义”思想下的顺从文化。在中国台湾（以下简称“台湾”），学者韩志翔（2010）认为，仁政与决策共享一样，有利于满足员工的人性需求，促发积极组织行为。但对于如何将儒家的“仁义”与民主参与相结合，缺乏系统的研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一直难以有效突破并完美结合。在参与管理等理想化组织将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滞后可能导致中国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理论研究可能要解决雇佣关系中的市场效率与公平、组织发展与员工权益、企业管理与社会制度等多重复杂的关系。其中，企业发展为了谁？即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是什么，管理实践到底最终将有利于谁？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上述复杂关系的核心。

一 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相关研究

为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上述问题，一是什么是工业民主或参与管理，我们提出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复合概念，指出中国式的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特征。二是企业为什么要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现实中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为什么不高？民主参与管理的结果如何？中华文化条件下，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是什么，是企业发展还是员工价值的实现？三是企业应当如何有效地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实现员工与组织的互动双赢？本章先从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

（一）什么是企业民主参与管理

民主参与管理，至今没有统一的概念。与之相关的主要有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IR）与员工参与（Employee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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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有着内在联系，且经常被交替使用的概念。

员工参与经常被称作为参与管理（Management by Participation，或Participative Management）。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麦格雷戈（D.McGregor，1960）将员工参与管理定义为，为发挥员工所有的能力，并为鼓励员工对组织成功做更多的努力而设计的一种参与过程。其隐含的逻辑是：通过员工参与影响他们的决策、增加他们的自主性和对工作生活的控制，员工的积极性会更高，对组织会更忠诚，生产力水平会更高，对他们的工作会更满意。

从组织管理的内涵看，参与管理意指管理职能中的“决策”。员工参与就是将员工纳入企业决策过程，发挥员工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的所有制度（SM.Bainbridge，1998）。员工参与是指下属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包括组织决策的做出是否有征询过下属的意见，然后由上司做出最后决策，或者是上司与下属共同做出最后的决策，或者是下属代表上司做出决策（Bass，1990）。另外有学者侧重组织沟通的角度来定义，包括员工分享组织信息，参与组织决策的活动。在形式上，科顿等（1988）提出了包括工作决策的参与、顾问参与、长期参与和短期参与、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雇员所有制（Employee Ownership）、雇员代表制（RepresentativeParticipation）等形式，并指出不同形式具有不同的组织或个体结果。

在国内，员工参与总体上还是被理解为一种制度，如程延园（2007）认为民主管理是企业的普通员工依据一定的制度和程序，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和决策的各种行为的总称。随着西方相关理论的引进与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近年来，有很多学者专门从组织内部就员工参与提出他们的理解。如张震等（2002）等分析了影响员工参与的影响因素，指出员工参与变量有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和地区差异；低科层性的、创新性的和支持性的组织气氛会显著地提高员工参与水平。谢玉华等（2010）把员工参与定义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分享权力、信息、知识、价值的意识程度。

与员工参与相关的概念还有信息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和顾问（Consultation）。作为信息分享，其实只是员工参与的一种形式，属于员工参与的部分；顾问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参与，因为作为参与，最重要的是决策的制定，作为顾问一般影响不了企业管理决策的制定。

工业民主也称作产业民主，与工作场所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员工发言权（Employee Voice）等概念相近。佩特曼（Pateman，1970）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将产业民主定义为：“产业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团体，在制订计划、政策或决策方面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这些决定则须限于足以影响决策制订者及其代表。”因此，产业民主的重点在于它涉及对于公认的权威性结构所进行程度不一的修正行为，而所谓公认的权威性结构，即是指管理者独占决策制订的特权，一般员工无法参与决策或提供意见。Hammer（1991）则认为“产业民主”一词，指的是一种在员工受雇场所中，使员工或员工代表有机会去影响组织决策的机制。Hyman（1987）认为产业民主就是员工控制（Worker’s Control），即透过产业民主制度建立一个由全体员工决定生产的性质、方法与真正目的的经济体系，因此所需要的是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而不论他们位于何种技术层级，以及是否为工会会员。工作场所民主描绘了：“一系列涉及影响员工各种利益的组织决策制定的人际或结构安排”（Petersson，2005），包含“从参与管理与员工参与，到工业民主与自我管理”（Heller，1998）。

经济民主被设定为与政治民主相对的一个概念。这源于韦伯夫妇（1897）在《工业民主》中所设计的民主体系，指的是工人真正控制企业，拥有工场的所有资产，控制工场的生产经营等一切活动。在今天经济多元化条件下，民主改良思维得到共识，全球工人运动比较温和，这种界定显得过于狭隘，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按照斯托利（1962）的观点，广义经济民主包含产业民主，而狭义的经济民主就是产业民主，因此工业民主是一个比经济民主更清晰的概念界定，主要指向工作场所的民主。工业民主指的是，在工作场所，员工通过一定的组织和程序参与和影响决策，共享权力和责任的自我管理（谢玉华，2007）。

关于发言权，弗里曼等人（Freeman，1984）的界定是：发言权指的是“能带来切实可行的条件改善的直接沟通，它意味着一起谈论问题”，在此基础上，员工发言权经常被分为相互促进的两大维度：一种是表达个体不满意，集体性组织生活，有助于管理决策的制定，显示互动以及相互合作关系的显示机制（Dundon，et al.，2004；Haynes et al.，2005；Holland et al.，2009）；另一种是在工作场所影响工作条件与决策的员工实践（Markey & Patmore，2009；Poole et al.，2001）。

从上述概念可知，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员工参与与工业民主所指向的内容其实是相通的，主要研究工作场所员工的权益与组织效率问题。但总体上二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如福莱和波兰尼（2006）认为，工业民主是雇员真正控制组织目标设定和战略计划，雇员能保证这些目标实现。员工参与和工场民主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两个概念常被交替使用。工场民主肯定需要雇员参与，但雇员参与不足以构成工场民主。它只是允许雇员向组织表达意见、影响决策，对如何执行已做出的决定提出建议。因此，雇员参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场民主，但工场民主的外延包括雇员参与。在他们看来，工业民主需要更高程度的参与。

我们认为，二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差异，主要是由其所隐含的前提差异导致：员工参与的前提是有利于提升组织效率：通过参与能增加员工的自主性和对工作生活的控制，员工的积极性会更高，对组织会更忠诚，生产力水平更高；而“工业民主”的前提是个体自主权：“当人们全身心地去解决影响自己与整个集体的问题时，能量就得到了释放，就可能促成富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和成功的战略对策。”（Mill，1951）前者从组织内部研究，后者则主要从组织外部的社会角度分析。总之，对于民主参与，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偏向于组织效率的员工参与形式，如有学者（詹婧，2010）认为企业民主参与是指“企业组织中的普通员工依据一定的规定和制度，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决策的各种行为的总称”。但这概念实质是以民主参与等同于员工参与为前提，与员工参与的概念无异。二是基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自治模式等，把企业民主参与等同于工作场所的参与式民主（Pateman，1970；李鹏，2012），这一概念又偏向于民主的范畴。借鉴冠肯等（1986）的观点，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在组织和社会的几个层次发生，我们认为，民主参与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是企业基于外部动态环境，所策划并实施的一系列的参与管理与关怀等战略管理行为。这是一个基于战略的概念。基于中华文化等外部环境，企业具体实施哪些管理行为，其具体的结构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企业为什么实施民主参与管理

1.影响因素分析

组织是否采用民主参与管理模式，能否设计可操作性的管理系统，来实现相应的目标？麦格雷戈（1960）首先提出了这一管理问题，他认为参与管理并不是一种万能公式（Magic Formula）。能否实现组织目标还取决于复杂情境的影响，如Jirjahn等（2006）以德国为例，提出了包括员工构成、委托代理关系、集体协商数量、直接参与程度、人力资源实践与企业的市场战略与创新等因素，并具体分析这六个因素在有无工会委员会条件下，管理层是否采纳参与管理的决策。但学者们总是在不断尝试如何在复杂现象中寻找规律，以期提出可供决策者参考的可操作性对策。纽曼（1989）最早提出了三因素论，一是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结构与工作设计以及人力资源策略；二是关系因素，包括参与的方式，参与文化以及个人地位与阶层；三是社会因素，包括员工的社会经历、理想与政治因素等。后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参与的意愿等更具有操作性因素，Glew等（1995）的框架性研究将其总结为组织因素与个体因素。但个体因素对实施参与的预测作用较弱，而组织因素是经常被提到与强调，如Yazdani（2010）从战略的角度，认为有机组织中的变革型领导在面对不确定外部环境下更容易能够成功实施民主管理。可见，企业是否采用民主参与决策，是基于复杂情境下的产物，但理论研究从复杂情境逐步聚焦到组织内部的因素，其他因素被视作为调节变量。

2012年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希望在国内所有企业推行“厂务公开”等参与管理制度。同时，理论研究发现企业采用民主参与管理，满足了员工的成就需要，员工将表现出积极的组织行为，并提升了组织的绩效。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企业没有采用这种有利于组织绩效或满足政府“要求”的管理范式。可见国内理论研究总体上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引入与借鉴，分析也是从企业内外部两种因素进行，对家族企业的互动参与管理缺乏深入研究。

2.为了谁？价值性还是工具性？

从人类社会或组织发展的角度看，民主参与这一研究范式与概念界定说明，民主参与管理是一种有价值的管理实践。但其价值体现在哪？民主本身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指民主的内在价值，具体包括自由、自治、平等、正义等诸多价值，其中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是民主的两大基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善。

如何实现上述价值呢？在民主理论的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从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到现代佩特曼（1970）的参与式民主，都贯彻了公民参与作为民主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评价民主化程度的准绳。卢梭（Rousseau，1913）认为一个参与式政治体系能够保证个人的自由，因为公民只有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和体验自由的价值。在卢梭、约翰·密尔（1937）等人对参与教育功能的论述的基础上，佩特曼（1970）主张让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政治认知、锻炼政治技能、增加公民修养，进而使当代民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归民主的本来面目，即真正的民主必须保证所有公民能够充分、直接地参与公共决策，只有在大众参与的情况下，负责任、妥协、包容、平等和自由的民主价值才有可能实现。佩特曼（1970）因此设想：“如果工作场所中的这些参与成为可能，那么工业活动中的权威关系将从现在的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变成整个员工与选举产生的管理者（领导）之间的平等合作的关系，就像在地方层次上选举代表那样。”对此，Ringen（2004）认识到工业民主可以通过参与管理来实现，但选举权在企业内很难实现，特别是家族企业，因为基于劳资双方在企业内的经济不平等，经济权力不可能平等或被平分。

然而，代议制民主论者认为（熊彼特，1943），公民参与的无限扩张将带来迟滞不前的巨型民主和普遍平庸的平民政治，还可能引发多数暴政而损害了个人的自由。从民主的核心，即自由与平等来说，自由体现的是人权，平等体现的是针对人权而制定的标准，包括人的尊严、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自由的一套标准，由于人权涉及财产权与劳动权等，该标准中还包括实质性的结果和个人待遇问题，因此，在雇佣关系中需要平等的标准，这些标准又包括企业的分配公平，还包括雇佣政策、企业管理对策的平等，如决策参与等。因此自由主义与参与式民主的争议不过是民主实现形式的争议。这种争议本质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之争，具体表现为民主实现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之争。实质民主论将民主本身看作一种具有实质内容的价值，认为民主本身即是一种目的；程序民主论则认为民主是一种过程或程序，把民主看成实现一定社会目的和政治价值的手段、工具和方法。

其实，从动态的角度看，目的和手段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可以相互转化。Rokeach（1973）认为目的性价值观与工具性价值观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只要某一目的不是最终的，那么它就必定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也就只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目的。因此“平等”和“自由”需要工具性程序保障机制，“参与”和“民主”也离不开工具来实现。巴德（2004）认为，单纯地强调目的或工具，都是极端的思想，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应当平衡二者的关系。

总之，民主参与管理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从价值性的角度，民主参与即可以看作是“作为目的工具”，又可以看作是“作为工具的工具”（龙希国，2009）。从工具性的角度，民主参与管理能够提升组织绩效，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巴德（2004）提出了通过平衡公平、效率与发言权来实现人性化雇佣关系。然而，民主通过参与实现民主价值或其他目标，还是相反，这些过程与目标是否为企业所追求的？已有的理论始终没有解决应当如何平衡的问题，是通过效率来实现公平与发言权，还是通过公平、发言权来实现效率与人性化，或是其他？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中，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是如何实现平等、自由及其他目的的？又应当如何实践这种“工具”，即“参与”和“民主”应当如何实施，才能实现这诸多目的？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基于中国社会的民主文化下的企业参与管理实践内容。

（三）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

关于企业应当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如何互动实践民主以及如何提升企业动力等问题。国外实践有两大模式，一是工人自治模式；二是企业通过员工参与管理，包括直接参与与间接参与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有成功的案例，自治模式有南斯拉夫、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联合公司等；参与模型是全员民主参与管理的西方现代企业集团，如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等。

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是最负盛名的（仅次于基布兹集体农场）劳资合作的案例之一。蒙德拉贡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成立于1956年，到1959年当地已有三家工业合作社，以及为解决合作社融资问题的合作银行（人民劳动银行）。随后根据实际需要又陆续成立了新的工业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通过把工商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联系成一个运作的有机体。在他们自己的合作银行的帮助下，蒙德拉贡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非常有效地产生新的工商业公司与工作岗位的协同体。2013年，公司有92000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167亿欧元。

蒙德拉贡的合作思想其实是追求人的幸福的亚里士多德的“善”。但善的思想如果不能引发行动，思想就毫无价值，因此必须为思想接上“双腿”。巴斯克地区的牧师玛利亚把善的思想，用蒙德拉贡企业大家庭的形式，为思想接上了“双腿”。蒙德拉贡恪守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的“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民主的社员控制，社员经济参与，自治和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及关心社区”七条国际合作社原则。并且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以下十大原则。

①入社开放。蒙德拉贡向所有能够证明自己胜任合作社工作的人都是开放的，没有宗教、政治、民族和性别歧视。

②管理民主。蒙德拉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社员组成的社员大会；社员大会遵循“一人一票”制，而无论其投入“股金”多少。

③劳动者主权。劳动者享有合作社最高权力，包括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蒙德拉贡负责人一再强调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在蒙德拉贡工作，劳动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趣。”

④资本处于从属地位。蒙德拉贡认为，资本是从属于劳动的工具，是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的积累应当与个人贡献挂钩。

⑤社员参与管理。蒙德拉贡建立和形成了良好的社员参与机制，使所有社员实行自我管理并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合作社管理。

⑥报酬的一致性。蒙德拉贡内部各合作社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体现社员对合作社的贡献。

⑦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蒙德拉贡与巴斯克地区、西班牙、欧盟和世界各地的合作社进行广泛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⑧社会变革。蒙德拉贡致力于以合作社的活动为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包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建立符合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当地经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创办公益事业，等等。

⑨普遍合作。蒙德拉贡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主张实现和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主张缩小贫富差别。

⑩教育。蒙德拉贡的创业者们认为，“人”是合作社最重要的要素，为此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对合作社领导和员工进行各个方面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培训，使他们更了解合作社的原则和制度，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水平（唐冰，2006）。

总之，基于巴斯克地区的天主教限制市场的文化，牧师玛利亚开始宣传反市场的合作思想，并创办了技工学校，其中的五个学员开始了第一家合作社，当这些合作社多了后，缺乏经费，他们就成立合作银行，并且把合作思想变成公司的管理原则，然后利用这些管理规则，在全球各地复制他们的思想与管理，衍生大量的子公司和孙公司，把平衡合作与市场思想的战略管理与商业模式推向全球。

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Inc.，简称NUMMI）是员工参与管理的一个成功案例。1980年位于佛利蒙的通用旧厂，据说是当年最糟糕的通用生产企业，在那里工人吸毒、罢工、破坏生产质量，名声极坏。旷工人数经常超过20%，生产出来的车子质量问题较多。1982年，这家工厂倒闭了，1984年通用利用这个旧厂房设备，与丰田共同成立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公司的员工参与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othenberg，2003；Strauss，2006）。

一是通用工会与丰田管理的结合，实施戴明式管理，提升员工参与团队质量管理。美国汽车行业工会与丰田新的管理层达成一致，即招回原关闭工厂的失业工人，管理层特别是管理团队中保留工会成员，形成工会与管理层共同组织的领导团队。领导团队是要能担当起伯乐和领航人角色的，他们为了实现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就必须与团队成员长时间待在一起，共同探讨相关的生产操作问题；当下属出现问题的时候，领导团队就要协助下属去解决问题，而当下属做得成功，也能展现领导与团队的成功。在此基础上，工人通过工作轮换，得到了培训，缓解了肌肉紧张，还有许多线下的（Off-Line）的工会——管理层领导团队，并且每个团队都有一个独立的隔间，团队成员可以在这边共进午餐，举行团队会议，并配有照片相互欣赏与学习促进。显然，这种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美国企业工会领导的工作方式，以往工人们整天通过买醉来降低工作的痛苦，现在工人们需要通过脑力劳动来解决太多的问题，团队是充满激情的，因此解决了员工的“努力”问题。

二是新公司雇佣政策所引发的知识共享。在丰田进入之前，旧工厂的员工是如此描述工厂里的知识共享：由于面临的巨大失业威胁与恐惧，大家都明白可能要发生的事实是，不管是什么知识，你都需要与他人保持距离，为自己掌握的知识保密，没有产生任何文档，不能记录任何东西，不能标准化，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将有可能马上被替换而被迫离开（Rothenberg，2003）。

引进丰田管理模式后，丰田的终身雇佣制与团队管理所实施的精益生产与学习型组织，成功实践了知识共享这一参与管理的目的。为了解决精益制造管理中的问题，企业中产生如野中郁次郎的“中-上-下”知识创造模型：“基层员工和低层管理者都专注于日常细节而这些员工和低层管理者穷于应付非常具体的信息，他们经常发现要将信息转化为有用的知识极其困难。”（野中郁次郎，1994）借鉴“中-上-下”模型，NUMMI公司奉行“协同知识”。领导人在知识创造中是催化剂，中层管理者负责引领知识创造团队的发展，如在环保和其他生产性能领域，专业工人的角色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NUMMI精益生产系统实践的参与管理具体方法如下：首先，由一线工人主动发起流程改进，它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个情境下，而这种情境提供了与掌握必要知识的人如工程师接触机会；其次，在生产过程中的车间内和管理水平上，以及信息获取和使用上产生了更大的相互依存关系；最后，NUMMI的文化促使直线员工在流程实施过程中与专家更靠近，并鼓励合作和共享。在公司年会上，工会和管理层就严格的员工选择标准、培训员工进行文化交流和加强员工合作以适应丰田管理理念，展开了具体的谈判。在不裁员和其他文化被保护在更可靠的环境条件下，进一步鼓励知识结合。

经过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员工参与项目，至1994年，公司内部调查发现，80%的团队成员认为工作安全感是他们留在公司工作的重要原因，并因此产生公司内部信任，为团队内部员工的知识共享提供保障。当然，2010年由于产能过剩，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被迫关闭，完成了两大汽车集团合作的初衷与使命。但这不能抹杀它作为最成功的参与管理模式案例的地位。

国外两种实践模式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其成功地推动了员工—组织的互动参与，通过民主参与实践劳资双赢。然而，这两种模式能否在中国实践，鲜有文献从程序或案例介绍的方式呈现。考虑到跨文化因素的作用，如蒙德拉贡的成功，更多的人把它归因于天主教会的限制和平衡市场的思维（Cheney，2002）。因此有必要分析，以儒家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并存的中华情境下，中国企业到底是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另外，在国外比较成功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在中国为什么得到较少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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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理论框架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以及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列出了关于民主参与管理的理论框架模型。如图0-1所示，民主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从价值性的角度，民主参与具有民主价值，能够实现自由平等与员工发展等。同时，民主参与管理也具有工具性，对组织来说具有管理价值。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即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民主的价值，还体现在管理的价值。动态上，价值性又是“作为目的工具”与“作为工具的工具”的统一；工具性也是管理实践与管理绩效的统一。价值性与工具性在动态上是互动的，如参与管理实践有助于员工的认同，提升组织承诺，组织绩效提升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员工的自由平等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把“价值性”界定为实施民主参与对民主目标的促进功能，即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过程中，员工实现了自由、平等、公平感等人本目标与价值；把“工具性”界定为民主参与对组织绩效的实现功能，即企业实施民主参与实现了组织的业绩，有利于组织目标与组织发展。

二 本书的计划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图，我们把后继的研究分为三篇。第一篇主要交代“是什么”，在综合工业民主与参与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中华情境的民主参与管理构念，并对该新构念进行测量。第二篇主要回答“为什么”，分析企业为什么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提出企业缺乏互动参与管理的原因；主要从深层次上分析企业为何要或不要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即从后果反推企业实施或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动机。在分析前因后果的基础上，第三篇主要提出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具体如下。

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从研究现状与背景入手。第一章分析与民主参与相关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现实背景。理论上，有多个学科围绕民主参与进行深入分析，如工业民主、参与管理、员工—组织关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作理论等。基于这些理论的指导，相关主体如企业、员工、政府与社会等多方是如何互动的，在现实中，海峡两岸工业化过程中各主体的策略与互动关系有所差异。总体上，台湾社会的民主进程相对较快，企业受西方先进管理理念的影响较早，因此，家族企业与员工间的互动进入相对较为良性的运作阶段。

第二章借助于单案例的跟踪观察与研究来进一步分析企业与员工间的互动关系，以提炼出中国劳资间的互动规律。基于国外的成功案例，本书选择扎根研究过程中的合作企业——盼盼食品。通过对盼盼食品1996年以来的纵向案例研究，分析质量管理小组结构的三次拓展，展示了三个阶段质量管理小组的结构特征，以及在这三个阶段内员工参与程度和参与的有效性。通过过程分析，提炼出一些有助于后续研究的规律性的变化逻辑，为理论框架的提出奠定现实的感知基础。如发现家族企业员工通过参与质量管理小组，一方面确保了企业的诉求，即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员工通过参与到质量管理中来，也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了解，提升了工作的自由度，并使员工形成组织文化的回溯性象征化过程，共享价值观形成并产生主人翁意识；二者之间存在行为互动与结果的一致性现象。通过实践观察，了解员工与企业在互动过程中的一些有益现象，如建言、组织气氛等。

在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的基础上，后续研究指出现实中国企业互动不足现象，通过理论评述指出理论分野加剧了劳资间的独立行动。理论上，工业民主理论研究把保护劳动者及其权益当作和谐劳动的主要目标，强调劳动者的契约性保障，包括收入保障、社会保障与权益保障。但这种保障是有必要的，不是充分的。因为过度保障破坏了资方连续超额投入的动力，也弱化劳方对职责与操守的重视，还会破坏劳资双方的信任，从而削弱资方的连续超额投入。于是，这种做法逐步为工人所放弃。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使雇佣关系进一步趋向“灵活化”（Budd，2004），稳定且终身拥有工作的期望正被逐步湮灭。结果，传统雇佣关系中对市场起到限制作用的制度，如劳工标准和工会，受到挑战与削弱。近年来，工业民主理论研究集中于具体的可为工人接受的管理策略上来，如通过员工参与等制度化管理策略，固化企业与员工间的关系，以降低企业对员工的多变性行为。因此员工参与是一项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安排。它不仅能加快员工成长，提升企业效率，也能保障企业对员工发展的投入，增强劳资间的互信。因此，近年来员工参与管理的功能被逐步放大，工业民主的理念被逐渐淡化。其实，从战略与系统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是互补的，并且已经成为趋势（Kaufman，2001）。文章的第三、四、五章主要是顺应这种趋势，第三章主张把民主与参与两个构念的综合研究理念，并提出民主参与是实现劳资和谐的充要条件的观点。围绕员工—组织关系理论，把劳资互信、相互投资型劳资关系（高阶段的互动）作为一种和谐劳动关系，分析要实现相互投资型劳资关系，需要基于外部社会保障的契约原理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双管齐下。和谐劳动是一个过程，是基于平等契约之上的劳资互信与相互投入的过程。和谐劳动关系本应该是劳资双方认同的一个构念，现实中却为外部社会所倡导，不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即劳资双方所接受。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劳资双方均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因此，需要提出能为劳资双方认同的构念，如共享价值等。最后，提出了从民主参与到共享价值与劳资和谐的实现过程模型，即劳资关系情境改变模型。其中企业通过主动管理来改变劳资关系情境，是实现相互投资型的和谐劳动的关键。

第四章提出了“民主参与”的构念，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入手，回答在中国情境下，企业为什么要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其实现机制是什么？借助扎根理论，对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深度访谈与研究，我们得出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内涵，即民主参与管理指的是以民主引领员工参与管理，引导家族企业主动构建参与管理平台以实现高投入高忠诚的劳资关系情境，通过民主参与以实现共享价值与共同发展的民主化管理实践。在中国情境下，受外部环境影响，企业应当采用参与、关怀等民主参与管理，借助于公平公正与信任的气氛，提升员工的人本化等民主感知，以实现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民主参与管理过程是企业目标与员工价值的双重统一，其目标是为了劳资的双赢。

第五章则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构造“民主参与管理”的测量量表，为后续的量化研究奠定基础。考虑到国内外对民主参与管理测量的差异，如参与的量表成熟，而民主管理的量表不足，结合前人的理论以及所开发的量表，借助于扎根研究的思想，把民主参与管理划分为两大维度四大内容，即信息共享、决策参与、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四部分。至此，我们就从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内容与结构等多个方面回答了什么是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是为第一篇。

在第一篇交代背景与概念基础上，第二篇主要回答“为什么”？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前因与后果，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共有五章。在提出民主参与管理研究构念，以及国内外对民主参与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国内企业实践如何？第六章借助于海峡两岸的一手数据，分析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背景，包括企业内部环境以及企业外部的环境。针对国内理论研究的现状，文章借助于实证分析，认为海峡两岸家族企业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内部气氛，并提出了我们的观点与见解：要提升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动力，除了外部社会的激励促进策略外，还应当改善外部社会的民主气氛。至此，我们初步回答了影响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动力不足和参与积极性问题，第七章着眼于员工的参与动机与积极性，主要分析民主参与管理的民主价值所在。研究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对自由、平等、自治、正义等诸价值的贡献值的大小？围绕组织发展理论，分析民主参与管理对员工的发言权、个人成长、工作环境改善、组织发展、公平公正等因素的作用。研究显示，民主参与管理的主要绩效在于价值性，即有利于提升员工的成长环境、改善工作环境，并实现发言权。第八章则着眼于企业的动力，主要从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目的入手，分析民主参与管理的企业管理价值所在。企业的目标是为了提升组织绩效，民主参与这种管理实践是否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组织绩效呢？实证数据显示，民主参与管理的四大实践中，信息共享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效应，人文关怀可直接作用于员工的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决策参与、责任关怀对组织绩效有间接的效应。通过对海峡两岸四地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些直接或间接效应在海峡两岸没有显著差异，即两岸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存在共性。

第九章则综合上述两大目标，分析民主参与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特征。员工在企业的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还是企业的发展？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还是为它们的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等成长环境？把这些问题归结于唯一答案或标准都是极端偏激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厘清理论与实践、企业长期战略与短期目标、企业愿景与贯彻执行等矛盾。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管理实践，民主参与如何体现它的价值？战略匹配理论告诉我们，员工—组织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组织绩效评价系统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系统，可以不断反馈、不断改进。但由于缺乏序贯数据作为支撑，已有的数据很难验证双向因果关系，借助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民主参与管理与企业目标、员工价值各变量间存在的相关性。文章还借助于简单的中介模型，初步回答了作为合工具性价值的民主参与管理，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与管理实践。

为了更明确地回答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关系，本章进一步引入共享价值观的概念，借助于共享价值观这一员工—组织关系目标价值的概念，通过实证研究简化了民主参与管理可能存在的动态闭环等复杂关系，实现从静态的角度，回答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争议，厘清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论证了民主参与管理是兼顾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有效管理实践。从静态的角度，以共享价值观为因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主参与对共享价值观的效应体现在高价值性中介与低工具性中介。实证分析解释了，现实中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以及理论研究的系统不足等问题，即由于工具性与价值性的争议与模糊，以及工具性中介不足，使得民主参与等最佳管理实践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

为了厘清价值性与工具性间的总体上双向因果模糊关系，第十章进一步通过多重中介模型来分析其中的具体动态作用过程。其中，价值性具体化为员工感知的组织支持、言论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同感与个体成长等；工具性具体化员工承诺、角色外行为、组织公平与组织发展等。民主参与是先通过价值性还是工具性以实现双向作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我们认为如果企业主动改变劳资关系情境，员工必然感知到管理方行为对员工自身的价值，实证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民主参与管理先通过价值性中介，再通过价值性、工具性与直接效应三条路径作用于共享价值。现实中，主管（组织代理人）与员工之间认知差异对企业的管理策略有显著影响，这种差异需要通过企业组建参与平台，使得员工有机会通过发言权机制以及公平交换等民主参与管理的内在价值，来解决双方的认知差异，以改善组织气氛。

第三篇为实践篇，主要综合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与IR思维，探讨平衡公司和员工利益的有效公司政策，如平衡公司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社会管理策略，最终实现经济繁荣，并使人的生命价值得到关注，包括三章。第十一章主要综合前文的实证结论，分析理论对策与建议。主要分析在工具性较低的情境下，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应当如何进一步促进企业的互动参与管理实践。如根据Glew等（1995）的框架性研究，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首先是由企业最高层提出，或者是企业基于理论与管理模仿等，提出的民主参与管理动议或项目。这种动议提出后，为什么不被执行并取得成效，可能有组织内部的因素，如组织结构、气氛，更重要的是工具性不足，也可能是劳动力市场规范与社会民主意识，这也可能弱化了组织结构与组织气氛对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作用。对学者提出的企业为什么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原因，包括能力不足、压力不足、动力不足以及环境不良等观点，文章给出了相应的评价与对策建议。

第十二章在实证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借助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调研的三家公司进行对比分析，依据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的差异，提出具体的企业管理对策。第十三章则着眼于外部社会的管理策略，对于价值性属性的管理策略，外部社会更应当有所作为。要促进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实现良性的劳资互动，外部社会的社会管理角色不到位，主要是由于认识的问题，如把互动不足归结于员工能力不足，或者是过于简单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即认为企业压力不足，应当加强法制等规范；本书认为，企业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动力不足以及环境不良，因此，为提升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动力，社会管理除了运用激励促进策略外，还应当改善外部社会的民主气氛。

最后一章是结束语，根据前文的章节中的思想框架和分析，重新提出民主参与的合工具性价值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大家认为，在家族企业，非正式制度是企业平衡劳资关系的关键，如人伦关系、人际关系管理等。根据Strauss（2006）的归纳，这一理念尚停留于参与管理的第一阶段，中国家族企业实践跨越式发展，民主参与应当更加重视现代管理创新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作为一种好的管理实践，应当得到我国家族企业的重视。另外，市场化浪潮中的主流思想是工具论，甚至于对抗外部的标准，如华为的辞职门事件，工具论大行其道。其实，单纯的工具论是片面的，难以奏效的。因此，实践合工具性价值的民主参与管理，应当以综合视角，在综合“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基础上，实践价值观管理，以此为契机，推行企业内部管理策略变革。同时，针对本书的局限，最后一章还提出了未来研究的领域与努力方向。

在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今天，产能过剩与环境保护问题严重影响人类生活，如何评价工作的意义，尊重生命，实现人的发展更需要平衡效率与公平。重视效率被夸大的后果是企业被动管理与员工积极性下降相伴随，重视公平等终极价值尤其要确保市场和公司不要产生有损于人的生命（如富士康的机械化效率）的事件的频发。通过互动参与，强调工作的价值，在工作中参与管理与决策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
 理论上对家族企业的界定，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两种观点，家族企业因此被称为：资本或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家族成员担任公司主要领导的企业。在本书的实证调研中，访谈对象主要是界定在所有权方面，而问卷发放对象则包括了两种类型，即测量“家族关系”是事先通过对被试进行询问“是否与控股家族或公司负责人有亲缘关系”来甄别的。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本书综合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观点。


 [2]
 在国外，Employee Involvement经常与人力资源管理相联系，而Employee Participation经常与工业民主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第一篇 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

为了分析民主参与管理实践的原因，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包括其内涵与外延。第一篇是基础篇，具体介绍了国内外民主参与管理的趋势，以及中国的现状，并提出中国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所在。在结合海峡两岸实际的基础上，基于田野调查的扎根研究，分析我国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形式，总结出具体的概念模型。

从长远看，家族企业与员工之间互动的期望结果是双方相互投资，即外部社会提出的和谐劳动关系，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有利于实现员工与组织的共同成长与发展。正如第三章所指出的，相互投资首先需要双方相互认同，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共享价值观。因此从第四章开始，全书主要围绕如何实现共享价值观这一劳资互动所要达到的更直接目标。全书的主要内容将围绕民主参与管理与共享价值观之间进行展开。为了进一步论证概念模型的实践基础，我们开发了概念的测量模型，并通过预调研与大规模调研，验证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素材、理论基础与研究工具。


第一章 海峡两岸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理论背景与现状

2008年《劳动合同法》生效，2012年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企业民主管理规定》，2013年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实施“同工同酬”，2015年，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政府仍然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这表明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向企业规范用工以及“体面工作”等目标。然而，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用工的灵活化，企业只希望为值得信赖的优秀员工提供劳动保障，而对于非核心业务采用灵活或外包的用工形式。外部的用工规范管理制度与标准等受到挑战。

另外，随着全球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如何保持有竞争性的人力资源也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的发展也需要结合区域社会的人文环境、智力支撑与社会保障等有利的社会结构与特征。对外部劳工标准与工会，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暧昧。

理论上，也存在学科间的分歧与不确定问题。本章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关系民主化现状，以及中华社会关系中民主参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实践和谐劳动的理论方向，并分析其中的实践过程与理论模型。为后续各章提供理论支撑与研究基础。

一 互动的理论背景：工业民主与员工参与的分野与融合

劳动关系（IR）的民主参与管理思想最早源于19世纪末韦伯夫妇倡导的工业民主理论。此后，西方工业革命促发了员工参与的管理思维，如利润分享制度。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引发了这一领域的管理革命，表现在从泰罗的“合作机制”到行为科学理论的“人本管理”，从制度学派的工会与集体谈判到跨学科的劳动关系系统管理理论等。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种思路，一是鉴于“劳弱资强”，强调通过外部制度来实现合作与民主；二是从企业内部需求出发，从管理效率的角度思考民主与劳资合作关系等问题。

（一）工业民主理论

劳动关系民主化管理思维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韦伯夫妇于1894年即出版了《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一书，在书中，他们设计了从工厂的草根民主到上层建筑的政治民主的一整套体系，认为民主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选举官吏和民意代表的权利；第二个阶段是往下扎根的民主，即社会民主。社会民主主要是生产与分配民主：分配民主，即透过福利政策达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生产民主，即透过产业民主政策使人民能参与工作的管理与经营。他们的工业民主更多的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论述的，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矫正，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实践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国普遍兴起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工作时间的减少、童工和女工的保护、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失业时得到的救济等。这些运动也提高了劳动者的公民权利和社会责任意识，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社会改革。

伴随着这些劳工运动实践，劳动关系外部制度的研究于1960年代发展到了理论的巅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民主，劳动关系方面的思考着重于理解工会的性质和组织以及集体谈判的功能。康芒斯在他的《集体行动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工会并不会带来暴政和垄断，而是会帮助在产业中建立宪政的一种自由力量，说明劳动关系构成主体一方和其他主体的力量对比。（Perlman，1979）则认为，工会是主要关注工人的工作利益和在工会成员之间分享工作机会的信息。1950～1960年代，在劳动关系进入研究的黄金时代，学者们主要研究集体谈判和劳动关系基本理论上，邓洛普（Dunlop，1958）认为劳动关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研究劳动关系规则的制定和管理，建立系统的劳动关系理论。系列研究把这个领域还拓展到工业化进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上来。外部制度如法律、工会、集体谈判等在实现民主化过程中的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其中具体的影响力如何？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如何建立相关机制来实现产业民主？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热点。相关理论模型主要有劳动关系理论与模型。

系统考察内外部因素对劳动关系的作用，源于邓洛普（1958）提出的劳动关系系统模型，他认为劳资关系系统是由一定的行为主体、特定的环境、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及一系列的管理规则所组成。邓洛普的研究成果被认为在劳动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常凯，2006）。

邓洛普模型在雇佣关系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且受到多方面的批判。而基于邓洛普的桑德沃模型则相对完善，美国学者桑德沃（Sandver，1987）在《劳动关系：过程与结果》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劳动关系分析的理论模型。如图1-1所示，桑德沃认为，劳动关系运作过程中，外部环境因素、工作场所和个人因素是导致工作紧张冲突的基本因素；而工作紧张冲突的解决，依赖于管理和个人撤出以及工会运动。工会运动在解决紧张冲突的过程中，集体谈判是基本手段。工会一般就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同雇主或企业管理者进行集体谈判；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签订集体合同和有关协议，集体合同和有关协议成为工作场所的行为准则，或对工作场所产生影响，使工作场所得到改善；工作场所的改善和发展变化又会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外部环境也因此得到改善；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劳动关系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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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桑德沃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社会趋于稳定，制度解释研究范围逐步缩小到工会和集体谈判等，如桑德沃（1987）发展了邓洛普的系统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工作场所和个人因素是导致工作紧张的三个关键因素，也主张通过集体谈判缓和劳动关系，改善外部环境。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关系的市场交易与组织契约特征越来越明显，劳动关系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内部管理策略。冠肯等人（Kochan，1986）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工会势力的衰退，劳动关系主体的策略选择成为劳动关系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Rogers等（1995）则认为工会的力量在下降，应该以类似工人委员会等工人的发言机制来代替集体谈判，Budd（2004）也提出工人发言权机制在介于公平与效率机制中的地位。另外，工会、发言权、集体谈判等都需要法律或制度的保障，以德国的《共同决定法》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法律体系显示出法律机制在劳动关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趋于稳定，工会力量的下降，工会活动家海曼（2001）认为，工会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激进反抗性工会，面向阶级，其目标在于激进的社会民主、工团主义与巷道主义；二是整合性工会，面向社会，提出社会的功能主义与有机主义观点，共同的意识形态，以逐步增进社会福利和社会凝聚为优先事项，并因此成就一种作为社会利益代表的自我意象；三是商业工会主义，面向市场，核心观点是集体协商优先，避开政治的纠缠。现实中，海曼认为工会可能会是两个对立体的混合体。

在工会力量弱化的背景下，按照桑德沃模型，三种力量只剩下两种，在工人不可能退出的条件下，管理力量必然得到发展，冠肯等（1986）提出的战略选择模型，包括三个层次：中间层是集体谈判和人事政策，更高层是长期战略和决策，较低层是工作场所和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这种观点被批评为以美国为对象的高绩效工作实践（High Performance Wok Practice，HPWP）的解释，过于强调雇主的管理来实现工作场所的契约、平等与自由。但每个层次的决策选择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的理论框架（见表1-1）。

表1-1 劳动关系活动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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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1所示，从外部社会来说，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特质与价值、商品市场、技术市场和公共政策）外，工会与政府可以在高中低层次采取多种策略来实现劳动关系民主化（包括个人权利、平等与协商等）目标。

当然，理论家们也把民主当作一种劳动关系的治理路径，认为工业民主的可行性主要体现为实践中工业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功能和价值。因为，工业民主是一种劳资利益协调机制，工业民主是一种权力的分享和制约机制，工业民主鼓励和平解决劳资冲突，工业民主强调参与（RA.Dahl，1973）。国内学者陈微波（2011）也认为工业领域内，民主话语和机制的缺失使资本缺乏有效的制约力量，由此所导致的劳资之间的悬殊力量对比成为劳资冲突的根源。工业民主理念的复兴与工业民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应该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些理论把劳动关系的最高目标定为合作与和谐，民主只不过是走向和谐的一个过程。

（二）参与管理理论

从企业内部效率角度看，民主的代名词是员工参与（ER）或参与管理。理论上，员工参与被重视是由于泰勒制管理解决企业生产效率中的难题，1920年代末，人的主动性问题被日益重视（Follett，1925）。1933年，Hawthorne的研究导致了对人力资源生产率决定要素研究的兴趣逐渐得到提升。此后，人际关系学派与行为理论发展迅速。这一理念真正在管理上得到实践，是1950年代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Life）运动的兴起。随后，管理学家通过目标管理（Druck，1955）、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ESOP）、分享经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Tsui et al.，1997）、团队与建言（Van Dyne，2003）等为员工参与理论奠定了基础与实践指导。这些理论均认为，通过设置具体有利于员工参与的环境，并促使员工个人及职业的成长，企业也将因为员工的经验、才能与视界等而得到更好的发展。Slate（1997），Lawler（1986）等学者都曾预示，这一新的范式将有利于提升员工的道德水平、工作的自豪感与效率以及忠诚度等。

理论上，员工参与理论最早源于玛丽·福莱特等人的人际关系学（Follett，1925，1940），以及人力资源理论（McGregor，1960；Likert，1961，1967）。面对泰勒制管理带来的员工惰性等问题，福莱特提出了“共融的概念”，主张把小组成员的差异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以产生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认为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培养小组成员相互沟通和协调，以实现共融。利克特（1961）强调要实现员工与管理层间的支持性沟通，必须通过全面参与。在此基础上，利克特于1967年提出了领导的四系统模型，即把领导方式分成四类系统：剥削式的集权领导、仁慈式的集权领导、协商式的民主领导和参与式的民主领导。他认为只有第四系统——参与式的民主领导——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领导，才能正确地为组织设定目标和有效地达到目标。

员工参与的作用原理是心理学的共向模型（Coorientation Models）与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共向模型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纽科姆（Newcomb，1953）提出，也称A-B-X模型。因为一项参与行动发出后A主要是管理者，也可以是员工的倡议，根据归因理论（Kelley，1973），B是否做出决定要不要参与，可能会参考旁观者、下级、上司等人的行动，以减少不确定性。正是基于人们的决策会考虑周边人的行为，共向模型揭示了关于认知过程中人际互动与认知系统的变化及态度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假说。纽科姆1968年提出要实现员工参与，需要员工与管理者间存在，一是共同的意愿、信念与价值观，二是AB基于各自环境所指向的目标物X，三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参与者才会努力在吸引和共同态度之间保持对称的平衡，相近性和交往都在共向模型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共向模型强调信息的发出者利用“相似性”的人际吸引为中介，通过沟通，与接受者产生认同，达到协调的目的。

（三）员工—组织关系理论

综合IR与ER角度分析劳资关系的是员工—组织关系（Employe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EOR）理论，是由企业管理方和员工间的利益引起的权利和义务、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合作、冲突、沟通、激励等权利和义务的总和（程延园，2004）。EOR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特定领域。对于EOR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心理契约、激励—贡献以及双向视角三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心理契约方面的研究从个体层面探讨员工对其自身和组织双方责任的认知问题，而激励—贡献方面的研究（Cyert，1956）则从组织的角度来研究关系策略。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员工—组织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义，在Rousseau（1990）关于员工视角的心理契约的研究中，他把员工—组织关系的心理契约定义为“员工个人以雇佣关系为背景，以许诺、信任和知觉为基础而形成的关于双方责任的认知”。

其次，激励—贡献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员工与组织的相互依赖关系，只有员工的贡献和产出能够实现组织的目标，组织的激励才会满足员工的要求。徐淑英等（Tsui，1997）在基于投入/贡献模型的组织视角的员工—组织关系研究中将员工—组织关系定义为“从组织的角度管理员工—组织关系的策略，包括组织对员工提供的诱因和组织对员工贡献的期望两个维度”。他们按均衡的员工—组织关系和非均衡员工—组织关系将雇佣关系划分为准交易契约型、相互投资型、投资不足型和过度投资型四种模式（见图1-2）。

[image: ]


图1-2 基于激励—贡献模型的四种劳资关系

此后，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在动态不确定性情境下是最有效的雇佣关系模式，这种雇佣关系模式与员工的态度和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研究也通过实证调研验证了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模式在我国情境下的有效性。如Tsui和Wu（2006）以及Zhang等（2008）的研究也都验证了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模式的有效性。然而，赵曙明（2011）指出，按照诱因—贡献模型，最优的雇佣关系模式应当是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模式，但是从实践来看，理论上最优的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模式并没有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相反，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的是准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Quasi-Spot-Contract 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模式，这一雇佣关系模式强调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仅仅是基于物质激励的。

最后，双向视角代表有Shapiro等（2002）关于员工—组织关系中互惠原则的研究，以及Tekleab等（2003）关于责任认知一致性与心理契约违背的研究。我国学者陈维政、吴继红（2005）借鉴徐淑英（Tsui，1997）关于员工—组织关系的定义，从双向视角把员工—组织关系定义为“组织对员工提供的投入与员工对组织的回报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了与单一视角研究迥然不同的结论，即组织的高投入未必能带来员工的高绩效，在双向视角的员工—组织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在国内，除了陈维政的双向视角外，大部分学者集中于诱因—贡献模型的研究，大量的研究分析了和谐的员工—组织关系的形成过程，康力和石金涛（2011）研究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的作用，蒋建武（2012）提出对于非正式员工，人力资源管理要一视同仁，如鼓励员工参与、有效授权、公平对待员工以及支持性的工作环境等措施也可以针对非典型雇佣员工，这些措施的运用，有利于非典型雇佣员工感知到用工单位的支持，作为回报，其努力工作的意愿将更强烈。

其实，双向视角的员工—组织关系仍然没有突破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视角，因此有必要从综合两个学科的视角，来分析劳资关系。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

员工参与，特别是深度（高度）参与所涉及的共决制与员工所有制等，实质是对长期以来企业治理中“股东至上”这一公司治理法理的挑战。现实中，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股权结构的日趋分散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提高，现代大企业的控制权实际上已逐渐转移到了职业经理人手中。特别是在那些新兴产业中，以高管层和关键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已不再单纯依附于物质资本，而是日益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并且要求共同分享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附加价值。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期始于美国，作为对企业单纯追逐最大利润倾向的批判和后工业化社会思潮影响延伸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问题，现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受到关注。因此，如何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如兼并、业务重组等），在公司治理框架之内对作为社会责任与伦理客体的供应商、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进行保护，亦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此相关的理论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理论。本部分主要分析利益相关者及其民主治理理论。

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是Rhenman（1964），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依存于企业，且企业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也依托其存在的个人或者群体，如投资者、员工等。在此基础上，Freeman（1984）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任何能够影响企业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个人或群体”。目前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两大类，但都把员工当作仅次于股东的第二大利益相关者。在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成长的关键作用之后，如何处理好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理论界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Stakeholder Management），以及利益相关者治理（Stakeholder Government）的概念。但是，时至今日，理论上对于利益相关者当中“谁‘能够’或者‘应该’参与公司治理”这个问题，却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回顾相关文献，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四种不同的治理观，它们分别是股东治理观、员工治理观、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观以及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观（李维安，2007）。

员工治理观源于“劳动管理型企业理论”。其代表人物Vanek（1970）认为，员工因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具有自我管理的真正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员工受到尊重、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和努力工作的价值更易得到认可并体现出来这一事实。Hansmann（1996）也指出，员工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制度，不但可以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防止由锁定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谈判过程中的策略行为，而且还能够疏导有关员工偏好的信息和减少员工的异化，因此，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安排相比，更具有效率。但对此，很多学者认识到其管理的局限性，一是其本身缺乏经济学和法理学依据（杨瑞龙和周业安，2001）；二是劳动和控制权的一体性使得集体的每个成员对于集体财产的占有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三是成员“搭便车”的行为，以及集体决策过程中的成本问题，带来管理的低效率问题。同时，在员工参与公司民主化管理中，每个人不仅参与的时间难以统一，而且他们是否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沟通交流、表达意愿活动的参与度上也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哈瑞森和弗里曼（2004）通过对民主化管理概念分析，提出了在商业领域“建立在‘自治’‘自愿’基础上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关系”，并强调这是“民主化管理的哲学基础”，也是利益相关者民主化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

学者因此注意到，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掌握权力的人是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比较理想的应该是将职业经理人制度与雇员一定的自我决策能力相结合的参与管理形式。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因此被提到日程上来，其核心观点就是要对参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筛选（伊丹，2000；O’Conner，2003）。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日本学者伊丹（2000）认为，只有企业的主权者才能参与公司治理。而要成为企业主权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为企业存续提供不可替代的资源和承担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但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与实践检验，关键利益相关者治理观与员工治理观以及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观一样，在总体上都只能算一种“理论假说”。

但是，为了保证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企业长远发展。就需要保障员工参与管理得以实现，要求必须将员工的参与民主管理作为主要要素纳入公司管理。要以企业允许员工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的一系列实际活动为具体性表现。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员工在问卷调查、特殊群体调研、专题性讨论会、经常性会议、内部刊物、网页网站或服务热线、会议简报、网络论坛等的参与，不仅能够在企业中拥有话语权，也将把员工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落到实处，在这些过程中有时利益相关者扮演了一个灵活的公司管理者角色，这样更能够激发其员工民主化参与和创新行为的产生（Turnbull，2003）。

（五）合作伙伴理论

作为平衡劳资双方利益的重要理论，合作伙伴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备受关注。合作伙伴理论其实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机制设计方面的应用与拓展。

合作伙伴关系理论源于库克（Cooke，1990）的劳资合作模型。库克认为劳资合作是一种劳资关系模式，建立在劳资双方共同追求更大利益的目标上，在追求的过程中劳资双方不将各自的心力用于相互对抗上，而集中心力于目标的达成上。经过合作努力所带来的成果，由劳资双方共享，并归纳了工会与管理者在劳资合作中的得失。在分析劳资合作的潜在收益与成本后，库克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绩效改进的劳资合作模型，如图1-3所示。

[image: ]


图1-3 企业绩效改进的劳资合作模型

劳资合作的强度取决于三个因素：工会与公司的相对力量、合作结构、组织约束。劳资合作使劳动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关系的这种变化又反作用于劳资合作强度。工会与公司相对力量的改变将影响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改变则会进一步影响组织成员努力程度，进而达到提升绩效的目的。但在衡量绩效时，必须注意到组织本身所受到的限制，以及管理阶层对于资本、技术的投资。总之，劳动关系的变化，管理方的力量与组织约束，最终决定一个企业的绩效。

具体的机制设计方面，在库克劳资合作模型的基础上，寇肯等（Kochan，Osterman，1994）对于如何构建“互利企业”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理论，即战略层、职能层和实践层。如实践层，即工作场所层面，组织应该实施团队工作、鼓励雇员参与、营造信任和合作的工作场所氛围。Guest（2008）提出合作的原则与具体的实践，原则体现了雇员和雇主须坚持的互利、互惠、承担责任等权利和义务，具体的实践包括雇员直接或间接参与组织决策过程、组织与雇员共享信息，以及工作保障等，如财务激励、分享所有权，或者通过投资于选拔、培训、工作设计、沟通、评估、奖励等高绩效或高参与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实现员工的归属感与组织承诺，以实现组织目标、价值与成功。在有工会参与的情况下，则要组织明确规定允许工会代表参与组织决策的制定，以促使管理者、工会和雇员相互合作，并最终提升雇员的工作生活质量（Johnstone et al.，2009；Geary，Trif，2011），包括代议制实现雇员心声等（卿涛、郭志刚，2007）。Bendersky（2003）整合了上面各种思维，提出一个整合的模型（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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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不同视角合作伙伴关系实践与过程

通过合作能否实现劳资双赢？彭娟等（2012）总结了相关的观点与实现途径，观点包含互利观、限制互利观与消极假设观，途径包括经济学视角下、行为学视角与争端解决视角下的实现途径。互利观以库克（1990）为代表，主要是研究产业关系的视角分析（Kochan，Rubinstein，2000）；限制性互利则关注在具体情境下，哪些实践可以实现互利（Roche，2009）；消极观点则不认同员工能从合作中获益，因为劳资权利不平衡，还会受到产品市场震荡、雇主的短期绩效导向等影响，只有在工会势力强大的条件下，雇员才可能从合作中得到些许的回报（Kelly，etal.，2004）。

（六）小结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工业民主的制度解释更注重民主的“人本需要”，参与管理的效率分析则注重民主的组织结果功能。其实，不管是外部制度解释还是内部效率分析，Kaufman（2001）认识到这两种研究在内容上有融合的趋势。Kochan等（1986）认为工业民主与企业内部管理策略一样，都是一种手段，最终目标是劳资双赢。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一个多层面的关系。单一的科学研究，如劳动学科、管理学科与社会学等都可能只从某一个视角，解决企业或社会管理的单个问题，因此存在片面性。员工组织关系理论特别是双向视角的理论具有综合研究的视野，然而，这些研究还是缺乏对工业民主与员工参与的结合；合作理论有从综合两个学科的视角来探讨民主参与管理及其实现机制，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为顺应两大学科的融合趋势，而缺乏具体的管理策略，相关研究更多地停留于外部社会的指导思想上。而且，因为跨文化情境下的策略差异明显，国外的研究策略性成果难以为我国本土企业应用，如美国与日本企业的员工关系管理策略。韩志翔（2000）对比了中国台湾与德国的制度环境与工业民主，试图找出可供台湾企业借鉴的策略。因此，提出一个基于中华文化情境、能为组织内外部共同认可的管理策略，成为需要突破的理论与实践方向。

二 互动主体：民主参与的功能与形式

（一）企业组织

作为互动的关键主体，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经济组织的主体意识逐步确立，但新经济体也受外部制度的影响与作用。

1.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具有管理自主权，然而，真正落实“政企分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静（2001）通过案例发现，政府存在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规范的行为，通过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与利益的分配，以免由于利益分配矛盾与冲突进入公共领域或国家层次，导致社会或国家的动乱。冯同庆（2005）通过案例则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权利规划，包括近年来《企业法》《公司法》《劳动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等来规范国家、企业与职工的权利，解决企业改革过程中的“老”职工问题、下岗与社保等问题。

可见，对于改革过程中的参与管理，外部社会强调的是“良性的社会后果”，安戈与陈佩华（2005）则认为，生存状况好的国有企业，企业管理层的善待员工等行为，是基于道德要求与期待所做出的回应。文章借用汤普森等人（1971）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观点，来阐述管理者的行为。即从伦理的角度说明，职工们的“公共道德体系”和“经济公正的观念”能迫使管理层采纳向职工倾斜的再分配政策。朱晓阳（2005）认为，改革过程中并不是全国步调一致的，地方性差别明显，企业职代会与其所在特定地方施行的法规间的关系决定了职代会的作用程度。虽然，从全局上看，90年代中期以来，职代会的功能与作用都在减弱，但有些地方，如河南省的职代会的权力和职能比以前的明显的扩大，在东南沿海如上海等地，职代会则向非公企业扩张。

2.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或家族企业等非公经济组织是我国民主互动参与管理的主体。虽然非公企业的职代会与工会等受外部制度约束所产生的管理模式对国有企业具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但民营经济特别是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具有更强的自主性。特别是2004年《公司法》修订后，家族企业的治理研究，以及产权与管理方面的实践得到快速的发展。本书因此重点关注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

钱德勒（1987）认为：“家族企业创始人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维持紧密的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重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层人员的选拔方面。”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策略是基于家庭系统、经济系统与所有权系统的统一。家族成员之间的低代理成本往往被认为是家族企业竞争力的来源。Deephouse 等（2013）的研究发现，因为高组织认同，家族成员比非家族成员更在意家族企业的声誉等，因此容易付出他们的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然而，Distelberg（2010）等基于美国家族企业调查（AFBS，2007）的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发展往往更重视家族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因此家族企业的价值发展可以预测出企业的发展和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家族企业的价值体系是基于整体而不是个人（如企业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然而，家族成员为了控制企业的产权，往往对企业的经济系统进入过度介入，特别是个人的介入。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环境，家族企业之间的联系松散，中国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的合作陷入了家族主义困境（郭鲜红，2009）。在此背景下，家族的传承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同时，家族企业在控制所有权的同时，需要吸纳非家族的优秀人才参与管理。在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合作的困难期，一般性的员工参与管理成为企业补充人才不足、吸引外部力量壮大企业实力的有效途径。民主参与管理正是基于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非正式合作而成为企业的可行性选择。

3.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也存在对国有企业的制度依赖。政府一直“在场”（佟新，2005），相关部门指导党委、工会的运作，也制定各种法规和政策，协调和监督企业的劳资关系。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佟新（2005）认为，工会的福利目标与民主目标具有合法性和功能性，因此，工会能够代表工人，具有维权的功能，也能够代表工会组织或全体职工，是一个“能动的行动者”。

而对于非合资的外资企业，民主化主要依赖国际社会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劳动力市场表现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工人的需求主要是工资与工时。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多方博弈的产物。佟新（2005）通过案例说明，博弈主体包括地方政府、资方代表、劳动者或工会、客户、全球消费者及消费者运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各类非政府组织等。其中，地方政府为了引资与解决就业等，放宽对企业的监管，外资企业的工人选举等民主行为，更多的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的一种“自觉资本主义”，即理性地选择了民主化的道路，希望通过建立民主化的工会，实现资本主义社会较为成熟的三方制度化的产业关系。

可见，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外资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苗丰仁（2004）等认为，这些企业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受其国家民主传统氛围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本企业所形成的固有的文化与民主管理理念差异较大，外资企业的民主化管理，在内容与形式上可以灵活处理，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的方法，以达到民主管理的实际效果。

4.台湾的企业组织

在台湾，政治民主是全民所赞成的，而产业民主却受到很多质疑。因为学者们认为“国家”是全民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投票决定“国家的领导人”及未来发展方向。而企业不可全面强制实行，因为没有财产权的员工不应该在董事会中保留席位。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劳工有劳务的财产权，因此必须执行产业民主。正是因为这种产业民主的争议，台湾产业民主与互动参与在现实中存在较大的差异（黄英忠，2003）。

在“国营”及相关企业，社会关注的是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与公务人员的工作压力等的研究。企业与社会在退休、健宝（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国营”公司的三方协商制度因此被重视。蔡欣玲等（1998）调查了台湾国营公司产业民主的态度，把台湾的产业民主分为两种，即劳工参与企业决策与劳工参与财务事务，并把台湾的产业民主元素分为两大类，一是厂场层级参与制，包括代议性参与、建议性参与与利润分享制；二是企业层级参与制，包括自主管理、员工拥有制、工场会议与员工进入董事会等。调查显示，台湾员工对后者即企业层级参与制的满意度较低，而对厂场层级参与制等低层级的产业民主满意度较高。并认为，企业参与才是真正的产业民主，而厂场层级参与属于产业民主的认可度较低。由此说明，台湾员工也认为，只有高阶的参与，即企业参与才是真正的民主参与。

在具体“国营”企业研究方面，侯武勇（2006）年对汉翔公司的研究认为，与日本的共同体逻辑、韩国的父权一元文化不同，台湾地区是父权线性式逻辑组织文化，父权至上增加了沟通成本，作为身处民粹困境的国营公司，迫于军购外交的严峻形势（职业军人也是主要管理方，实施半军事化管理），汉翔公司的劳资关系冲突非常紧张。即使这样，作者仍然认为，通过将心比心等人本的同理心理念，只有企业想推行协商制度，建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分享信息实现信息透明，减少意识形态的偏见，持续沟通，加强管理与领导学理论学习，通过“团体协商”与“劳资会议”，双赢局面仍然可以实现。并提出具体的协商策略、协商态度与协商技巧。如策略方面，主张法治与信任，摒弃父权式思维逻辑；态度方面，以同理心为主；技巧方面，以共同价值为引导，角色定位为基准。

在家族企业，弱势群体与职场安全健康如压力等成为重点。相关研究重视职场霸凌（马淑清，2011）、职场禁烟、劳工退休、工作压力等民生与安全健康问题（张瑞明，1990；吕叶儒，2011；徐嘉佩，2011；李燕清，2001；曾钰珺，2001），这也成为社会关注和重点。尤素芬与陈美霞（2007）对企业内安全卫生保护的劳工参与机制探析，发现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体系确实存在劳工参与机制，包括工会、团体协商、劳资会议、劳工安全卫生工作守则及劳工安全卫生组织五种制度，但是这个机制的落实却有着种种的局限与问题。目前劳工参与安全卫生管理之机制难以发挥实质作用，需要从几个面向加强这个机制。并提出需要强化工会的力量、加强劳工界与职业医学界的互动、与增强“政府”的角色功能等对策。

（二）工会

从全球来看，不论从什么角度界定工会，工会一般含有两个基本要素：其一，其组织成员，主要是工资劳动者；其二，其目的或宗旨是改善劳动条件。工会的这两个基本要素就构成了工会组织特定的基本性质。简单地说，工会是以改善劳动条件为主要目的劳动者自己的组织（徐小洪，2010）。可见，工会主要职能是代表劳动者，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会法》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均论述了中国工会的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现实中，中国工会被界定为行政化工会，工会被当作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发挥社会“稳衡器”“安全网”等作用与功能。虽然，近年来工会组织的行政性色彩渐趋淡化，社会性群众组织色彩渐趋增强。但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等原因，中国工会组织的“行政化”或“官方”色彩倾向仍然比较严重，工会成为政府附属机构。企业工会更多的是一种活动型或福利型工会，维权的功能较弱。乔健（2008）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工会在国家、企业和劳工之间，扮演着极为复杂的多重角色。工会维权功能要强化，既与工会组织民主化和群众化的努力有关，更是国家要求工会维护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促进工人阶级队伍稳定的结果。工会不仅是经济利益矛盾的产物，更是政治博弈的工具，必须结合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准确把握它在现阶段的定位和作用。冯同庆（2011）也不主张工会的市场化运作，市场化工会可能导致维权缺乏必要的约束，因此认为，不管行政化工会与市场化工会，都有优缺点，都需要制度创新。

中国工会如何实现维权职能？这与中国工会的组织形式有关。中国工会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领导的组织形式，下设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区总工会以及基层工会等行政科层组织。工会干部按照2001年的《工会法》进行选举，且往往具有双重职位，大多数工会领导均同时在同级党委、政协、人大或政府中担任职务。而作为集体协商与三方机制的重要组织形式，产业工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逐步被地方工会系列所取代。德国的梅茨（Merz，2012）总结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近年维权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私营企业，工会大幅度扩张，会员数飞涨以及进行集体谈判；二是调解与游说，在调解上，站在职工与管理方的中立方进行调解，显然其定位还在于生产而不是维权的职能，但在劳动立法上，为新劳动法等进行较为成功的游说；三是在劳动冲突上，主要是为法律的运用而斗争，即只能维护工人的权利而不是权益，同时支持工资罢工。

在中国，工会没有统一的运作模式（冯同庆，2005），还有许多家族企业不设立工会，其替代形式有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职代会）等，也有些企业是通过工会成立职代会，二者在机构上是相互交织的。对于中国职代会或工会的功能，冯同庆（2005）认为，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中介作用，在管理方和工人之间进行沟通；二是维护工人权益，代表工人利益。他们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从劳动安全卫生角度，职代会和工会是中国工人参与保护自身健康安全的有效机制；对于家族企业，职代会所形成的员工参与，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自主规范劳资矛盾、保持宏观社会稳定和防止普遍性社会危机；对于外资企业，工会的目标从传统的生产与维权双重目标，向以维权为主的目标发展，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即民主目标和福利目标，且以民主目标为主；在全球化背景下，案例还提到了产业关系民主化所涉及的多方关系，有政府、客户、资本所有者、工会、全球消费者与消费者运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NGO等，特别强调了国际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佟新，2005）。

不统一还表现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澳门因为社会制度不一致而存在的差异。在台湾，工会分为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和行业工会或职业工会（Craft Union），产业工会是针对企业工人而言的，近年来企业规模在下降，职业工会有所上升，对于产业工会会员数量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于缺乏制度支持、企业主的抵制以及90年代以来经济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与就业人数均呈上升之势，降低了工会化程度。因为物质生产行业工会化程度高，非物质生产行业工会化程度低（Pan，2001）。

2000年对台湾工会是个转折点，之前台湾工会与内地的行政工会类似。2000年5月l日，台湾“全国产业总工会”成立，它突破了旧工会法中总工会垄断一切的法令框架。告别了国民党干部与工会干部不分的状态，在政治上，也与不同的“党派”结盟，工会与资方在“立法院”形成彼此利益冲突的游说团体，工会开始走向市场化，“劳资政”三方协商的发展趋势开始出现。2011年5月，台湾的新《工会法》《团体协约法》及新《劳资争议处理法》施行后，为劳方形成强大有力的集体协商能力提供最有效的保护伞，劳工的团结权与谈判权得到强化，工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劳工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委会）”的仲裁机制将得到加强。

具体在维权方面，2000年以来，工会所属的“劳委会”推动了两周84工时法案（原劳动法为一周48工时），两性工作平等法、失业保险与劳工退休金等立法。新“劳动三法”实施后，工会如果向雇主争取到较优惠权益，如加薪或退职等条件，工会可要求雇主排除非工会会员适用，以促使更多员工加入工会。再如，以前工会只能在公司、工厂内成立，未来则可以用“产业别”组成工会，即使劳工无法加入公司工会，却可以加入产业工会，包括非典型劳工在内，一旦该公司有一半员工入会，该产业工会就可以代表该公司员工与资方谈判。还有，新《工会法》准许教师筹组工会，未来教师工会可能会成为台湾劳工运动的生力军（朱磊，2011）。

在香港，1948年成立的工会联合会，是香港最大的工会组织。除此之外，香港还有港九工会联盟、香港职工会联盟等工会组织，呈多元化发展状态（目前共有500多个工会）。同时，香港工会组织率比较低，大约在20%左右（黄安余，2011），具有市场化工会的特征。工会联合会现有184家属会和60家赞助会，共有244家工会，涵盖行业广泛，主要分为汽车铁路交通业、海员海港运输业、航空业、政府机构、公共事业、文职及专业、旅游饮食零售业、服务业、制造业、造船机械制造业、建造业等，工会会员人数超过36万人；下设常务理事会，由27家工会组成；以及行业委员会，由物流及交通、金融业与旅游职业委员会三家行业委员会组成。

以香港工会联合会为例，香港工会的主要职能是：积极维护劳工权益，推动改善民生；广泛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致力于为市民代言。如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除了成功争取立法制订最低工资，改善基层雇员待遇外，还设有劳工服务中心、解答劳工疑问及协助处理劳资问题。在政治参与方面，工会联合会目前有1位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4位立法会议员、33名区议员，在劳工顾问委员会中亦有代表，能在各级议会中反映劳工基层声音。同时，还提供职业培训、业余进修、中西医疗、旅游康乐等多元化服务。

在澳门，1950年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工联）成立，是目前澳门最大的工会组织。目前下属工会69个，约占澳门工会总数的80%以上，其宗旨是争取和维护雇员合法权益，维护雇员社会文化权利，开办雇员文教、康体及福利及各项服务事业。在争取劳工立法、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工人代表进入政府的立法、咨询机构，直接参与澳门劳工法例的制订和修改，为澳门劳工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努力。其中部分工联成功争取订定的劳工法例包括：劳资关系法律制度、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社会保障基金、工伤赔偿、停工赔偿法例、工业安全的相关法例等。同时，还争取完善外部劳工政策，敦促政府执行《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网要法》，遵守输入外劳只能作为补充本地人力资源不足的原则，保护澳门劳工权益。还有，积极致力于调解劳资纠纷，借助于《劳资关系法》等法例，澳门各业雇员有了基本保障，通过工会代表与资方谈判协商，据理力争来维护工人权益，如遇到不能以协商解决的劳资纠纷，则会积极协助工人寻找法律途径解决。

（三）政府

在民主的实现过程，政府的角色是关键。要分析政府的角色与功能，需要分析工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萨托利认为“工业民主较少指财富的平等或接近平等的分配，而更多地指劳动者对经济的控制。在这方面可以说经济民主是由经济生产过程的控制权的平等构成的”。达尔则把工业民主当作一种企业治理的手段，并试图在其中挖掘出正义和民主的真正价值，以期通过自治企业来达到人们的可欲目的。从工业民主的上一层概念经济民主来看，一般认为，工作场所的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原则和程序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运用，是政治民主的拓展和延伸。章荣君（2009）概括了经济民主的内涵，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它将民主的原则和程序化作经济领域的管理手段或管理手法；其二，经济民主并非仅仅指一种制度，它更多地是指经济领域的管理；其三，经济民主更加强调活动主体的主体性，它要求废除在传统社会中的“臣民”意识和人身依附关系，追求以契约自由和主体平等的经济秩序。并认为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总是在其发展中结伴而行、交互作用。

对于政府在工业民主中的角色，与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有关。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罗恩·比恩（Ron Bean）在《比较产业关系》一书中指出，政府在劳动关系中主要扮演五种角色：（1）政府扮演第三方管理者角色，为劳资双方提供互动架构与一般性规范；（2）政府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通过立法规定工资、工时、安全和卫生的最低标准；（3）如果出现劳动争议，政府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4）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雇主；（5）政府还是收入调节者。

台湾学者林大钧（2008）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是促进劳资合作的催化剂或鞭策者，是劳动争议的调解人、仲裁者或受害方的支持者，是劳动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劳动关系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对于东亚国家，张熹珂（2010）认为，作为新兴国家，因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及台湾地区等，政府通常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政府几乎没有受到较大的社会阻力，能够超越多元利益的干扰，从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来规划发展战略，并推行其产业政策。东亚各国的民主成长，是以多元经济主体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政府主导地位削弱为前提的。

可见，政府作为政治民主的主要设计者，对经济民主从而到工业民主的主要功能体现在：第一，提升市场有效性，通过严谨的法制保障产权与市场规范，维持工作场所的公平公正，保障劳务自由交换；第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借助于法制手段等，建立劳动标准，实现对弱势一方的保护；第三，优化产业政策，通过对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如国有企业等，在工作场所推行民主与社会责任等标准，提升企业的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设计相关制度安排，促成劳资双方互信互利，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

（四）其他利益相关者或组织

1.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

1999年，安南提出“全球协议”的倡议，希望连接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其中，国际劳工组织（ILO）被寄以最高的希望，是推动中国工业民主的最大国际社会力量（朱庆华，2005）。ILO的原则是确立和保障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权利，主要体现在其所制定的旨在实现“体面的劳动议程”的四项战略目标，即促进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为所有人创造更广泛的、体面的就业机会；为所有人提供广泛而有效的社会保护以及加强三方性原则和社会对话。具体的工作内容涉及：劳工标准、就业与培训、企业发展、产业关系、社会保障、工作条件与环境、技术合作、部门活动、联络与会务、新闻出版等若干内容。国际劳工标准具有三方性、灵活性，国内性与自愿性的特征。如国内性表明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如限制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确定最低工资、建立社会保险、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工会权利等，只有极少数公约和建议书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对外籍工人给予平等待遇等（国际劳工组织）。

ILO主要有五个核心公约，构成了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五大核心劳工标准，①禁止强迫劳动（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②工人结社自由以及保护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力（第87号和第98号公约）；③男女劳动者同工同酬（第100号公约）；④消除雇佣和职业中的歧视现象（第111号公约）；⑤最低就业年龄以及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第138号和第182号公约）。以上这五个核心劳工标准因为与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1998年ILO的《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权力宣言》的精神相契合，所以被广泛接受和认可。除了这些核心标准之外，劳工权益支持者们还提出一些与“可接受的工作条件”相联系的劳工标准，主要内容是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和职业安全及健康等。

2.全球消费者运动与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反“血汗工厂”的消费者运动，它要求跨国公司对其供应链所提供的产品不得包含“血汗”成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最初便肇始于消费者运动的压力。1991年，美国大型牛仔裤制造商LEVI-STRAUss的海外工厂在监狱般的工作环境中使用年轻女工的事实被曝光，顿时成为舆论和消费者运动关注的焦点，成为“血汗工厂”的典型。为挽回企业污损的形象，该公司草拟了世界上第一份企业内部生产守则。随后，在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环保组织、道德投资机构以及各类NGO的应援支持下，消费者运动的视线转向一系列的大型跨国公司，从而促使更多的跨国公司制定了企业内部生产守则，并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内部生产守则贯彻实施于包括跨国公司本部及供货商、分包商在内的“生产链”全过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由此起步，并迅速波及全球。

企业生产守则，内容大体集中于消除童工、禁止歧视、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四项基本劳工权利以及工资、工时、职业安全、社会保险、员工福利等生产条件两个方面；具体标准的适用通常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在跨国公司内部标准和所在地法定标准之间选择，对供货商、分包商的审核方式有三种：一是由跨国公司专职人员直接审核；二是由跨国公司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审核；三是由跨国公司专职人员和第三方认证机构共同审核；对供货商、分包商的审核时间有两种，一种是订单下达之前，与商务谈判同步或商务谈判结束之后；另一种是订单下达之后货物交付之前。两相比较，前者更为普遍。无论是哪一种，生产守则审核结果都具有“一票否决”的功能。

企业生产守则已成为社会责任一种最主要的运动形式，近年来，国内社会责任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多集中于此。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截止到2000年，全世界共有246个生产守则。它们是由跨国公司、行业协会、贸易协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制订，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于1997年制订的SA8000标准和环境保护的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2004年启动了ISO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的制定进程。

SA8000标准全称是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Standard 8000），是1997年发布的一项针对企业的国际第三方认证规则。SA8000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以一致的标准制定了下列领域内的最低要求，即童工问题、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与报酬及管理系统等问题。作为社会责任方面的认证体系，SA8000不仅明确了社会责任规范，而且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体系要求，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组织尤其是企业的道德行为，有助于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工权益。相关守则在颁布后很快获得了发达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支持，它将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对SA8000的研究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专题，从刚开始把SA8000当作是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新型贸易壁垒，到认为SA8000是出于保障人权的底线标准，中国企业要积极学习和适应国际社会责任标准，才能提升中国企业的全员资质和持续发展能力。另外，2006年以来，国内学者开始专门对雇主社会责任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ISO26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个国际标准文件——“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Guidanc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技术编号。2010年5月ISO提出了问责、透明、道德行为、尊重利益相关者、尊重法规、尊重国际行为标准与尊重人权的社会责任七大原则。ISO26000首次要求组织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七个核心主题，即企业管治、人权、劳动实务、环境、公平营运实务、顾客、社区参与。这七个方面是继SA8000之后，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商贸标准的更为全面的指南。与员工相关的主要有人权与劳动实务两个方面。一是人权。机构在其影响力下尊重和支持人权，而其影响力亦应向外伸展至供应链、当地社区等。二是劳动实务。机构建立与实行劳务相关程序，并包括以机构名义工作或在机构现场工作之承包方员工。

3.劳工NGO

关于中国劳工NGO的兴起，最早起源说法不一，总体上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集中于珠三角地区，且主要受资助于外部机构特别是来自香港NGO的捐助与合作。对劳工NGO的讨论，学者主要探讨NGO的功能及其局限性。杨正喜、朱汉平（2011）认为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由于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吴同（2010）认为，由于制度的歧视与地方政府对保护外来劳工权益的忽视，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农民工权益普遍受到漠视，因此在这些地区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或者个人应运而生，他们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他还从组织活动区域、注册方式、组织活动内容、资金来源、成立时间与发起者身份六个方面分析中国的劳工NGO的特征。对于活动内容，主要是进行法律咨询与培训、职业安全教育与培训、文化活动以及工伤探访、职业病维权、女工保护、社会责任审核等。局限性则体现在，劳工NGO在中国受约束与限制条件严重，它不仅要符合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而且要达到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五）互动参与的形式

1.国外互动参与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员工参与理论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主要集中在员工参与结构与形式、影响因素和结果等方面，这些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科顿（Cotton et al.，1988）指出了不同参与形式及其员工福利与企业的绩效差异。理论上，从广义上划分员工参与的形式，主要有直接参与（Direct Participation），间接（代表性）参与（Indirect Participation），以及财务或分配性参与（Financial Participation）。从结构上或参与层次上，比较权威的划分要属劳勒（Lawler，1988）的三种员工参与类型，劳勒先把参与内容分为信息分享、知识发展和培训、报酬系统、权力分享四个维度，然后依据员工在这四个维度的参与程度，把参与类型分成：平行建议参与（Parallel Suggestion Involvement）、工作参与（Job Involvement）、高等参与（High Involvement）。

本人主要依据广义的划分方式：首先，直接参与。员工直接参与经常是工作导向的，并且经常是管理层发起的（Walters & Nichols，2007），因为这种类型的参与更有利于直接提升组织绩效与竞争力，在实证上一般具有明显积极的组织效应（Poutsma，Hendrickx & Huijgen，2003）。当然，直接参与经常被批评也是因为员工比较少涉及管理决策，难以分享到相应的权力。具体的员工直接参与形式及其及特征见表1-2。

表1-2 直接参与形式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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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间接参与形式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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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间接参与也称代表性参与，属于集体安排性质的员工参与（Busck et al.，2010），它不是与任务相联系，而是经常与组织层面的、比较高层的宏观战略方面的参与（Kim et al.，2010）。相对直接参与来说，间接参与与企业的管理决策更相关。当然，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决策，取决于具体的间接参与形式以及该形式在对公司监督管理与组织化的取代程度，间接参与涉及面比较广，从员工的安全卫生、到公司战略与决策等，参与需求有可能是管理层发出，也有可能是管理层与工会共同的决议（Markey & Patmore，2009）。具体的员工间接参与形式及其特征见表1-3。

最后，分配性参与，包括利润分享计划、员工持股计划与员工所有制等。是指参与企业生产成果，经济利益的分配过程，也称财务性参与，属于最高层次的参与。Cotton等（1988）对其中的员工所有制作了分析，认为员工所有制属于正式的间接参与，并通过元分析，归纳出员工所有制对企业与员工满意度都有积极的正效应。

2.国内民主参与管理形式

2012年发布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指出我国企业的主要民主管理形式是职代会。这一举措期望在国有企业的框架上，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规定劳工代表必须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等，慢慢渗透到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即公司制企业）和家族企业中。理论与实践界重视企业内部的职工民主管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强调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强调劳动者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以及能够监督罢免与选举企业的行政领导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如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二是强调企业的经济利益，通过参与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如类似西方代表参与的“企业管理委员会”等制度。

在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公司制企业至少在名义上有《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中要有职工代表，监事会中也有职工监事。同时，公司设有工会，员工可以通过工会等参与企业的具体管理与决策，《公司法》《劳动法》等都有规定企业工会对企业管理决策的作用。

在民营企业，肖建国（2007）在Lawler三个层次划分研究的基础上，将员工参与管理也分为低度参与、中度参与和深度参与，认为民营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沟通参与、建议参与、易位参与、团队协作、代表参与、资本参与以及自主参与等类型逐步实践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决策。

具体的参与形式方面，程延园（2007）进行具体的分类：根据员工参与的方式划分，分为被迫参与和自愿参与、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根据员工参与度划分，分为无参与、共同磋商、联合或共同决策、员工完全控制；根据员工参与决策的内容划分，分为工作层面的参与、管理层面的参与、企业层面的参与，这个划分与 Lawler 的三层次划分类似。谢玉华等（2009）则比较了中外员工参与的形式与功能，把我国的员工参与主要形式分为：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制度、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制度、职工董事监事制度、共同协商、集体协商（集体谈判）与员工持股计划等七种。此外，还提到了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质量圈活动在我国的一些企业的应用。

三 现实背景：工业化与两岸劳动关系对比研究

民主参与管理在中国之所以被提出议事日程，是因为我国企业大多数表现为中小型企业，在面对如何通过工作场所民主管理来解决用工等问题上，还未找到准确的理论答案。大陆企业的民主管理过程应当借鉴哪种模式？一般来说，企业民主需要靠社会与政治民主来推动，对于先经济后政治，走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大陆来说，工业民主与社会政治民主的关系如何？台湾家族企业实践经验能否为大陆所借鉴？工业民主受社会政治文化、个人与企业战略模式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的基础是“民族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制造业对劳动力的追逐与就近转移所决定的国内经济转型与台湾经济第二次转型类似，基于同根同源，台湾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可借鉴之处必然要比莱茵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多，这正是一衣带水的两岸家族企业民主化进程的共性与可比性基础。基于此，本部分通过对比分析两岸工业化进程的背景，比较分析两岸企业员工参与管理实践与理论成果，为两岸企业民主管理提供借鉴。

（一）两岸工业化进程对比分析

1.内地社会的渐进式改革与工业民主多样化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工业化表现为经济体系的国有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企合一”所带来的新的劳动政策，包括终身就业政策与全面福利保障等政策使得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形成了行政隶属关系。这期间，工会具有外部系统的特征，因为工会是以民主集中制与服从党的领导为工作准则的，其最高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具有明显的行政特征。工会的功能因此被异化为福利分配等，而本应有的集体谈判功能被削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民主管理的外部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不同经济体受外部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差异较大：国有企业开始了渐进式的改革，制度惯性与市场法制建设同步进行，逐步影响着工人与工会的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与监督；同时外资企业进入内地，国外的民主管理理念逐步植入中国；家族企业则同时受到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民主管理影响，区位与规模等也是影响其民主化管理的因素之一。

2.台湾社会政治民主引领工业民主

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迁台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台湾逐渐进入工业化社会。1949～1987年间，台湾处于戒严时期，国民党为了保证“政权”的巩固以及经济的发展，运用戒严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党政力量控制了台湾的劳动者组织，禁止劳动者行使集体争议权。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控制下，企业的民主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1950年，国民党当局出台了一些扶植工会的政策，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巩固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并制约工会的自主发展（彭雪玉，2006）。

20世纪80年代起，一方面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压力，另一方面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台湾原有的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崩溃，当局开始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工会也不再对“政府”唯命是从，开始由劳动者独立领导，致力于为劳动者争取权益。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前，“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是台湾法律强制性规范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总工会，但实质上还是缺乏自下而上的民主。目前，台湾已有八个“全国性总工会”，工会的民主运作仰赖的不是自我的规范，而是寻求不违背法律的不合理的限制（即基于法理制度等依据，寻找政府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以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劳工权益。

（二）两岸工业民主制度管理比较分析

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导致海峡两岸民主化道路差异显著，两岸的民主化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也可以分为两种思路，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1.台湾工业民主与社会政治民主的互动发展

外部制度解释是劳动关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劳动关系学主要分析劳动关系的环境以及相关主体的行为与协调管理等。邓洛普（1958）认为，环境可以分为三类，即工作场所和工作团体的技术条件、市场或预算约束，以及社会系统中的权力所在和分配。其实质就是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工作场所，致使工会在员工参与民主过程中的作用出现转机。戒严期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强度政治控制，再加上其在台积极推行儒家伦理文化教育，使得台湾劳工形成了平和的人格特质，畏惧当权者的政治文化，严重阻碍了台湾企业民主化管理的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民主思潮的焕发，当局于1984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劳动者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使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更全面地受到法律的保护；1987年成立“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贯彻“三民主义”的精神，力图实现社会公平，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执政当局政治形势的改变，台湾工会组织在争取和维护劳工权益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1987年解严年开始，随着六种新兴起的社会运动，包括农民运动、老兵自救运动、（黑色罩）台湾人返乡、外省人返乡运动等，台湾工会社会力越来越显示其功能。

法律在保障员工民主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台湾法律规定内的劳工享有劳动三权，分别是团结权、集体协商权与争议权。其中，团结权保证了员工加入工会的权利，集体协商权和争议权主要是通过工会来行使的。目前，台湾劳资关系的法规大致有：工会法、工会法施行细则、“全国性公会”理监事缺额补选办法、团体协约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处理重大劳资争议事件实施要点、各级劳工主管机关办理劳资争议事件应行注意事项、法院办理劳资争议事件应行注意事项等，通过法律的约束，使得企业的民主化管理在立法上有了保障。台湾工会法还有强制入会的性质，从本质上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对劳工通过工会组织的形式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作用。

同时，行政管理体制也对工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台湾学者对台湾的工会与政策治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包括当局对工会的法令限制过多；主管机关对工会能动性的认知不足；“总工会”过于分散，且各立山头，缺乏统一的监督；政策网络联系欠缺等，是导致台湾工会的功能不足的原因。当然，随着台湾政党体制的不断完善，令台湾的工会团体也逐渐朝着“政府”合作伙伴的角色转变。如果将治理看作是一个过程，那么工会团体参与政策过程，即是增加“政府”与劳工之间的信任程度，这样的信任程度在企业进行民主管理的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

行政管理与民主法制都受到了民主化思潮的影响。相关个案的分析显示，受全球民主思潮的影响，新一轮工人权利运动正在向全球蔓延，工作场所民主化进程不可阻挡，这促使台湾当局在规划政策之初会更重视政策的社会可行性。这也表明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共同促进和推动台湾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发展。

2.内地工业民主的制度与经济元素

由于受到社会发展与民主思维等影响，内地公民缺乏必要的自由平等与自主权利等意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形式缺乏创新。相对台湾而言，内地社会民主对工业民主的推动力极其有限。丧失了公民社会等“草根”民主基础，内地企业民主化管理则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作用过程。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地方借助于外部社会的法律与政府等力量，使工会的福利目标与民主目标具有了合法性和功能性，使工会真正代表工人，但也只是零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权利构建模式。总体上，渐进式改革所决定的民主功能作用的个体差异性，表现为政府政策与法制对企业的作用过程具有阶梯性。考虑到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与机构较健全，政府对工业民主的推动主要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政府的督促下，大型外资企业尤其欧美跨国公司遵守中国《劳动法》的情况较好，一般都组建了工会。而大多数家族企业，政治与法制触角尚未涉及，一般不存在职工的参与管理，有也是为了装点门面，甚至是出于某种伪善目的的欺骗。

可见，政治与法制在中国企业民主化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力量。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践行过程，需要政治民主体制改革发挥导向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则会制约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实施。特别是，由于各级政府在实施民主化管理时的动机不是为了保护职工的相关权益，外部社会关注的只是“良性的社会后果”，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经济与利益的分配，以免由于利益分配矛盾与冲突进入公共领域或国家层次，导致社会或国家的动荡即使是相对独立的外资企业也是如此，政府一直“在场”，相关部门指导党委、工会的运作，也制定各种法规和政策，监督企业的劳资关系。

渐进式改革也决定了法制对工会的保障作用，以国有企业为立法的主要对象依据时，所产生的过高劳动标准，致使在法制全面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如劳动法律体系的作用，先是适用于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再推进到外资企业，然后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家族企业。包括《劳动法》《公司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等在内，对于家族企业来说，过高的标准在执行时就会出现“看菜下饭”的现象，为政府的行政裁量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在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方面，推进非公有制企业民主管理还需进一步完善，包括法律适用、条例解释、民主形式与权责细化界定等方面，如要合理界定非公企业职代会的职权定位。

市场化改革与全球化因素也促进了内地企业的民主化进程，部分弥补了外部力量的不足。民营经济作为天生的市场经济派，其深层逻辑中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家族企业主大都有较强的自我选择能力和人格上的自主性，这一阶层的形成促进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生成，对民主理念的孕育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和影响。同时，在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解决就业等问题，放宽对企业监管的背景下，外资企业的工人选举等民主行为，更多的是在国际社会压力下的一种“自觉资本主义”，即理性地选择了民主化的道路，希望通过建立民主化的工会，实现资本主义社会较为成熟的三方制度化的产业关系。因此，企业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多方博弈的产物，博弈主体包括地方政府、资方代表、劳动者或工会、客户、全球消费者及消费者运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各类非政府组织等。

从工业民主的角度看，两岸企业的民主化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工业进程与社会政治民主差异导致两岸工业民主路径不一。台湾工业民主的形式多样，民主化程度较高。当然，基于同根同源，两岸社会民主意识与民主文化差异不大，因此在实践民主管理的过程中，两岸企业存在较多的共通之处。特别是在全球民主思潮的大背景下，以及两岸经济与社会往来，两岸企业民主管理将实现殊途同归。

（三）两岸企业参与管理比较分析

一般认为，企业参与管理有三大类型：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以及财务或分配性参与。

1.直接参与及其功能

直接参与有自我管理团队、质量圈、弹性工作计划、建言等形式。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验证了，直接参与管理能提升企业的绩效。关于台湾企业相关的实证归纳认为：高绩效工作系统中员工参与构面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构面包含全面质量管理、品管圈、授权、阶级平等与组成团队工作五项措施；因此建议企业组织对员工及其付出给予一定的重视与肯定，透过高绩效工作系统正向影响绩效。

具体的对策方面，台湾许多企业鼓励员工通过预算参与、参与知识管理、参与成本决策、参与安全卫生管理、参与公司健康促进活动、企业内正式及非正式沟通等形式参与企业管理。如预算管理，台湾企业关注预算控制的作用，员工通过预算控制，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进而强化预算执行中的细节及部门间沟通。同时成员参与成本决策有助于成本抑减绩效的达成，在面对比较复杂的项目，预算参与还能通过降低角色模糊，进而直接，或经由组织承诺提高管理绩效。另外，企业运用预算制度也实现了员工协助部门管理者规划、沟通及整合部门的资源以达成部门的目标。相关研究显示，能够参与预算参与的员工集中于31～40岁、大学及以上学历，他们不但能够也愿意参与公司预算、控制与沟通，并影响公司的计划。再如知识管理，台湾企业关注组织气氛，特别是社会责任的组织伦理气候对员工参与组织知识管理的影响。企业倡导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来塑造组织的伦理气氛。因为，组织气氛有利于组织沟通，企业与员工之间可通过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来实现企业内组织沟通。其中，正式沟通包括员工申诉制度等沟通形式；非正式沟通包括主管与基层员工谈话等沟通形式。

在内地，相关的实证归纳认为：工作设计和参与管理、招聘选拔、绩效考核与管理、劳动纪律管理、薪酬激励、信息分享和沟通、员工关系和员工培训八个方面构成的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的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的员工参与构面，如质量圈、建言等相关研究还停留于理论引进阶段，我国学者段锦云等在2005年将建言行为的概念引入国内，命名为“进谏行为”。近年来建言行为的研究逐渐深入，建言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主动性的角色外行为，不仅包括员工为了提高组织效能而表达的促进性建言，也包括发现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而表达的抑制性建言。理论引进或探索阶段意味着这些参与管理是基于员工感知与意愿的产物，可能会提升员工的满意度或忠诚度（吴建平，2010），然而，具体的实践中能否被企业采纳（向常春，2013），以及施行的效果如何，现实中更多的是一些质疑，负面的应对策略成果比较多（邓宏斌，2013），正面报道较少。因此在具体对策方面的成功案例较少，很难找到可供借鉴的成果，如预算管理，内地企业倡导这一管理模式，是基于质量提升或成本控制，较少分析参与管理的双赢管理理念等深层次的机理，如对降低角色模糊、协助部门管理者规划、沟通及整合部门的资源的探讨较少，在操作上因此仅仅施行一些类似合理化建议的简单管理应用。

2.间接参与及其功能

间接参与包括劳资委员会、任务小组与工会等。台湾地区劳工主要通过加入工会的形式实现企业间接参与，近年来，工会也成为实现劳工行使团结权的最重要方式。台湾工会把角色定位于，重视工业活动中人性、政治与经济层面，通过具体方法来降低生产的人力成本，工会为劳工提供表达他们对潜在人性工业体系抗议的合法方式。因此，工会扮演着为劳工争取工作的保障、劳动条件的改善、福利事项的促进、代表劳工参与企业的经营、与雇主进行交涉及争议等角色。工会组织逐渐发展出扮演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沟通与调解争议功能、研究发展等多元化功能，通过不同功能的实现，增强劳工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参与度。具体地，工会会员在事业单位举办的劳资会议中，可以代表劳方参加会议，透过资方在报告事项中所提到的各项劳工议案，可相当程度地掌握所属企业的营运状况及生产相关资料，并以此作为参与企业业务的参考判准。此外，劳工代表也可以事先准备提案，交由劳资会议讨论。当然，台湾工会等间接参与形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工会法》规定凡工会组织区域内年满16岁的劳工，均有加入其所从事产业或职业的工会的权利与义务，但多数职业劳工加入工会是为了劳工保险，这也体现了台湾工会存在虚胖体质。

间接参与是内地民主意愿的主要表达形式，主要表现为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上的实际作为有限，由于工会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企业工会的弱势地位使其在三方协调机制中难以发挥作用，而职工代表大会只是实现“工人是国家主人”这一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工具。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无限弹性，“劳弱资强”的现象明显，使得非公企业单位在组建工会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工业化早期，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农民工没有进行集体谈判的能力，工会组织变成一种“装潢门面”的东西。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也很难有能力进行工资等的集体谈判，工会的职能因此被分化。与政治的代议民主一样，内地工业间接民主参与变成一种“姿势优美的行为艺术”，工会因此经常被当作社会管理的制度范式。

然而，自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以来，以80/90后新生代员工为主的一系列集体停工行动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新生代员工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在目前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新生代员工往往采取绕过工会自发进行集体停工、怠工等各种方式向管理方表达不满。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与市场主体相结合的内地工会模式，具备了真正的维权职能，符合员工利益诉求。已有实证研究也认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劳动关系氛围的感知和对工会的认知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改制为外资的国有企业工人，在经过建立雇佣劳动关系、人员调整（对工人的裁员）和推行西方管理模式后，工人在地位、构成、意识方面很快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非政治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出现，他们对工会有一致且明确的要求，即维护工人利益（章荣君，2009）。

3.分配性参与及其现实

分配性参与，包括利润分享计划、员工持股计划与员工所有制等，是指参与企业生产成果，即经济利益的分配过程，也称财务性参与。台湾员工通过分红入股的方式参与到企业的收入分配。员工借由分红入股成为股东，消除劳资界限，使得员工充满创业及进取的精神达到股东及员工双赢的局面。这种员工分红入股的方式为台湾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成功地塑造了台湾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改革开放前，分配性参与在内地具有较强的发展基础，近年来，分配性参与主要体现于管理层参与分配。在国有企业表现为管理层持股，并被演化为管理层收购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例经常见诸报端。真正的市场主体，如家族企业或外资企业，员工持股计划是近年来内地理论研究的热点，实践上多见于上市公司，如百度、阿里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显然，内地分配性参与目前的实施状况主要是基于效率，而不是公平的管理理念，加上中国股市二级市场的表现，参与性分配所具有的公平与发言权功能很难在中国实现。当然，台湾也是如此，这是全球性的民主发展问题。

（四）小结

在工业化过程中，两岸经济都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台湾经济民主的目标比内地要更快一步。内地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一则与外部社会缺乏民主协商的土壤有关，也与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劳动力市场供给无限弹性有关。在这些条件下，施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与发展。特别是面临全球产业转移导致的“政府去管制化竞争”下，内地政府仍能利用外部行政等力量，在沃尔玛等去工会化外资企业组建工会等，尽可能地维护工人的权益。台湾的工业民主管理策略与制度，如公民社会的培育所实现的自下而上参与需求与民主精神，法制的细化与执行等，走在了内地企业的前面。

一般来说，社会民主比政治民主更能推动工业民主的发展。民主思潮的传播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它与政治民主倾向共同推动台湾企业内部民主管理的发展。表现在台湾在直接参与方面的民主管理策略多样化与本土化，同时在间接参与与分配参与方面，也培育出坚实的民主基础。相比之下，由于社会民主发展滞后所导致的民主对大众的“教育”功能不足，内地企业的间接参与，只有制度设计等表面优势。而分配性参与，在“效率优先”为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内地从“全民所有”逐步过渡到“精英”参与民主管理的“官僚制”社会。因此从民主基础的角度看，台湾更重视草根的民主需要，如相关实证认为台湾员工依次关注的是团体协商、劳资协议、罢工、工会机制、员工参与、员工申诉处理。这是否也符合内地企业员工的意向，理论上缺乏有效的验证。

根据内地学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与判断，从外部社会的制度化管理来看，国内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外部制度对国有企业是一个减负的过程，即传统企业办社会的管理模式的要求在下降，企业转到利润中心上来，但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传统民主化管理的制度变迁痕迹；二是外部制度要求对企业的管理与约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如劳动法律体系的作用，先是适用于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再推进到外资企业，然后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民营或家族企业。对于内部的参与等人力资源制度，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是借助于外企的先进管理理论的引进与传入，最先接受的是与外资有合作关系的国有企业，表现为在传统的人事管理基础上，结合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则是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有鉴别性以吸收适合的管理模式，如对于组织架构，则主要借鉴较易模仿的传统国有企业的科层制，较少吸收西方的直线职能制或是矩阵制等复杂模式，具体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则以外企为主要学习对象，追求人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比。

当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民主化进程差异显著。公有制企业工业民主系统在企业日常运转中承担沟通企业和职工关系、维持职工福利、主持职工文化生活、审议（形式上）企业决策等职能。外资企业民主管理职能弱，但用以促进团队合作提高效率的员工参与形式功能强。其完善的内部沟通系统、基层调查和评议都是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只是形式。在家族企业，基于中国人集体主义和“家”的归属感较强，但由于区域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企业所能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也是千差万别的，其民主化管理与劳资和谐的管理模式是复杂的。

在中华情境下，由于社会民主进程与工业进行不一，两岸企业民主管理存在较大的差异，许多先进企业的探索有利于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协同发展。理论上，劳动关系管理说到底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参与性，挖掘人的内在的潜能，使劳动者在新的积极意义上确立起价值创造和分配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企业是人的集体，公司的基础是人而不是机器”，“员工第一”是企业振兴之根本已经成为共识。然而，中国人集体主义和“家”的归属感又强于西方人。因此，在实践上民营、外资企业将文化联谊、职工福利作为其企业管理内容，并作为其工会的主要工作，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所以，不管在家族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其工会都承担实施企业关怀的功能，其本来的组织职工进行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反而成为次要功能。这是中国特色的工会组织，与西方的维权工会不同。另外，家族企业工会的“俱乐部”性质明显；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有时成为贯彻管理者（即所有者）思想和意愿的沟通渠道，通过职工参与在职工意愿和管理者意愿之间寻找融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员工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成为管理层的工具，但沟通总比独裁好，员工的参与多少能保护职工利益。民营经济领域中激化的劳资矛盾迫切需要建立职工参与系统，维护劳工权益（谢玉华，2009）。这些都仅仅是内地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有益探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外资企业民主管理职能性较弱，但用来促进团队合作提高效率的员工参与形式功能性较强。可见，在中华情境下，民主参与管理正成为企业与工人的共同需求，但如何协同他们的需求，实现双赢与互惠，需要借助于全球劳动关系研究的理论趋势，并基于中国情境，提出具体的理论研究框架。


第二章 “盼盼食品”的案例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主要表现为劳资间的积极互动。本章通过实地观察，全面了解企业内部互动参与的运作机制。由于受地域的影响，本章只选择内地企业作为长期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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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福建省知名品牌企业——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盼盼食品”）为研究对象，借助于典型案例企业的动态互动参与管理过程，从纵贯面考察企业参与管理的多重功能。本章通过质性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1）家族企业内部是如何进行民主参与管理的，其规律性如何？（2）在家族企业实际生产运营过程中，企业的民主化或互动参与管理的组织功能如何，即互动参与与员工绩效或组织绩效的直接关系如何？互动参与管理的人本功能如何？员工通过参与民主管理，是否有效地保障他们的权益、是否提升他们的发展机会？本章从动态的角度看，揭示企业内部互动参与管理的运作过程与运作机制，为建构理论模型寻找现实的素材与灵感，再结合理论分析，试图构建科学的理论语境与体系。

一 互动参与动态过程的理论分析

企业实施互动参与管理，其目标始终围绕组织绩效。员工参与理论认为，互动参与是企业实现绩效的一种管理策略或手段，因此我们把互动参与对组织绩效的实现功能界定为互动参与管理的“工具性”，即企业实施互动参与实现了组织的业绩，有利于组织目标与组织发展。但从员工角度看，员工需要的是自由、平等与发展等目标，这些目标与外部IR研究的工业民主类似，因此我们把企业实施互动参与对民主目标的功能界定为互动参与管理的“价值性”，即企业在实施互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员工实现了自由、平等、公平感等人本目标与价值。

那么，组织绩效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即“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如何？程序民主论认为民主是一种过程或程序，把民主看成实现一定社会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工具和方法，即互动参与管理有利于组织绩效，而组织绩效又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员工的自由平等，互动参与可以看作是“作为目的的工具”。同时，从组织角度看，在短期内，企业参与管理是如何实现组织目标？企业的管理策略必然要经过员工反应，表现出积极行为而产生竞争力等绩效目标。因此，员工产生积极行为的前因变量，如公平感、发言权等，是互动参与组织绩效的中介变量，而且这些中介变量主要是“民主”的目的（价值性）。因此，从组织的角度看，民主价值性又是组织实现绩效的“工具”。在本质上员工与组织是利益的统一体，组织绩效与员工目标间存在互为“工具”的因果关系。

另外，从动态的系统发展角度看，目的和手段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可以相互转化。只要某一目的不是最终的，那么它就必定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也就只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目的。从组织发展角度看，组织绩效与员工成长是相互促进的，组织与员工发展还需要考察共享价值观、成长以及更长远的自由、平等与双赢等目的。从员工角度看，员工的权益保障、公平感知、发言权、自由成长与发展等是一系列的价值体系，短期价值目标是长远价值目标的“工具”，价值体系本身内含“工具性”，即短期价值目标只是作为终极目的或下一阶段目的的一种工具，“平等”和“自由”需要工具性程序保障机制，因此互动参与管理也被看作是“作为工具的工具”。从组织的角度看，从组织业绩达成，到利润实现再到组织发展，也是一系列目标集，互动参与管理也是一种“工具的工具”。

如何厘清组织与员工间的复杂工具与价值关系？从长期来看，组织绩效等目标与员工的“价值性”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从因果律的角度看，具备因果关系的变量之间应该是单向关系。但从互动的总体概括性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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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互动参与实践过程中的各关系可能是双向关系，如参与可能提升员工的技能与积极性，而积极性可以带来组织高绩效，高绩效本身包含民主的价值性，如员工成长等，可为民主化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从而实现更高的民主参与形式与功能，互动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形成短期的因果单向关系和长期的双向互动关系。巴德（2004）认为，单纯地强调目的或工具，都是极端的思想，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应当平衡二者的关系。总之，互动参与是一种合工具性的价值，最终是为了实现组织与员工双赢的“民主化”等目的。可见，长期中，组织绩效有利于提升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并有利于保障员工的价值性目标；这些目标又为下一周期的互动参与提供基础。

因此，我们提出本章的假设模型，即互动参与管理的短期因果单向关系和长期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在综合考察组织内外运营环境后，企业提出互动参与管理意向。如图2-1所示，进入企业互动参与管理的第Ⅰ阶段，企业实践互动参与管理可以提升员工的认同感（价值性），也可以实现组织绩效（工具性）。组织目标实现与认同等，特别是共享价值观有助于员工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化，进一步提升他们参与组织管理的意愿与能力，并在第Ⅱ阶段表现为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包括员工成长等组织发展都得以提升。综合第Ⅰ与第Ⅱ阶段，互动参与管理表现出“短期的因果关系”与“长期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综合特征。本章将借助案例来探索长期内互动参与管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等运作机制。具体的模型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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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民主参与管理与民主化模型

二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书使用单案例纵向研究方法，该方法可更好地了解案例的背景，并能保证案例研究的深度（Dyer & Wilkins，1991）。单案例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捕捉和追踪管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如果设定理想的时间间隔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将有助于反映该研究案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能够更好地检视研究框架中所提出的问题（Pettigrew，1990）。因此本书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模型构建和相关命题提出。

基于互动参与在企业中实践的差异，本案例研究通过分析员工与参与管理，如质量小组、建言活动等，来分析民主管理对组织绩效（离职率，组织承诺等积极行为），企业员工发言权、个人成长、自由等因素的提升作用，以及参与管理对员工分配公平感知，平等价值的促进作用。

1.案例企业选择

综合研究案例的数据可获取性、案例典型性以及研究开展便利性的几个因素，本书选择盼盼食品作为案例研究样本。

（1）纵向数据可获取性。盼盼食品始创于1996年，集团总部位于中国品牌之都——晋江，企业从建立起即建立了质量管理小组，因此可以确保员工参与质量小组、员工发言权、员工建言等数据的获取。

（2）案例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代表性上。盼盼食品是拥有较健全的质量管理小组的食品企业之一，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其质量管理小组的运作也越来越成熟。盼盼食品的品牌内涵为：绿色、健康、时尚、营养、方便、放心，质量小组在其品牌内涵的实现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研究开展便利性。本书的研究成员与盼盼食品位于同一个地理区域，并且双方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有助于经常性地到盼盼食品进行实地调研。

2.构念测度

（1）互动参与测度。本书考察的是企业在纵向发展过程中员工通过参与质量管理小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研究企业绩效在一定时期内对民主化程度以及保障员工价值性目标的影响。对于员工参与质量管理小组，主要测量其在质量管理小组中所担任的角色，是执行者、监督者还是建言者？

（2）组织绩效测度。首先，对应员工参与质量管理小组，本书从组织绩效评估的公众维度来对组织绩效进行度量。组织绩效的公众维度包括两个方面，即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或共享价值观）的两个方面。产品质量主要通过合格率来进行区分，分为合格、优秀以及领先同类品牌三个层级，可持续发展分为“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两类。

（3）民主价值测度。民主价值主要是指员工通过参与民主管理对公平的感知，以及对平等自由价值的促进作用。主要测量维度包括：首先是员工通过参与质量管理小组所感知到的自己的自由程度；其次是质量管理小组的平等自治程度。

3.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资料、人员访谈等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以确保数据和信息来源的多样化。数据获取的多元化也提高了案例本身的效度，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1）人员访谈。从校企合作初始，研究小组对盼盼食品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每次访谈、讨论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2小时，并在访谈结束12小时内，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

（2）文献资料。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通过在盼盼食品的内部资料，以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行业相关刊物等检索与盼盼食品相关的文献；同时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有关盼盼食品的相关信息；参照盼盼食品官方网站了解盼盼食品的相关信息。

（3）档案记录。主要是对宣传资料进行了解，通过查阅盼盼食品各时期的内部刊物、高层讲话资料等了解盼盼食品的相关信息。

4.时期划分

在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时，第一步就是要对时期进行划分。通过与盼盼食品管理者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了解到盼盼食品的质量管理小组从企业建立起就已经存在，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建立期、发展期、成熟期，具体如表2-1所示。

表2-1 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小组动态发展阶段的时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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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编码

本书对访谈和文本资料的处理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首先，对调研内容进行文本描述，形成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记录性文字材料；其次，使用数据编码和归类表格对文字材料进行小结，其目的在于从大量的定性资料中提炼主题，进而探讨本书一开始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在资料分析和编码过程中，本书严格按照内容分析法，首先由研究小组中的两名成员全面整理、通读案例资料，其次分别独立进行渐进式编码，在编码时，主要以本书所涉及的主题和构念为参考依据，最后归类表格以互动参与、企业绩效、民主价值作为划分依据。

具体编码和归类过程为：首先，按照来源渠道对资料数据进行一级编码。对于访谈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盼盼食品高层管理者获得的资料编为M1，通过盼盼食品中层管理者获得的资料编为M2，通过盼盼食品基层员工获得的资料编为M3。而且对于同一人相同或相似的意思表达只计为1条条目。对于二手资料，通过文献资料获得的编为S1，通过档案记录获得的编为S2。对于同一来源中相同或相似的意思表达只计1条条目。通过对第一、二手资料的初始编码，本书得到了包含218个条目的一级条目库。其次，按时期对一级条目库分类，将这218个条目按照上述三个时期进行划分，形成三个时期的二级条目库。再次，按互动参与、组织绩效、民主价值对二级条目库分类。从各时期二级条目库中直接识别盼盼食品员工参与民主方面的条目，并归类与各层面相关的所有条目，相应归类到三级条目库中。接着，按构念进行二级编码。对三级条目库中的条目根据互动参与、组织绩效和民主价值进行二级编码，并将二级编码后的条目分配到三个构念条目库中。其中两人同时编码一致的条目才进入构念条目库中，对于意见不一致的条目，由研究小组全体成员讨论确定进入构念条目库或删除。经过该环节，剔除了31个条目，最终确定187个构念条目。最后，按测度变量进行三级编码。

互动参与构念条目库中的条目根据员工担任角色和公平程度进行编码，组织绩效构念条目库中条目根据产品质量、可持续发展进行编码，民主价值构念条目库中条目根据自由度、平等自治程度进行编码。三级编码过程为，由两人各自将各构念条目转化为与测度变量相关的关键词，再将关键词与预设的关键词表进行比对，根据语义的相同或相近确定对应的编码结果。如果两人编码结果一致，则肯定该编码结果，否则由研究小组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确定。本研究用于三级编码的构念条目数及测度关键词表如表2-2所示。

表2-2 相关构念的编码条目数及测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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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发现

（一）质量管理过程与特征

1.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建立期（1996～1999年）

盼盼食品在建立期（1996～1999年），并没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小组也只是雏形。这一阶段的质量管理小组主要是由管理者和一线监督人员组成，基层员工负责完成上级所要求的生产与加工任务，此阶段质量管理小组的结构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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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盼盼食品建立期质量管理小组结构

从图2-2中可以看出，在此阶段，管理者、一线监督人员、员工之间呈直线管理模式，员工在质量小组中更多的体现的是执行的作用，员工通过互动参与从源头上提升了企业产品的质量，保证了企业产品的合格率，进而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从整体上看，该时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该时期总的编码特征结果如表2-3所示。

2.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发展期（2000～2004年）

在发展期（2000～2004年），随着食品安全越来越被广泛关注，盼盼食品的质量管理小组也随之完善、健全，发展期的质量管理小组结构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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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盼盼食品发展期质量管理小组结构

由图2-3可知，质量管理小组的参与者由主要管理者发展到集团负责人，同时提高了一线员工的参与水平。在此阶段，质量管理小组不仅在参与成员上有了扩展，同时在参与形式上也有了改变，公司设立“监督”制度，鼓励质量管理小组的参与者（尤其是一线员工）对在日常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向上级提出，质量管理小组的核心团队定期开会讨论员工的建议，并将讨论结果反馈给监督者，对实用性、价值性高的建言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这一阶段员工不仅仅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完成工作任务，员工通过参与质量管理小组，体现其工作的价值，增强员工对工作、企业的情感承诺与组织承诺。该时期总的编码特征结果如表2-3所示。

3.盼盼食品质量管理成熟期（2005～2014年）

在成熟期（2005～2014年），企业对质量管理小组做到进一步的完善，“全员参与”成为质量管理小组有效运作的关键，成熟期的质量管理小组结构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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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盼盼食品成熟期质量管理小组结构

质量管理小组不再局限于直线式结构，以不同部门为单位，将质量管理小组分解为不同的小组，每个部门都是一个独立的质量管理小组，确保本小组有效运作的同时，与其他小组相互沟通交流，以达到信息、优势互补，发挥质量管理小组的最大作用，实现质量管理小组的科学化、规范化运作，员工在质量管理小组中逐步实现自治、自由式管理。在此阶段，企业将绩效、培训、岗位职责、激励等环节结合起来，作用于质量管理小组，使得员工在参与质量管理小组的过程中，得到全方位的提高，不仅是履行工作职责、获得工作绩效和奖励，还可以接受专业的培训，质量管理小组成员定期对员工在质量管理小组中的表现做出评价，作为员工晋升、加薪的重要依据。在此阶段，员工参与质量管理小组，已不仅局限于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员工参与民主管理作为一种企业民主管理手段，对增强员工归属感、组织公平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员工的流失率。该时期总的编码特征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3 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小组建立过程的编码结果（1996～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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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盼盼食品的质量管理小组发展过程可知，企业管理实践如Glew等所指出的，首先由管理层提出，始于公司的顶层关注到团队关注（核心管理层），再发展到员工关注。质量管理小组表现为公司高层“小组”，再到专门建立核心团队的“小组”，最后是由员工构成的“小组”。员工的执行也因此由被动执行到主动执行，即开始的未主动参与，到激励参与，最后发展成为有参与意识的主动参与。

（二）互动参与管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

综合表2-2、表2-3，本书从纵向对整个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2-4所示。

表2-4 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小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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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小组的建立期，员工主要是执行上级的决定，企业产品处于合格水平，并且产品生产持续时间短，员工在质量管理小组内缺乏自由，没有自治权。因此，建立期员工质量管理小组的主要作用是保证组织绩效，为组织正常运作打下基础。

在质量管理小组的发展期，员工由执行决定发展为监督产品工艺、运作流程，企业产品的质量相比较同类产品已达到优秀水平，员工在质量管理小组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将生产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上级，并在发现问题时及时纠错。在这一阶段，员工参与质量管理小组的作用不仅在于提升组织绩效，员工在参与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也使得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在质量管理小组的成熟期，员工参与质量管理小组，可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向上级提出，管理者会定期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对于“建言”被采纳的员工将给予一定的奖励，质量管理小组在此阶段帮助组织绩效由优秀提升为领先行业内同类产品的水平，注重产品生产的可持续性。

同时，员工在参与过程中，将参与员工自治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能够监控产品的流程，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自主性与自由度；另外，通过参与质量管理小组，随着组织绩效的不断提升，员工能感知到工作的成就，并认知到组织的价值所在，因此产生与组织一致的价值观；以下是一位基层员工的访谈观点：

参与QC（质量管理）有没有使自己得到发展我不清楚，但我的家人特别是小孩都很爱吃（公司的）这些东西，由于对生产过程比较了解，因此我也放心让他们吃。就像我自己下厨房做出来的东西一样，我没有为这些食品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最后，自主性与价值观等促使员工具有更强的主人翁意识，在参与组织民主管理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他们的自我成长。

纵向来看，在盼盼食品质量管理小组的三个时期内，企业员工参与由执行者发展到建言者，产品质量由合格发展为领先于行业水平，生产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员工自由程度和平等自治由弱变强，最终体现出盼盼食品企业民主管理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过程。因此，互动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是统一的，企业实施互动参与可以提升员工的认同，员工参与互动在短期内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组织绩效上升进一步提升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对员工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实现员工与组织的双赢。

四 结论

本章通过对盼盼食品企业在1996～2014年的纵向案例研究，分析企业质量管理小组结构的三次拓展，展示了三个阶段质量管理小组的结构特征，以及在这三个阶段内员工参与程度和参与的有效性。员工通过参与质量管理小组，一方面确保了公司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员工通过参与食品质量管理的过程中，也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了解，提升了员工工作的自由度，促使员工形成组织文化的认可，形成共享价值观并产生主人翁意识。从短期来说，互动参与管理具备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特征。同时，从长期看，员工通过质量监督、建言献策等形式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来，首先能提升组织的绩效，组织绩效与成就感等会进一步促进员工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管理，提高组织认同感，实现员工平等意识。因此，互动参与管理的工具性，如分配公平等进一步优化组织气氛，促进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产生，并实现组织的高绩效，组织绩效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公司民主化管理的实施，帮助员工明确公司的发展方向，了解自身的存在价值，促进员工的内在成长。即管理的工具性提升了互动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价值性又是工具性的必要前提，因此互动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总之，互动参与管理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从员工角度看，又是“作为目的的工具”与“作为工具的工具”的统一，因此表现为双重统一。从生命周期及管理流程的角度看，价值性与工具性相互促进可能发生于生产管理的每个瞬间或不同流程。因此，互动参与管理既是“作为目的的工具”与“作为工具的工具”的统一，又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表现为双重的统一。从广义角度看，基于员工与组织收益，互动参与管理是一种双向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常规的动态闭环关系。其中民主的目的（价值性）经历了发言权、成长、共享价值观与自由平等的民主化的多个阶段性因素，这些因素在各个阶段又与组织绩效存在复杂的相互促进关系，如决策参与（广义发言权）有利于公平等组织绩效目标，发言权有利于员工绩效，组织绩效又有利于共享价值观。基于共享价值观的组织气氛又有利于新一轮的互动参与管理实践。经过员工参与形成的组织价值观，有利于公司上下对组织战略形成一致的认知，并逐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与个体目标，通过参与贯彻执行与反馈，在动态闭环管理过程中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总之，互动参与管理的内在价值与组织绩效在每个子阶段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促进或因果关系，并在总体上表现为双向因果关系。




 [1]
 根据理论分析及短期的观察，从企业的角度看，两岸企业的互动参与运作策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基于同根同源，其过程与结果也遵循共同的规律，因此本文的选择不影响互动参与管理的总体规律的提炼与总结。


 [2]
 总体上，工具性与价值性本身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互动参与管理，从广义上说，对企业即是手段（工具），又是目的（有价值），因为目的与手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同样地，对员工来说也是如此。


第三章 理论评述与研究模型

基于理论分析，以及企业的互动参与运作现状，本章将提出全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述评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理论模型以及研究的结构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指出研究的总体方向。

一 理论综述：理论分野加剧劳资的独立行动

员工进入企业，往往意味着对企业生产经营理念或品牌价值的认可。企业聘用员工，也是因为对员工综合素养有一定的认可。然而，由于企业不知道员工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因此只给员工一般的工作条件与最低的承诺，大多数员工入职后因此会经历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失望过程，并在行为上表现出“没有报酬的工作不做”，企业便会觉得员工太自私自利，并一直支付员工最低的报酬。如何突破这种低投入与低忠诚并存的低度均衡，实现员工与组织最初的预期或共同期望，形成良性循环的路径探索研究，成为员工与组织关系管理研究的重点。为此，首先需要分析员工与组织间关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背景分析

亚当·斯密（1776）认为劳资关系产生于工业化过程的劳动分工。为了解决分工所产生的冲突与不合作等问题，韦伯夫妇（1897）倡导工业民主的理念。同时，西方工业革命也促生了员工参与的管理思维，如早期的利润分享制度等。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引发了这一领域的管理革命，表现为从泰罗的“合作机制”到行为科学理论的“人本管理”，从制度学派的工会与集体谈判到跨学科的劳动关系系统管理理论等。如前文所述，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思路，一是鉴于“劳弱资强”的传统劳动关系（IR）思路，二是员工关系（ER）管理思路。两大研究的不同视角导致对和谐的理解与对策差异明显。

1.理论分野加剧目标差异

在韦伯夫妇（1897）的最初设计体系中，是先有政治民主后有工业民主，即劳资和谐取决于政治与社会和谐。其理论内涵是，要实现劳资和谐，需要从外部社会入手。后续IR学者基于这一体系，主要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论证，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康芒斯（1925）把劳动关系的劳方与其他主体相对立，建议通过工会加强劳方力量。基于“劳弱资强”的现实，支持工会运动成为IR理论研究的重点，并于20世纪中期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虽然系列研究把这个领域拓展到工业化进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但总体上，基于外部制度如法律、工会、集体谈判等研究领域，其目标在于实现工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公平公正、发言权、员工成长等。在我国，学者也主张通过劳动契约与工会行政化等社会制度来保障员工的权利，如常凯（2013）［241］
 通过政府与劳动者相互促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来提升劳方力量。理论主张通过劳动法体系来明确规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重视劳动三权：团结权、谈判权和争议权，并通过立法规制或工会创新等来实践产业高度化。

与外部体系的IR思路不同，ER的组织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研究员工的心理与行为以提升效率。为了解决泰勒制管理所伴随的效率下降难题，人的主动性问题开始被重视，对人力资源生产率决定要素研究的兴趣逐渐得到提升。1950年代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Life）等实践促进了理论的快速发展，如目标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分享经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团队与建言等，为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导向。这些理论均认为，通过设置有利于员工工作的具体环境，并促使员工个人及职业成长，企业也将因为员工的经验、才能与眼界等的丰富与成长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可见，组织内外部对劳资间关系的研究目标差异较大。外部规范研究主张最终目标在于人的发展，因此公平、自由最为重要。内部制度研究主张最终目标在于组织的发展，因此效率为第一。二者的差异导致理论研究争议较大，如内部制度管理研究被IR学者认为是以损害人的发展为代价，认为组织行为研究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均存在过分压榨员工的精力，通过无限的激励，注入过多的激情将导致员工能量耗竭，最终不利于组织与社会的发展。同样地，外部制度也因为只关注公平与保护弱者的社会底线分析，无法激励双方额外支出以实现共同目标而一直被经济学及ER研究者所诟病。理论的分野又作用于劳资分工，弱化了社会与企业的合作行为。

2.目标差异导致独立行动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兴起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在工作场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工作时间的减少、童工和女工的保护、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失业救济等。然而，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趋于稳定，工会力量开始下降，相关理论研究开始着眼于企业内部的管理策略，如策略选择、工人委员会以及巴德（Budd，2004）所倡导的发言权机制等，以间接提升工人的福利。即使这样，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等“体面的劳动议程”一样，工会组织、政府监管与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等外部社会制度安排往往被企业理解成“压力”，相关制度由于得不到企业的支持而变得难以有效执行。

同样地，企业为了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效率所设计各种制度安排，由于难以得到员工或社会的认可，其效果往往不理想。这也成为ER研究思路的困境，实证研究显示，最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绩效之间关系是模糊的（Huselid & Becker，2011），只有当员工实施了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时，人力资源实践才能提升组织绩效。如纯粹的参与管理中的信息共享制度就不一定能提升管理效率，企业希望把信息共享当作是一种提升沟通效率的工具，然而，当员工获取信息后，往往会对管理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进行不断的揣摩（是否真的信任我），以便全面了解管理方的真实意图。因此企业把信息共享当作沟通工具，员工希望它是一种信任制度（Kandathil & Varman，2007）。又如企业的决策参与管理，由于财产权不可分割与员工参与能力等原因，经常会演变成走过场的“演戏”，难以提升员工的参与度与组织决策的科学性。

在中国，劳动关系的主流思维是保护劳动者。中国劳动关系理论与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基于莱茵模式的保护理念，劳动力市场化过程其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劳动保护弱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为草根创业与非公经济提供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必然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虽然政府一直“在场”（佟新，2003），但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中国主流劳动关系理念及意识形态下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保护主要市场的劳动者，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则存在“看菜下饭”的现象，即企业刚刚起步，政府不便介入；企业发展好了，政府可以介入，执行劳动保护；企业出现“经济性裁员”问题，最好的政府不应“在场”。这种不公正的保护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这种不公正的保护措施本质也是保护弱势企业，违背了市场的竞争发展理念，社会与企业存在目标差异导致社会提倡的劳资和谐制度难以为企业所接受。如2007年以来劳动立法的完善与加强监管等，在实践中大部分中国企业尽量逃避政府的监管行动。在我国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政府被企业所孤立。

作为次要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家族企业，其劳资交易理念源于简单的市场逻辑。现实中大部分家族企业实施员工先投入劳动，然后依据考核结果，再给予相应报酬和晋升的传统管理模式。显然，这种模式的劳资关系是基于“市场交易”的逻辑与法则。然而，与这种适用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投入低忠诚”关系。这种交易模式需要转型（汪和健，2014），否则，企业将难以获取可持续竞争力。用工荒出现以来，市场交易法则在降低员工离职率方面失灵了，以单纯的待遇留人策略，企业便出现了薪酬高增长与员工高离职率并存的局面。另外，中国企业探索出情感、事业、制度、信仰等多种“留人”管理实践，但是员工离职率仍然逐年上升，高投入与低忠诚并存也说明家族企业被员工所孤立。

总之，由于劳资关系的ER和IR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加剧了分工过程中劳资独立行动。我国家族企业员工关系情境的劳动关系理论缺乏，使得政府、企业与员工在劳资关系过程中独立行动现象尤为严重。我国劳资合作与共同行动的良性循环路在何方？随着全球劳动关系理论的不断发展，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出现相互借鉴的趋势。然而，这种趋势及理论研究成果适合中国情境吗？我国劳资关系的三方即政府、企业与员工应当如何有效合作，共同行动？

（二）劳资和谐的理论简述与发展趋势

劳资共同行动问题产生于社会分工。为了解决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是工人所有制。韦伯夫妇（1897）设计了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民主到工场草根民主的一整套体系，即先通过政治民主以实现草根的社会民主。社会民主主要有生产与分配民主：分配民主强调透过福利政策达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生产民主是透过产业民主政策使工人能参与工作的管理与经营。迪尔凯姆（1893）则提出了较为乐观的理念，在他的《社会劳动分工论》中，认为分工创造着社会整体并产生促进社会保持整体的力量。因为高度的精密分工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有可能实现共同行动与社会和谐。但他也意识到，强迫的机械分工造成偏离有机团结的不平等现象是分工的“反常形态”，是一种产生不平等的失范分工。减少或消灭反常分工需要社会整合，需要通过恢复性的制度法律规范来维持群体内、特别是群体间的道德秩序，维持劳动分工的社会整合。

与传统依靠社会民主法制来实现经济民主的思路不同，佩特曼（1970）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的理念，认为公民参与的实践应当由经济领域开始，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因为员工通过在工作场所的参与，包括部分参与、充分参与与权威结构民主化，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知、锻炼政治技能、增加公民修养，从而实现民主的平等与自由等本来目的。如何在工作场所实现参与式民主，Strauss（2006）总结认为，二战后参与或民主管理经历了三波理论研究潮，即人际关系、工作设计与工作团队，并且认为作为ER的参与管理是一种有“价值”的管理实践，因为从政治上有利于降低权利的不平衡，人本上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基本技能，管理上有利于增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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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权威的总结鲜明指出了IR与ER综合研究的理论趋势。

在综合研究的趋势中，共向模型（Newcomb，1953）与归因理论引发互动合作理念的快速发展。基于利益多元化的组织理论体系，库克（Cooke，1990）认为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劳资关系模式，因为建立在劳资双方共同追求更大利益的目标上，在追求的过程中劳资双方不将各自的心力用于相互对抗上，而集中心力于目标的达成上。此外，互利组织（Kochan，Osterman，1994）、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Tsui et al.，1997）、平衡观（Budd，2004）、综合论（Kaufman，2001）、双向模型（Shapiro et al.，2002）等都可归结于合作理念的拓展性研究成果，盖斯特等（Guest et al.，2008）在总结这些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合作的原则与具体的实践。代表性模型有Tsui等（1997）提出的投入/贡献模型，她们把员工—组织关系分为均衡的准交易契约型与相互投资型，以及非均衡的投资不足型和过度投资型四种员工—组织关系模式。巴德（Budd，2004）三位一体平衡观，则主张取消内部员工管理与劳工工会化之间的对立关系，主张建立一个平衡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三者间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理论框架来实现HRM与IR两个学科的互动，以建立“人力资源与劳资关系”新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Kaufman（2010）也强调发言权的重要性，并重新提出了EIR（ER & IR）的综合概念。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劳资和谐，理论研究具有社会—组织视角分析相互纠缠的特征。兼顾社会与组织的战略互动研究，如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成为最近20多年的理论研究热点。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深入，各种理论综合模型均存在一定的情境适用性。佩特曼（1970）认为，因为政治冷漠、合伙人对民主政治体系的不感兴趣、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以及人们的观念等原因，在工业领域要进行第三种的民主，即权威结构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除非存在类似南斯拉夫式的复杂情境。如巴德（2004）提出了公平、效率与发言权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但在实践中，目标越多越难平衡，发言权的提出，使得员工—组织关系的目标更加难以平衡。至于IR学者强调的工业民主观点，Ringen（2004）认识到，工业民主可以通过参与管理来实现，但选举权在企业内很难实现，因为基于劳资双方在企业内的经济不平等，经济权力不可能平等或被平分。

在中国，常凯教授（2013）所提出的“集体化转型”多受质疑。论研究迫切需要探索出适合我国工作场所情境的员工管理模型，赵曙明（2011）在评价Tsui团队（1997）所提出的两大均衡时指出，现实中准契约型劳动关系被许多企业所采纳，为什么理论上最优的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模式，在实践上并没有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理想目标再一次因为现实环境而变成空想。因此，顺应劳动关系的综合研究趋势，探索基于中国社会情境的劳动关系理论模型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 模型设计：良性互动是劳资和谐的有效路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向纵深推进，市场化劳资关系的基础性地位正逐步形成，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劳资矛盾与冲突频发，如何妥善处理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劳资和谐关系，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目标。然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劳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理想均衡点，管理实践视之为是一种模糊状态的口号。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与生产制造智能化背景下，以及宏微观领域对劳资和谐气氛的不断努力，树立劳资双方认同的阶段性目标，建构科学的理论构念，探索可行性实现路径正变得更为可能。

（一）综合民主与参与，实现劳资和谐

海峡两岸工业民主与参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说明，要实现劳资双赢，需要双方良性互动，而良性互动的基础是什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理论上可以通过明确契约和默示契约来实现，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也可以是行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书面的明确形式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下来。然而，由于有限理性、交易费用、信息不完全、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等原因，使得劳动契约具有不完全性特征。劳动契约的不完全性会带来机会主义行为，造成双边道德风险，使劳动契约难以有效履行。不完全劳动契约的执行需要加强契约的自我执行或通过第三方强制执行。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契约的第三方强制执行主要依赖于劳动契约的签订、劳动纠纷的调解、仲裁与诉讼等司法途径；契约的自我履行依赖于私人惩罚条款，这种私人惩罚条款是以法律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严厉性为前提的，以契约人的“履约资本”高低和市场条件为配合，当任何时点上预期准租金流的资本价值大于从违反契约中获得的短期收益，此时契约才能得到有效的自我履行（威廉姆森，1975）。

第三方强制执行或威慑是契约有效性的关键，是IR研究的重点，我国劳动关系学界对此也特别重视（常凯，2007；杨冬梅，2009）。在“劳弱资强”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背景下，第三方的强制执行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劳动者的保障与保护方面。这表现在，外部社会所追求的劳动关系善治目标，如和谐劳动关系等，经常被等同于对劳动者的高度保护。如贺秋硕（2005）构建了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率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体现在对劳动者的保障上，即劳动者劳动契约及收入保障、劳动者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障、劳动者民主权益及文化权益保障；莫生红（2009）对三大指标进行具体化，细化为37个三级指标。这些指标体系说明我国劳动关系界把和谐劳动定位于外部IR系统。

劳动关系管理需要有系统化的思维，邓洛普（1958）提出了包括主体、环境、意识形态与规则的系统理论框架。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团队（2009）把和谐劳动关系被定义为“劳资双方能够齐心协力、共谋发展、利益互补、实现双赢的关系；是劳资双方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平等关系；是利润相容、矛盾协调的共生关系”。如何实现和谐劳动的目标，需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各子系统成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其中，内部子系统的自我运行是关键。

对于企业来说，能够实现劳资长期合作关系，上述理论说明，最有效的是实施参与管理或员工参与，以实现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我国学者冯同庆（2002）分析了我国民间经济的员工参与形式，包括职代会、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股份合作、劳动股本化等，其后续研究也分析了员工参与的功能；张震等（2002）探讨了组织气氛与员工参与之间的关系，谢玉华团队（2007，2010）对员工参与做了元分析与比较分析，并实证分析了湖南企业员工参与和员工忠诚度的关系。

家族企业应当如何实践参与管理呢？总体上，员工参与属于HRM的范畴，HRM实践方式的研究方面，Tsui & Wu（2005）提出了实现相互投资劳动关系的四大实践，即招聘录用、培训发展、工作标准与评价以及薪酬与福利。与此相应的研究体系或理念还有：从企业角度考虑的高绩效工作实践与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心理契约与信任等。高绩效工作实践也称高绩效工作系统（HPWS），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SHRM）等的内涵相同。Lengnick-Hall（2009）对过去30年SHRM的最佳实践进行了梳理，提出具体情境下最佳实践管理的重要性。郭东杰（2004）认为劳动关系具有重复作用、不完全性和社会嵌入性等特征，为了克服劳动契约的不完全性，他也提出了职工持股计划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期的重复作用。因此，借助于员工参与等管理制度可以使劳资间形成合作的心理契约，建立劳资互信，以实现长期合作。对于信任，Mayer等（1995）认为：信任是指一方不考虑对另一方的监督或控制的能力，仅基于某种期望，而接受自己地处弱势地位的意愿。因此，信任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依赖性，即信任方的利益依赖于受信方的行为和决策；二是风险性，由于信任方基于“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的信念，将自己置身于不利的境况下，也意味着自愿的风险承担。

总之，为了实现劳资双赢，可以借助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等作为衡量的标准，具体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系统的过程。具体来说，劳动关系管理是一个包含企业内外部的系统过程，包括具体的任务目标、战略策略、保障机制等。首先，在目标方面，除了HRM领域的“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外，国内学者吴中伦（2010）以Hammer等（1991）的研究问卷为依据设计了五个测量题项，来衡量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度；其次，战略策略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关系学（IR）劳动关系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内部管理策略，而HR研究则以员工参与为基础，以高绩效工作实践为主，大量的文献从企业绩效的角度论证了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积极作用。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员工关系管理思维得到了发展的背景下；在国外劳动关系学家（Budd，2004；Kaufman，2010）强调IR与ER研究综合的趋势下，国内学者吕景春（2011）认为要通过制度安排与机制创新，来平衡雇主效率需求与雇员公平需求。最后，保障方面，对于家族企业，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应加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强调劳动关系法治的保障功能（常凯，2007）。

（二）劳资关系情境改变模型

综合理论分析可知，劳资和谐需要企业内外部制度及其管理的统一。现实中，劳资互信的组织往往是基于内外部统一的战略管理理念，这种理念下的行为是企业在环境检测与综合评估活动的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性策略。战略管理意味着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和政策，是企业考虑各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结果。

统一（Integrate）意味着要反对平衡（Balance）。巴德（2004）平衡论的核心观点是：为了平衡对立的人权（财产权与劳动权），就需要平衡公平、效率与发言权。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财产权与劳动权是对抗的，而且平衡观实质上是“分蛋糕”的理念，是事后的不科学的思维模式。因为，组织的产生是财产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的统一，双方存在共同目标，共同目标的形成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平衡应该发生在分配过程中基于各方贡献以寻求的均衡点（Equilibrium）探索。实践的难点在于目标探索以及与各均衡点间保持动态的统一。为此，我们提出了统一的理念，以实现劳资良性互动。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目标探索，探索或搜寻目标是组织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统一过程，是组织长短期目标的集合；第二，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落实行动，通过互动建立互信，产生互惠与互利。

1.目标探索：兼顾与统一

员工与组织的双赢的共同目标是什么？企业一般会提出“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分得多”，然而，非家族员工往往会想“企业做大了不是我的”，因为员工不是企业所有者，在企业财产不可分割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类似的观念冲突，共享价值（Shared Value，SV）被提出。

SV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波特等（Porter et al.，2011）认为SV是企业通过创造社会价值来实现经济价值的一种自利行为，借此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与竞争优势。他们认为SV的实现需要新价值链配置，这需要科技、节约能源和支持性的员工。近年来，SV被运用到包括国家核心竞争力、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知识管理、产业链等的分析。在工作场所，SV指的是“公司的唯一纽带”或“我们所有的象征与内涵”。我们认为工作场所的SV是：组织文化中被象征化的组织价值观体系，这些价值观体系产生于工作过程中员工的超越性体验，促进其与组织的紧密联系并产生与组织一致性的亲密感觉。

相对于劳资和谐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SV是劳资双方更直接的目标，劳资间的相互投入需要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或目标。SV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SV理念首先需要建立双方认可的基本的或底线的准则与契约，如劳动合同。在这些明示契约的基础上，通过参与互动与多阶段博弈，建立心理契约，实现互认与互信。因此，从目标体系看，和谐劳动是愿景，组织与员工间的共享价值观可引领劳资间的合作的产生，合作又是基于一系列双方的短期目标博弈与互信的结果。如图3-1所示：和谐劳动、SV、互信（C点）、业绩达成（B点）、组织认同（A点）、劳动契约（O点）等构成了劳资双方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统一的动态目标体系。因此，SV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需要企业发动员工对组织的使命与愿景等进行综合分析，并基于此提炼出能为企业核心员工认可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可能以文字、VCR或象征组织文化的物质表现出来；其次，企业利用这些价值理念，对组织内外部人员进行解读和宣导，使员工逐步感知到组织身份特征对自己的意义，并会将自己纳入特定的“类别”中，以获取自身的价值所在的过程。

2.路径策划：资方主动的互动互惠管理

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是融于社会的组织，组织发展需要获得社会与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在劳动力市场上，认同的标志有集体合同与雇主品牌等。集体合同是三方互认与三方协商的结果，根据《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是对资方在劳动报酬等方面最基本的义务的规定，属于区域或行业对劳动者基本保障的规定。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探讨社会主体间底线的、基础的经济准则的建立，还需要探讨劳资主体间道德伦理准则的、本体的、价值建立，如社会对企业雇主品牌的认可。

同样地，单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需要书面的劳动契约，它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下来。这种明确是一种双方基于共同价值目标的先期“投入”。劳动契约不仅有利于保障劳资双方的准交易型劳动关系，也有利于维持双方间的最低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期望的“产出”。如何把可能变为现实，有效的互动是其中的关键，通过互动来改变劳资关系情境，以实现劳资相互投资与和谐。

谁来改变劳资关系情境？互动意味着需要一方先动，从极限的角度看，双方同时行动的概率几乎不存在。百年来的管理学理论主要基于员工的管理视角，着力于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如彼得原理与蘑菇原理等，都主张通过组织的系统管理，辨认优秀员工并予以晋升，然后通过控制与协调，降低组织的低效率现象。因此，传统的员工关系管理期待员工积极主动，然而，在员工付出大量的努力之后，由于员工是管理制度的被动者，如果没有相应的参与平台，则需要依赖传统的科层制，即通过考核与晋升来参与企业管理。员工在漫长的等待中，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被扼杀。基于IR的研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本着保障员工的自由、平等与正义角度，主张任何扼杀员工自由发展的管理策略都是不人性的，因此要求企业先做出不危害员工生存发展的承诺。对此，企业的理解是，社会要求是政府对社会管理缺位或不力的后果，不是企业的责任却由企业负担，因此尽量逃避。企业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是，企业丧失了改变劳资情境的主动意识以及能力。企业把管理中损失的效率（员工的努力）当作是管理系统的问题，认为只要设计出有效的机制，员工必然会积极努力，因此陷入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泥淖。

互动参与管理跳出激励的理论范畴，是组织管理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改变劳资关系情境的主动策略，是一条提升员工积极性的捷径。互动参与一般是由企业高层首先提出，是企业基于理论引导与管理模仿等提出的。因此，企业应当创造参与平台，并鼓励员工参与制度的制定，使员工有机会对制度提出建议，重视提议与依此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员工在劳动过程中与组织进行有效互动，也能实现真正的体面劳动，互动参与的民主化管理过程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3.研究模型：从必要的民主与充分的互动到双赢

至此，我们探索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目标与路径。如图3-1所示，横轴代表员工利益，纵轴代表组织利益，45°射线代表双方的均衡点（目标集），管理路径用曲线来表示，即互动参与管理行为。从动态过程看，O点代表员工组织之间的准契约型劳动关系，劳资双方基于平等主体，建立的经济交易型契约关系。O点也是企业互动参与管理（曲线）的实践起点，O点决定了契约的类型，实施互动参与管理的企业，往往把关怀管理体现于契约之中，在这种必要的民主关怀基础上，并通过信息共享等参与管理来实现充分互动，实现对劳资关系情境的改变。情境改变将引起员工认知的变化，员工感知的组织支持感能通过发言权等更快地实现组织社会化，产生一定的组织认同（A点，均衡点）。在感知到组织的投入后，作为回报，员工表现出相应的组织承诺行为，认同与组织承诺的相互作用，能够保障员工优异业绩达成（B点，均衡点），并实现组织财务绩效。进一步地，深度互动给员工带来成长机会，体验组织发展中的公平气氛，将出现员工与组织的互信，产生共享价值观，最终可演化成相互投资型的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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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劳资关系情境改变模型

企业互动参与管理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图3-1中位于射线上方的曲线部分代表互动管理过程中企业的利益面，互动参与管理被视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组织绩效的管理工具，表现为互动参与的工具性。位于射线下方的曲线部分，代表互动管理过程中员工获益或员工感知的价值，表现为民主的价值性
 
[2]

 。价值性与工具性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曲线与射线的交点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点）的关系。首先，工具性促进价值性，企业把互动参与管理当成实现组织绩效与组织发展的工具，但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员工的民主价值目标，是劳资的双赢，因此从工业民主角度看，互动参与管理可被视作为“作为目的的工具”；其次，价值性也能促进工具性的实现，员工的积极行为可以提升组织的绩效；最后，从动态看，民主的近期目标如发言权、平等公平等又是SV与劳资和谐等远期目标的工具，表现为“作为工具的工具”。因此，互动参与管理又是“作为目的的工具”与“作为工具的工具”的统一。显然，这种双重统一（图3-1中曲线的螺旋上升）特质有利于避免投资不足型（过于强调工具性的管理策略），与过度投资型（过于强调价值性的管理实践）局面的出现。既能解决薪酬高增长与员工高离职并存，也能解决劳动权侵犯与反生产行为并存的问题，是劳资双方长期动态合作与实现高投入、高忠诚的高度均衡的有效策略与保障。

（三）民主参与管理的概念模型

综合上述理论回顾，如何通过劳动关系管理，实现劳资双赢，劳动关系学（IR）与人力资源管理（HRM）在研究内容上有了融合的趋势。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因为立足点不同，实证方法与指标上有所差别，导致研究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差异悬殊。劳资双赢可以以Tsui及其团队所提出的“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作为和谐劳动与研究目标，在对策上综合HRM与IR的关键变量与指标的基础上。其中“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即交换双方承担和履行定义模糊的、宽泛的和开放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提供给员工的投入超过短期经济回报，同时员工的义务也远远不止是完成本职工作以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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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民主参与管理及本研究的核心模型

图3-2表明，实现劳资双赢应该是一个系统过程，目标在于实现相互投资型等“双赢”。从系统的角度讲，安德森（Gunderson，1995）模型认为，劳动关系是由“投入、主体、转换过程和产出”四个相互连续相关的部分组成。在以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员工态度与绩效有积极作用为前提，“双赢”的“产出”意味着和谐劳动过程不仅要能够降低劳动者的就业等风险（契约），也要有利于提升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提升忠诚度并降低离职率等。这对于在企业用工荒愈演愈烈，劳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外部社会要求家族企业与其他性质企业一样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背景下，在没有资金与人才偏爱的条件下，在依赖产业转型所需要的创新动力以及80后员工稳定性管理等“投入”的情境下的中国家族企业的员工关系管理尤为重要。这在具体“投入”行为上就要求作为“主体”之一的家族企业首先要为另一“主体”员工提供长期劳动契约，建立准契约型劳动关系。劳动契约是基础与出发点，劳动契约不仅有利于保障劳资双方的准交易型劳动关系（工作导向型劳动关系），也有利于维持双方间的最低信任水平；同时，准契约型劳动关系还要上升“转换”为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民主化管理成为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家族企业只有提供有效的参与管理与激励制度，提升劳资间的纵向信任水平，发挥人力资本的最大功效，员工以组织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等来回报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

实现和谐劳动关系，首先需要劳资双方建立劳动契约，劳动契约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与保障。德姆塞茨（1967）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通过劳动契约使产权更为清晰，特别是我国《劳动契约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并对企业的培训投资回报予以保障，是我国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常凯，2007）。

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契约签订率高的地区，劳动争议案发生率在下降，国内相关研究论证了劳动契约的缺失和不完善对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等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刘辉等（2007）对杭州市286名农民工调查显示，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契约与所在企业的性质、人数规模有关，也与企业所在行业有关。贺秋硕（2005）对某市劳动关系和谐度进行度量，其基本指标也是以劳动契约签订率及合同执行情况为关键指标。可见，劳动契约是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的前提与保障。

除了劳动契约的基础性作用外，契约的执行、劳资双方过度投入还需要系统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基于劳动者对劳动使用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的控制，要充分实现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学者提出了分享制等员工参与计划，主张以员工参与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并以制度等形式加以固化，来激励员工的超额付出。米德（1986）认为参与制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劳动管理的合作制和有差别的劳动资本合伙制等，近年来的相关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资方的超额投入与员工的超额付出，不仅需要建立在契约与制度基础上的长期合作，利润分享与超额劳动是以未来风险共担为前提，双方基于对组织未来愿景的共识，而产生的过度投入。在此过程中，中介机制如信任等是关键。McAllister等（1995）将组织内部的信任分为纵向信任与横向信任，其中横向信任是指组织内部平级人员间的信任，他们具有同等的工作地位，如员工与同事之间、主管之间等；而纵向信任则是指组织成员与不同层级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如员工对主管、主管对员工、员工对高管（组织）的信任等。对于家族企业，主要体现于劳资关系，即员工与企业主（组织代表）之间的信任关系。

劳动契约有利于促成劳资互信。虽然契约本身就是不信任的结果，只有在不信任的情况下才会订立契约，李凌等（2008）通过博弈论与上海劳动力市场数据，论证了雇佣关系中的低信任度迫使劳资双方不断调整预期与谈判，是造成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契约短期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反过来说，劳动契约是劳资双方互信的基础，劳动契约打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使在任何人与任何组织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彭泗清（1999）认为扩散性关系网作用的弱化及人们法制化意识的强化，终将催生中国社会信任的制度化和形式化，从而使原有的人际信任模式发生质的改变。可见，契约与信任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社会，学者更看重契约对信任的作用，表现在契约是信任的保障，契约扩大了信任的范围，并简化了信任的构建过程。关于信任的维度，大多数实证研究沿用了McAllister（1995）的分类，即信任划分为认知信任（认知维度）和情感信任（情感维度）。可见，信任可以作为劳动契约与劳资双赢的一个中介变量。

在华人社会，合作的基础是关系的持续性，持续关系可望产生信任，信任导致了合作，互惠互助是信任发挥功能的最重要领域。信任促成了个人与组织间交换关系一致性基础上的心理契约的产生（Rousseau，1995）。因此，对那些高信任感的员工而言，由于具有较高的组织忠诚和回报义务，就不会轻易表现出离职、怠工、越轨等违背心理契约和破坏领导与部属交换关系的行为。Braun（1997）的研究发现，信任可以有效降低心理契约违背；Robinson等（2000）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员工对组织的信任不仅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形成，较高的信任还能促进组织成员间的合作，形成高质量的雇佣关系。同样，当雇佣关系受到外部刺激发生改变时，信任等中介会起到很大的缓冲作用。

基于以上核心模型，郑文智等（2012）研究了家族企业中劳资之间的劳动契约、员工参与、纵向信任与劳资相互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契约对员工的超额付出有促进作用，员工参与制度对企业的额外投入有促进作用，即劳动契约与员工参与对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都有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加入纵向信任后，劳动契约对认知信任，员工参与对情感信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纵向信任在劳动契约、员工参与与相互投资型间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

对于员工组织关系的研究，Tsui团队（1995，1997）的成果当属权威，在她们所提出的两大均衡中，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应该是理想的均衡点。然而，主流经济理论信奉理性的“经济人”假说，准契约型劳动关系因此被许多企业所采纳。国内学者赵曙明（2011）基于实践对模型提出质疑，理论上最优的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模式，在实践上并没有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理论上，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具有部分礼物交换性质的劳动合同》一文中，主张互惠的赠予是成功的劳资关系的核心，这也预示了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的魅力。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如何实现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理论上，劳资双赢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是基于平等契约之上的劳资互信与相互投入的过程。其中，劳资双赢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念本应该是劳资双方认同的一个构念，现实中主要为外部社会所倡导，不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劳动双方所接受。要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劳资双方均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现实中，家族企业为什么没有形成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而采用准契约型劳动关系。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是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的利润源不在于内部管理与员工的超额奉献，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口头或书面的明示契约上。当契约被打破，劳动争议频出时，在“劳弱资强”的背景下，解决方式往往是强化契约的签订与执行度，提升对劳方的保护力度。相关研究较少涉及员工参与，或通过提升企业效率实现双赢，而把以员工参与为主要形式的工业民主当作是实现员工发言权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

可见，除了信任外，在劳资双赢的实现过程中，发言权也是关键的中介变量。因此，还可能有其他的中介效应，如“公平气氛”“民主化程度”“员工成长”“组织绩效”等，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总之，要实现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等劳资双赢，需要外部社会保障系统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双管齐下。两种途径在不同条件下的某种程度的结合，是实相互投资型的和谐劳动的关键，这正是互动参与管理实践的现实背景。

三 结语

本章通过理论归纳与评述，基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认为工业民主理论研究把保护劳动者及其权益当作和谐劳动的主要目标，强调劳动者的契约性保障，包括收入保障、社会保障与权益保障。但这种保障是有必要的，不是充分的。因为过度保障破坏了资方连续超额投入的动力，也弱化劳方对职责与操守的重视，还会破坏劳资双方的信任，从而削弱资方的连续超额投入。于是，这种做法逐步被工人与企业所放弃。近年来，工业民主理论研究集中于具体的可为工人接受的管理策略上来，如通过员工参与等制度化管理策略，固化企业与员工间的关系，以降低企业对员工的多变性行为。因此员工参与是一项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安排。它不仅能加快员工成长，提升企业效率，也能保障企业对员工发展的投入，增强劳资间的互信。因此，近年来员工参与管理的功能被逐步放大，工业民主的理念被逐渐淡化。其实，从战略与系统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是互补的，并且已经成为趋势（Kaufman，2001）。

现实中，家族企业劳资关系出现低投入与低忠诚的低度均衡，是因为企业基于劳资交易的市场逻辑并期待劳方改变劳资情境的被动管理哲学。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劳资关系要迈向高阶段均衡，需要建构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主动管理理念；通过探索劳资互动过程中的目标集以及目标的实现路径，构建劳资双赢的过程模型；主张企业先行动，通过互动参与的主动管理来改变劳资关系情境，情境改变将引起员工认知的改变并产生积极的组织行为，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互惠互利与共赢。民主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是劳资双赢的充要条件，能有效避免用工荒背景下企业高投入与员工低忠诚的非均衡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了结合民主管理与员工参与，建立“民主参与”的管理体系，并建构出研究的核心模型。那么，什么是民主参与，基于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民主参与的内容是什么？其更为直接的目标是什么？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1]
 本文的目标与路径模型设计受团队建设理论启发，团队的关键元素是目标与角色，作为组织，也需要解决目标与分工的问题，见（Strauss，2006）。


 [2]
 民主的价值性，指民主本应有的价值，即内在价值，包括自由、自治、平等、正义等。


第四章 民主参与管理：扎根研究

企业内外部的互动参与管理存在两套不同的管理系统与学科体系，这种分野导致相关理论难以为实践提供有效的引领与指导。如外部社会的民主理念难以被企业组织所接纳。2012年中国六部委联合下发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希望在中国所有企业中推行“厂务公开”等制度。许多管理者意识到这可能与非公司制企业，如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家族企业的文化情境不兼容。如何构建一个可能被组织内外部两个系统所接纳的，适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现状的互动参与管理理念，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为此需要回答：民主参与管理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基于特定文化的民主参与管理可能包含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其实现机制又是什么？另外，企业能否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受到区域社会环境、组织、员工与管理者等多层因素的影响。中国情境下应当践行哪些形式，哪个是关键影响因素？民主参与管理的中介变量有哪些，其中的影响效应、调节机制与交互作用又如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基于具体情境下的归纳与比较研究成果较少。本章在前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扎根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在了解家族企业员工民主管理需求的基础上，然后结合公众感知，提出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概念模型。

一 国内外企业民主参与管理概述

（一）发言权——国外企业的民主参与

对于民主参与：国外学者的定义与认知差别较大。一般来说，指的是组织内员工们如何能够在工作活动和组织决策问题上有发言权（Heller，1998）。相对来说，偏向于外部制度化解释的学者，坚持民主参与必须是一个团体的过程，涉及员工组织与他们的老板；代议制则强调“具体过程”，以实现员工有更大的自由来决定他或她自己的事务；严格的民主参与则强调具体的正式机构，如工作委员会；其他还有一些定义偏向于“非正式的民主参与”，指的是上司和下属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允许下属参与工作决策。最后，还有那些强调参与作为一个过程和那些关心参与结果等。

对此，Knudsen等（2011）把民主参与概括为：“员工在他们的工作和工作场所中所有形式的参与决策。”可见国外对民主参与的概念偏向于参与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等机会。这与国内对民主参与管理的理解有较大的出入。

（二）社会制度——国内企业的民主参与

从1955起，中国经济体系被国有化后，“政企合一”所带来的新的劳动政策，包括终身就业政策与全面福利保障等政策使得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行政隶属的关系。这期间，工会也具有外部系统的特征，因为工会是以民主集中制以及服从党的领导为工作准则的，其最高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具有明显的行政特征，作用主要不再停留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罢工，关注的是福利分配，而不是集体谈判（冯同庆，2005）。民主集中制这一党领导的根本原则，则体现于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通过工人与工会的参与实现党对企业的监督与控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民主管理的外部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新经济体受外部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差异较大。

改革过程中的参与管理，外部社会强调的是“良性的社会后果”，从国家层次分析，通过参与，特别是员工由于福利与利益得到实现，客观降低了企业面向国家层次或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张静，2001）。冯同庆（2005）也认同职工参与的“良性的社会后果”，而且认为这一结果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正相关的，因为通过参与，有助于职工与企业共赴时艰、共享收益。当然，这些形式主要发生在国有经济部门。从全局上看，90年代中期以来，职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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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能与作用都在减弱，但有些地方，如河南省的职代会的权力和职能比以前的明显的扩大，在东南沿海如上海等地，职代会则向非公企业
 
[2]

 扩张。

非公企业的职代会与工会等受外部制度约束所产生的管理模式对国有企业具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一般不存在外部职工的参与管理，有也是装潢门面，或是出于某种伪善目的的欺骗（冯同庆，2005）。

然而，受理论前沿特别是成功民营经济的民主化管理理念的引导作用，如人力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近年来，民营经济出于自身竞争力提升而实施民主化管理的比重在上升。家族企业要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做百年企业，在企业内部实施民主管理是一条必由之路，成功企业，大多能够领会这些理论，他们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善于利用社会特别是政治资源为企业成长奠定资源基础。冯同庆（2005）通过对家族企业的案例说明，外部政治压力促使企业实施参与管理等民主制度，但企业主也善于利用这些关系，化压力为动力，注重利用社会资本增加自己的经济资本，“靠大家”的资本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还能提升员工的自主规范的形成。显然，这种理念正是基于国有企业的“单位”组织形式移植于家族企业各种关系的协调，带来了良性的社会后果，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在非公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人维权形式。如“义乌模式”的工会社会化维权，形成了以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为基本载体，以及信阳“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模式、珠三角的劳工NGO、江苏的集群工会等。冯同庆（2005）等认为这将逐步改变中国工会的社团特征，成为中国民主化和“公民社会”发育的组成部分。尽管这种工会直接选举是代表政府的地区、县市总工会自上而下推动的；且基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证压力，缺少内生原动力。朱晓阳（2005）等预言，职代会和工会的发展，可能会成为中国继村委会选举后吸引国际社会注意的第二个“草根民主”。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外部社会民主也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学者（曹春阳，2006；耿相魁，2004）认为民营经济作为天生的市场经济派，其深层逻辑中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家族企业主大都有较强的自我选择能力和人格上的自主性，这一阶层的形成促进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生成，对民主理念的孕育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和影响。

另外，外资企业的民主化主要依赖国际社会等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劳动力市场表现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工人的需求主要是工资与工时。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多方博弈的产物。佟新（2005）通过案例说明，博弈主体包括地方政府、资方代表、劳动者或工会、客户、全球消费者及消费者运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各类非政府组织等。

谢玉华（2009）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国企、民企与外企实施民主管理的制度因素，也认为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较完整，机构较健全，政府对工业民主的推动主要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政府的督促下，大型外资企业尤其欧美跨国公司遵守中国《劳动法》的情况较好，一般都组建了工会。从整个社会来说，需要工业民主和员工参与保护劳动者权益，保证社会公平，维持和谐社会关系。

总之，国内对民主参与管理的内容界定更多的是基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民主”要求，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外部的冲击，民主管理逐步走向民主参与管理。概念上，民主参与的内容从民主的四权，即选举权、监督权、制约权、罢免权等走向经济民主，即自由、平等、自主和法治准则，在实践形式上从传统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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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以工会、职代会、意见箱为主，以及参与管理、质量圈、各类劳工组织等多样化的民主参与管理，以此实现民主化管理，提升组织效率。

总之，国内相关理论也重视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但由于研究立足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明显。两个学科的不统一在国内也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企业内部存在两种代议制，一是行政或社会系统中的员工代议，二是经济或家族系统中的管理代议。极少数的研究从综合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企业内外部的经济与社会系统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民主参与管理这一整合的构念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情境下的。

二 扎根理论

所谓“扎根研究”，是质性研究方法中较科学的一种方法，它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不断比较、思考、分析，将资料转化成概念并进而归纳式地建立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最早由芝加哥大学的Barney Glas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 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发展而来。该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特别强调从资料中提炼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才能逐步形成理论框架。扎根研究方法的核心是资料分析过程，该过程以理论归纳为主、文献演绎为辅；对资料的分析称为编码（Coding），指将所搜集或转译的文字资料加以分解、指认现象、将现象概念化，再以适当方式将概念重新抽象、提升和综合为范畴以及核心范畴的一系列操作化过程。因而，扎根理论需要大量的资料来源，自下而上将资料不断地进行浓缩、归纳。

扎根理论研究法对资料的分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步骤，也即三级编码：（1）开放性编码，是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和分解，并尝试进行初始概念化；（2）主轴编码，是把得到的范畴连接起来，找出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与研究问题最为相关的是主范畴，其他相关范畴为副范畴；（3）选择性编码（核心编码），是选择核心范畴，并把它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整齐的过程，它一般需要具备中心性、广泛覆盖、自然、明显和最大解释性。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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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理论研究流程

扎根理论对理论的检核与评价有自己的标准：（1）概念必须来源于原始资料，深深扎根于原始资料之中；（2）理论中的概念本身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密度应该比较大，内容比较丰富；（3）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应该与其他概念之间具有系统的联系；（4）由成套概念联系起来的理论应该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使用范围比较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至于对理论的检验应该在什么程度停止，这取决于研究者建构理论时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内部条件通常是：理论已经达到了概念上的饱和，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已经建立了相关、合理的联系。外部条件主要有：研究者所拥有的时间、财力、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和知识范围等。扎根理论的理论建构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发展。

扎根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过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资料收集和编码两个阶段，而编码又可分为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和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

三 研究过程

（一）资料收集

民主参与范畴本来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涉及外部社会制度，除了对企业员工进行访谈外，还需要对政府管理者（工会）、理论工作者进行访谈，以分析组织内部的员工民主需求与组织民主化的公众感知。因此，本研究的资料来自于对36名企业员工（含管理者）、六名高校教师、四名政府工会管理者进行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时间30～90分钟，整个过程采用笔记和录音两种方式记录资料。

由于访谈的话题比较严肃，对企业员工的访谈过程很不顺利，大多数员工认为这个话题太虚（不切实际），不愿意或无法讨论。而工会管理者与高校教师则比较乐意配合研究者的提问，回答各种问题，切入主题快，访谈过程比较顺利。为了解决员工访谈缺乏共同话题与兴趣等问题，以员工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如“海底捞”的销售员具有免单权等入手，探讨企业实施授权、关怀等民主管理对企业与员工的影响。在引入正题后，研究者所做的事情只是倾听，让受访者自由发挥而不乱加干涉，以收集尽可能全面的资料。然后设计一些规范的问题（见附件），让受访者填写，以尽可能了解员工的民主参与需求。此外，研究者还通过对辞典、杂志等的相关理论信息进行分析，以达到质性研究中评价效度的三角互证的目的。

在第一次资料收集之后，研究者及时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出受访者对劳动关系民主参与管理的一些关注点。针对理论并不非常充分的论点，本研究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对高校老师，进行了几次基于理论抽样的回访，对理论所需的资料进行补充；二是对访谈对象的回答编码进行随机抽取，直到没有发现新范畴的形成，通过两大途径实现了理论的饱和度。同时，我们还通过查词条，并时刻关注相关理论的最新发展等，实现资料、理论与个人理解的三角互证。在整个过程中，研究者首先以开放的方式对数据进行不断的比较，然后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以及资料编码与理论建构来完成对资料的分析。

（二）资料分析与编码

1.开放性访谈与编码

在资料分析的初始阶段，研究者通过质性分析软件QSR-Nvivo8.0进行逐句、逐行的编码，第一次共得到72个自由节点，接着对这些节点进行初步筛选，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节点，保留了43个节点。而这43个自由节点中，有许多是重复的概念，因为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在许多方面的感受是相同的。但研究者没有对这些自由节点再次剔除，而是用树节点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关联式编码。再对43个节点进行分类、合并，并通过不断地比较分析，可提炼出民主参与管理17个子条目，包括关怀、信息共享、提案决策、授权、建议、发言权、保护个人权益、价值实现、共同价值观、多样化与成长等方面（见表4-1）。

表4-1 开放式访谈与一级编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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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开放式访谈与一级编码库-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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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结构式访谈与编码

根据以上开放式登录的结果，为了克服开放式访谈中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内涵和功能因素难以区分的问题，本研究进一步开展了半结构式访谈。然后设计规范的问题（见附件），让受访者填写。同时还希望验证开放式访谈中的归类，分析条目间的关联性，以及进一步挖掘在开放式访谈中未得到的条目。本次访谈只选择12个样本（员工六个，高校教师与工会管理者各三个），研究步骤与开放式访谈大体一致。对半结构式访谈得到的数据，在借鉴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比较分析，最终形成七大条目/维度（见表4-2），分别是关怀、员工参与、公开公平、组织气氛、发言权、SV、成长。

表4-2 半结构式访谈与编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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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大条目/维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次通过二级编码来建立类属关联，构建条目之间的主要类属与次要类属。然后，借助于查词类与理论分析，实现资料与既有信息的三角互证。

首先，在关联式登录过程中，七个条目之间的关联相对复杂，通过抽象对比，反复的理论归纳，我们把劳动关系的民主参与管理简化为一个过程，即通过管理行为，实现民主价值（自由、平等、自主与法制）的过程。其中，民主参与管理变项包括T
 1、T
 2两大行为，F
 1～F
 5则属于民主参与管理的实现过程与结果。对于F
 1～F
 5范畴所涉及的内容，对比分析后，可以发现，内容涉及组织与个体两个层次的内容，具有过程与结果范畴的属性，即民主的价值，因此我们用统一的“民主化”一词来概括。

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这一概念与国外的参与民主理论（Participatory Democracy，Kaufmann，1960）类似，国外的参与民主也主要集中于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社区与工作场所等。佩特曼（1970）认为，只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过程。她的理论后期逐步发展成为“协商民主”（Dekiberative Democracy），这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有益补充，也是对代议制民主下精英控制的有效修正。然而，这一理念主张通过参与实现自由等民主价值，通过参与决策管理等实现高阶段的民主，仍然停留于被动争取阶段。因为，这一理论始终淡化了经济组织内的实践问题，即如何促使企业积极实施参与管理。

为此，基于现实中员工的感知，以及两岸家族企业的实际运作环境，通过扎根研究，我们提出了“民主参与”（Democratic Participation）的构念。把民主参与界定为：以民主引领参与管理，以劳资和谐的价值理念（如互信、SV），引导企业的参与管理活动，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员工成长等民主化价值。在工作场所，这一构念是基于互动的思维理念，通过互动实现SV与共同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民主参与是一种能够实现高忠诚的主动管理策略，通过人文关怀与设计参与平台，实现对激励等期待员工反应的被动策略的超越。从员工角度看，以民主引领员工的参与活动，实现从低层次的民主状态，即工作拥有（生存权）到责任关怀、发言权、工作控制感、协商权、发展机会等高层次的民主状态，有利于员工实现民主价值实现的从被动期待阶段转化为主动互动阶段。除了参与管理外，民主化过程的民主参与活动还可以有协商、关怀、决策与价值实现等成长机会，自由发展等。

从企业内部看，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最终目标还在于实现组织绩效。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绩效变项？我们借鉴陈军（2006）的分析方法，以及鲁森斯（Luthans，2001）对工作领域的观点，基于可测量、开发和有效管理的原则，把积极组织行为（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OB）作为组织绩效，即民主参与管理的结果变量。积极组织行为包括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主观幸福感和恢复力等，组织如果能够实现人的这些需求，则与外部社会所追求的民主参与管理目标一致。外部社会希望企业组织能够为个人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本质，为人们脱离其隐藏的住处所需要的勇气提供一种公共场所，组织的民主参与实质是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机会或舞台（Pasmore et al.，1992）。

综合组织内外部两大管理系统，从动态角度看，在动态长期中，组织绩效与员工民主价值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另外，目的和手段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可以相互转化。只要某一目的不是最终的，那么它就必定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也就只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目的。因此“平等”和“自由”需要工具性程序保障机制。从因果律的角度看，具备因果关系的变量之间应该是单向关系，但民主参与实践过程中的各关系是可能双向关系，如参与可能提升员工的技能与积极性，而积极性可以带来组织高绩效，高绩效为下一周期的民主参与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实现更高的民主参与形式与功能，广义的民主参与价值与组织绩效之间互为因果，形成因果关系循环。巴德（Budd，2004）认为，单纯地强调目的或工具，都是极端的思想，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应当平衡二者的关系。

由此，我们提出民主参与管理各部分之间的初步关系，如图4-2，即理论框架的逻辑关系。图4-2的逻辑关系也印证了图0-1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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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理论框架：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及其结果


F
 1～F
 5五大条目与图4-2中的“民主化”变项间的对应关系如何？由于涉及组织与个体两个层次的内容，需要对相关条目进行分类。换句话说，F
 1～F
 5五个条目，哪些范畴是组织变项，哪些范畴是个体变项，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需要做进一步分析。因为民主参与管理在企业内外部存在两大管理系统与学科体系，即民主内在价值与管理价值之间不统一（Diamond，2008）。民主的内在价值与管理价值关系的辨析也可以等同于民主到底是目标还是治理路径，即民主的内在价值与治理绩效，或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关系。我国台湾学者徐斯勤（2011）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实证分析，认为民主内在价值（目的性）与治理绩效（工具性）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在半结构化访谈中，我们也发现“民主化”这一变项具有类似的特征。如组织气氛与人本化的关系，组织的民主气氛越好，越有利于满足员工的民主参与管理需求，员工感知的民主正当性就越强；同时，员工感知到的民主与人本化程度，也会引致好的组织气氛。可见，包括组织的民主气氛在内的组织内部环境，是一个包含民主内在价值与治理绩效双层因素的范畴，组织的民主参与气氛等环境因素具有合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特征。据此，我们可以把民主化进行分类，一是人本化目标，包括F
 3～F
 5三个条目，具有明显的民主内在价值特征；二是组织气氛等内部环境，包括F
 1、F
 2两个条目，兼具有内在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特征。二者在民主参与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民主参与管理行为能否实现积极组织行为，部分或完全地取决于员工感知到的人本化程度；同时，组织内部环境也是员工积极组织行为产生的重要变量。因为将个体层次和组织层次的分析联系起来，在组织结构变量与个体行为变量之间，组织氛围是一个中介变量。

在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我们也捕捉到了类似信息，以下是一名高校教授（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者）观点：

什么是民主化？就是企业实施了相应的民主管理策略，如参与、授权等管理，使得员工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并且具备了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积极性也得到较大的促进与提升；企业则具备了公平公正的良性管理气氛，上下级互相支持，共同致力于组织目标，这种趋势或者现象就称为民主化。简单说，民主化就是先有民主管理行为，后有民主化趋势或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其次，我们借助于查词条等理论与信息分析，在三角互证的过程，实现对民主参与管理理论内涵的最终界定。“民主化”一词可以由两个部分来分别解释，一是“民主”，二是“化”，也可以专门的独立词条解释，但内地出版的辞典没有发现有专门的独立词条对“民主化”进行阐释。《新华字典》“民主”的定义，一是指人民有管理国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二是根据大多数群众意见处理问题的工作方式，如作风民主。《辞海》对“民主”的定义，一是“专制”的对称，指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掌握国家权力的国家形式、政治制度；二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三是“集中”的对称，指领导征求意见，了解下情，群众发表意见，开展讨论，上下通气；“化”，一般指变化、改变、生成的意思。在台湾版《大辞典》中，“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被独立解释为“使不民主或缺乏民主的国家、地区，逐步走向民主”。

借助辞典的三角互证，我们最终可以对民主化进行内涵的界定，即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在工作场所，则表现为管理者运用最新管理方法，尊重员工的智慧，发挥员工的潜力，充分沟通，实现人的发展与组织目标的过程。

综合开放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以及资料编码等多个步骤循环往复，并结合最新理论与相关资料建立类属后进一步分析类属之间的关系，本书构建了一个带有双重中介的复杂调节效应模型。具体见图4-3。

根据上面的框架模型，我们可以推出如下的正式命题：

命题1：企业民主管理对积极组织行为有正向影响。

命题2a：民主管理对人本化有正向影响。

命题2b：民主管理对组织内部环境有正向影响。

命题3：总体构念上，民主化与积极组织行为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命题4：组织内部环境在民主管理行为、人本化与积极组织行为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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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民主参与管理构念的理论框架模型

四 民主参与管理的内涵界定

借助扎根理论，对家族企业劳动关系民主参与管理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采用参与、关怀等民主参与管理，创造公平公正与信任的气氛，对员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员工的组织积极行为将提升组织绩效。从动态的角度看，高组织绩效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民主参与管理实践又可导致员工的积极互动与组织气氛的优化。总体上，组织气氛、员工感知、员工行为之间是多回合的相互促进关系。因此，民主化与积极组织行为是双向的因果关系。

民主参与管理是一个过程，包括管理行为与目标。民主参与管理理论研究应当从系统的角度综合看待民主参与管理，而不应片面地理解管理工具或管理行为，或仅仅从结果的角度来强调。巴德（2004）认为劳动关系管理应当是公平、效率与发言权三者的有效统一与均衡。在家族企业，一味地强调民主价值的外部IR思路，可能失去实践的土壤；过于强调效率的HRM思路，则可能失去人心，丧失组织发展的根本。由此，图3-1可简化为如图4-4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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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民主参与管理过程

如图4-4所示，O
 点代表员工组织之间的准契约型劳动关系，随着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员工参与企业管理，并感知到组织的支持而实现组织化，产生一定的组织承诺，认同与组织承诺的相互作用，使员工与组织之间产生互信，并有可能进一步产生共享价值观，最终可演化成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现实中，大部分企业之所以没有形成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劳资间表现为准契约型劳动关系，主要是因为组织的被动管理，没有实践一定的有利于提升认同、互信的管理实践，如参与管理等。

我们构造了“民主参与管理”理论构念。在工作场所，民主参与管理指的是以民主引领员工参与管理，引导家族企业主动构建参与管理平台以实现高投入高忠诚的劳资关系情境，通过民主参与以实现共享价值与共同发展的民主化管理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实质还是两大管理行为，但不是“民主”与“参与”，而是“关怀”与“参与”。在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民主管理为什么表现为关怀管理？因为中国工业民主更多地表现为外部社会对企业的一种要求，家族企业因此表现出“责任关怀”的行为；另外，在缺乏工会等组织的条件下，企业为了实现上下的沟通协调，表达“父爱主义”关怀或表达集体温暖，通过活跃气氛以凝聚人心，因此也会实施“人文关怀”管理。总之，现实中关怀管理包括家族企业为了应对外部社会的种种要求而实施的“责任关怀”，以及作为工会替代品的“人文关怀”。

理论上，对于民主的理解，国内外文献主要涉及选举权、监督审议权与发言权等。对此，西方学者也意识到，选举权不应当属于工业民主的范畴，因为选举在企业内很难实现，特别是家族企业，基于劳资双方在企业内的经济不平等，经济权力不可能平等或被平分。
 
[4]

 另外，平等经济下的共决制已经被历史证明与中国企业的文化存在冲突。而发言权等才是工业民主的本质，广义发言权应当包括参与机会与自由言论，参与机会如建言等决策参与是管理行为，自由言论的表达与机会是结果，后者是狭义的发言权，也是西方学者所关注的。发言权在中国经常被理解为参与机会和人性化管理程度。

对于在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的参与管理，我们认为西方把经济民主当作一种工具或目的的做法难以获得企业认可，对于企业来说，把民主当作一种情境更容易获得员工与组织双方的认可。而民主化则可以界定为兼有工具和目的的过程，在低阶段劳资关系情境中，由于劳动力的供大于求，企业不需要与劳方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劳资关系呈现出平等交易的市场逻辑，其中的民主即自由平等仅限于交易时的自由平等，即马克思所述的工人有自由交易给这个资本家或那个资本家，但没有自由逃避受雇于整个资产阶级。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资方提出了稳定雇佣关系的需求，此时通过参与管理，实现高阶段劳资关系情境变得更为可能。因此，从低阶段劳资关系走向高阶段劳资关系，实质是民主化的过程。

我们因此建议，企业内外部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首先要以系统的思维重视组织的公平公正与民主气氛。民主化的合目的性与工具性特征，在组织内部环境上表现最为明显，组织环境对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不仅具有调节效应，也具有中介效应的功能。组织环境是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行为与组织绩效的调节变量之一，公平公正与互信的组织环境将有利于提升民主化程度；同时，组织环境也是实现组织积极行为的关键路径之一，其中的中介功能显著。其次，要重视关怀等民主参与管理行为，特别是人文关怀。基于中国情境，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应当带有深厚的“关怀”性质。中国人有强烈的“家”文化情怀，以组织为家的“单位”情结是员工归属、尊重与成就感的基础。因此，外部社会在倡导企业实施关怀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强调企业的人文关怀。忽略人文关怀，过分强调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关怀，这种思维所产生的管理理念将失去实践的现实基础。当然，这种基于现实归纳出来的管理策略将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

上述结论与建议在现实中是否可行，仍然值得探讨。如民主参与管理行为，一般认为，注重保护员工发展的劳工政策、权力距离小的社会文化与完善的组织文化与管理，可能更容易促使企业家采用参与的管理模式。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家族企业中较难实现。在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只有上市公司、大民营集团或涉外性质的家族企业，更容易实施“参与管理”。而对于中小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关怀管理”，这可能是因为传统国有企业工会“关怀”策略的制度惯性影响；同时，也是家族企业受外部劳动法律与社会责任的约束，面对用工难等问题的理性选择。

可见，不同的组织因素与外部因素导致企业采用不同的管理行为，影响因素是事物的外因，其共同的内核是什么？则需要从系统角度看待民主参与管理。民主参与管理理念近百年来出现了分野，主要是由于研究者的立场及其所代表的意志不同，或者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衍生出不同的管理对策，并演化成两大管理系统与学科体系。在中国则表现为组织内外部的管理思维与方式脱节，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对外部民主制度设计总体持抵触态度。其实，两大学科体系存在共同的理论源，民主参与管理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经韦伯夫妇（1897）在工作场所的运用，通过相似的形式（管理行为），实现共同的目标（积极组织行为）。其理论的内核还在组织变革与组织发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OD）。

组织发展属于战略管理，外部因素被高度重视。家族企业为什么要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可能的原因有效率目标与外部压力，民主参与管理实践的外部制约因素包括组织的行业环境、劳动政策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等（Neumann，1989）。这些因素对企业的管理动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组织能否实现民主化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没有设计相应的访谈内容，而是通过公众感知来获取资料，通过分析人本化程度来分析外部社会所关注的民主价值。因为，外部因素本质上是外部社会对组织的一种期望或要求，如劳动政策与文化环境，实质是外部社会的要求上升为上层建筑后，对企业组织产生影响。其背后是公众感知，是IR思路的反映。同时，外部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因不同的产业与区域而异，过宽的外延会影响到理论的归纳。




 [1]
 职代会：职工代表大会。


 [2]
 非公企业：非公有制企业。


 [3]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4]
 在我国，即使是实现“民主传承”的河北大午集团，其民主选举也是基于“家族的产权不予侵害”的前提，并把这一条作为企业制度创新的首要准则。在选举过程中，大午集团坚持做到家族不能分裂，权杖所属不能模糊，继任者不能坐享其成，继任者不能“妄为”。通过选举，大午集团将所有权、管理能力、家族亲情、员工认同这些根本要素在内的企业机制和文化，实现完整的综合传承，参见王缨《大午“大选”探寻家族企业的“民主传承”》，《中外管理》2009年第3期。

大午的选举本质上是经济系统、家族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合一，因此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经济与控制系统在家族系统中的传承。因为，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不足与传承难题，选举的目标在于通过选举来网罗人才，选拔各种优秀人才进入组织的核心管理层，本质上是一种引智的手段。另外通过选举还能够实现对人才的识别，获得高选票的员工，必然是在业绩达成与团队维护两个方面过硬的。同时，通过五届选举，也能给予员工一定的授权，将提升员工的认同感以发挥员工的潜能。

但由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以及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草根创业理念，职工持股或职工所有制等家族财产分割的传统民主理念将损害家族系统对经济与控制系统的介入。非家族成员难以在情感上认同企业，难以接受企业并认同企业文化体系。因此有必要研究更为企业所接受的民主管理制度，而民主参与管理正是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企业难以分权让权的背景下，如何集中企业的智慧，发挥优秀人才的潜能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它能够发挥其对缺陷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安排的弥补或替代功能。如即使不实行选举制度，民主参与的其他制度也可实现选举的上述功能，可用内部管理体系，通过员工与组织之间充分互动的管理制度予以替代（人才资源管理的考核等互动管理制度可识别人才），以降低企业的制度风险。


第五章 民主参与管理指标体系与测量量表

由于民主参与管理行为可分为参与与关怀，国内外对“民主参与管理”的综合量表缺乏，主要是从员工参与角度进行测量，相对地，关怀特别是工作场所关怀的测量量表缺乏。在扎根分析的基础上，本章主要开发了民主参与管理的量表。

一 量表来源与开发

（一）员工参与量表

最早对员工参与进行系统分析的是Lawler（1992），他首先从内容上划分出信息分享、能力提升和培训、薪酬报酬、权力分享四个维度；其次把参与分成平行参与、工作参与和高等参与三种类型。学者Poutsma（2003）则从直接参与、间接参与和财政参与三个维度度量了员工参与。目前国内外关于员工参与的量表，被广泛使用的主要是Guy和Michel（2001）编制的参与式管理五维29题量表（包括信息分享9题、认同6题、能力发展6题、薪酬5题和授权3题）。

我国学者在实证过程中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成果。张震、马力（2002）参考Lawler（1992）的结构，侧重于从组织成员“沟通量表”进行度量；黄坚学（2006）首次翻译了Guy的五维度参与式管理量表；谢玉华等（2010）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三维度15题项的量表；陈万思等（2013）在论证参与式管理对和谐劳动关系的作用过程中，把Guy的29项按载荷最高原则，每维度取三项，得到五维度15题项的量表。国内外的具体量表见表5-1。

表5-1 国内外员工参与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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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员工参与”的内涵界定上差异不大，但对于其结构如何，如何测量等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争议。结合前文的扎根研究，我们把家族企业的员工参与界定为“信息”“决策”“授权”三个层面的内容，参照前人的研究，我们采纳谢玉华等（2010）的结构维度，即包括“信息共享”、“建议采纳”与“授权”三个维度，然后对照三个翻译（黄坚学，2006；谢玉华等，2010；陈万思等，2013），初始测量工具采用15个题项的量表。

（二）关怀量表

扎根研究显示，关怀包含“人文关怀”与“责任关怀”两大维度。其中的责任关怀维度，本书参照刘易（2009）所运用的四个题项，即a. 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无偏见和无歧视地、不克扣薪酬；b. 提供足够福利，包括社会保险如退休保险、医疗保险等；c. 良好互动；d. 职业培训。

人文关怀维度，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护士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方面研究，基于华生的“人文关怀理论”及十大关怀要素，所开发的关怀行为，关怀过程等量表。至于员工关怀，相关研究也有涉及EAP等内容，以及变革型领导的MLQ问卷中的个性化关怀，本书综合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综合开发自有量表。

1.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

根据国际EAP协会的定义：EAP是一项基于工作场所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工作组织处理生产效率问题以及帮助“雇员客户”甄别和解决个人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健康、婚姻、家庭、财务、酒精、法律、情感、压力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工作绩效的问题。很多学者就EAP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尽管EAP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涉及以下共同特征：一是EAP是为个人和组织提供的一种咨询服务；二是实施EAP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员工和组织的问题，改善个人和组织福利，从而提高组织的生产效率；三是EAP由组织负责提供，而不是由员工个人或某个部门提供；四是EAP不是单一的计划，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于EAP提供的内容，也不一而足，基于中国国情，李金平等（2005）认为EAP为员工提供很多方面的需求，可以划分为：咨询类、教育类、申诉类、福利类、休闲类和其他类。在实际操作中，刘亚林（2008）的案例研究显示，某公司“员工关怀部”的主要职责有四项：一是组织公司员工开展各种活动，包括运动会、节日晚会、慈善活动、才艺表演等；二是员工离职前的谈话，了解员工离职的原因；三是帮助公司制订相关人力资源政策，比如如何留住优秀员工等；四是开展专项员工满意度调查。该公司还设有心理咨询课，与员工关怀部同属于人力资源部。

2.个性化关怀

在Bass（1995）的基础上，李超平和时勘（2005）采用归纳法在国内发展了变革型领导理论，指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变革型领导是一个四维度构念，包括愿景激励、领导魅力、德行垂范和个性化关怀。其中个性化关怀一共包括6个项目：a.在与员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会考虑员工个人的实际情况；b.愿意帮助员工解决生活和家庭方面的难题；c.能经常与员工沟通交流，以了解员工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d.耐心地教导员工，为员工答疑解惑；e.关心员工的工作、生活和成长，真诚地为员工的发展提供建议；f.注重创造条件，让员工发挥自己的特长。

综合上述护士关怀、个性化关怀与EAP理论分析，结合本书的扎根研究成果，即工会在中国的职能主要体现于关怀。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人文关怀行为应当包括，开展相关活动帮助员工应对压力、进行心理健康的管理行为、职业生涯规划管理行为三大类。每一类设计两个题项，共6项。分别是：a.定期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了解员工压力与心理状态；b.组织公司员工开展各种业余活动，包括运动会与各类晚会等；c.定期开展员工心理测评，对员工性格特征等有综合全面的了解；d.提供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等服务；e.关注员工工作与家庭等问题，如员工离职前的谈话，了解离职原因；f.开展团体辅导，帮助公司制订相关人力资源与员工职业生涯管理政策。

二 量表的因子分析与验证

（一）预调研与问卷设计

1.量表内容充分性检验

为了确定我们所开发的量表是否充分反映了扎根研究所探讨的理论构念，我们进行了一个量表内容充分性的检验。内容充分性是指量表中题项对构念理论内容范围的反映程度。参照前人（Neubert et al.，2008）的做法在闽南某所高校的管理专业课程上招募了18位学术型研究生对25个初试题项进行评价。为每位评价者提供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定义及结构维度，评判者仔细阅读题项，并被要求将所有题项分配到相应的维度中去。招募研究生来作为评判者是合适的，因为他们具有充足的智力能力来完成这次评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而且在评判过程中是不带偏见的。

为了检验这25个题项的内容效度，我们对所有评价者在每一个题项上的评判一致性水平进行了计算。结算结果显示，25个题项的评判一致性水平的跨度从42.7%到100%。根据已有内容充分性检验研究的建议（Neubert et al.，2008），我们将题项评判一致性的标准定为70%。关怀管理的题项中有两个低于此标准。本着严谨的原则，我们没有直接对其进行删减，而是对这两个题项的语言表述进行了调整，使其能对相应的维度进行更直观和清晰的反映。然后通过预调研以及因子分析来进一步评判其合理性。

2.预调研与民主参与管理的初步结构探索

为了检验量表的可靠性，2012年12月，研究团队进行预调研（N=94），借助于SPSS软件对94份问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民主参与管理”的测量内容信度较好，KMO=0.952，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为4537.64，p=0.000，说明各题项间有共享因子的可能性。当特征根大于1时，提取4个主成分，累积解释70.81%。参与维度只能提取了两个主因子，其中的建议采纳与授权两个子维度被计算机自动合并成为一个维度，我们将其命名为“决策参与”。关怀维度仍然可提取两个主因子。基于上述两项工作，我们开发了可供大规模测量的问卷（见附件2）。

（二）大规模调研与数据分析

1.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

为了验证量表的可靠性，从2013年1月15日到2013年4月30日，我们开始实地与网络调研
 
[1]

 。实地调研样本主要来自两岸四地的五家合作企业，在前期扎根访谈的合作基础上，项目组成员又一次到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共获取有效问卷364份）；另外还借助高校学生放假，利用他（她）们假期回家与家族企业员工接触的机会，进行面对面指导问卷填写。三种方式一共发放问卷1029份，回收651份，经筛选获得有效问卷469份（其中网络问卷57份），其中台港澳115份（台湾101份）。469份样本中，男性占46.6%；16～25岁占37.3%，26～35岁占44.6%，36～45岁占13.2%；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占23.7%，专科占32.4%，本科占38%；职位方面，一线员工占48.6%，中基层管理者占34.5%，公司高层占5.1%；工龄方面，1年以内的有29%，1～3年有34.1%，3～5年有16.2%，5年以上的20.7%。两岸家族企业样本数据的具体对比分析列在表5-2：

表5-2 两岸家族企业员工样本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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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失值检验

数据存在缺失是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最不愿看到，却又无法避免的，而且也会经常出现。数据缺失往往有一定的规律，统计学上称为数据缺失机理，常见的有三种：非随机缺失（Missing at Non-Random，MANR）、随机缺失（Missing at Random，MAR）和完全随机缺失（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MCAR）。

在完全随机缺失情况下，缺失数据的产生和变量自身以及其他变量的取值没有关系，通过Little’s MCAR检验可以证明MCAR假设是否成立。如果是完全随机缺失，则可以直接删除缺失数据，唯一的遗憾就是会使样本量减少。

随机缺失则说明有缺失值的变量发生数据缺失的情形与数据集中其他变量的取值有关，此时，缺失值不仅会导致数据的损失，而且更可能导致分析结论的偏差，所以不能随意删除缺失值，而必须通过更为复杂的算法去估计缺失数据，例如回归或期望最大化法（Expectation Maximization，EM）。

非随机缺失是最严重的情况，数据缺失不仅与数据集中其他变量的取值有关，而且与其自身也有关系。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缺失值分析，结果见附件3。从附件3中可以看出，许多变量都存在一定的缺失值，该表还按照（Q1+1.5×IQR，Q3 + 1.5×IQR）给出了极值。Little’s MCAR检验结果是：χ2
 =7477.340，DF=5955，p=0.000，检验结果表明应该拒绝零假设，即拒绝样本数据是完全随机缺失。为了稳妥起见，对于缺失值，本次研究采用SPSS17.0用EM估计值进行缺失值填充。

3.正态性检验

极大似然法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最常用的参数估计方法，使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变量要服从多元正态分布，即变量的正态性需符合要求；（2）用协方差矩阵作分析（在部分情况下，相关矩阵的结果相同）；（3）样本量要足够大，通常说来，样本量必须是指标数的5倍以上；（4）模型为真，即样本来自符合该模型的总体。

本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因此，需要对数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数据的正态性程度，可以粗略的用峰度（Kurtosis）和偏度（Skewness）来反映，偏度表示数据的非对称性，峰度表示数据平坦或尖峰分布的情况。由附件4可知，本次分析数据的正态性有待改善，尤其是CP1到CP10，偏度和峰度的卡方值均大于50，所有变量的偏度和峰度P-value均达到了显著性，表明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化。根据结构方程对数据正态性要求，利用Lisrel 8.70中的Prelis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正态化。所得正态化数据见附件3。

数据的正态化结果见附件5，由附件5可知，虽然CP1到DE4的偏度和峰度P-value仍然达到了显著性，但偏度和峰度的绝对值都不大，而且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实，很多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变量不是正态分布，最大似然估计仍然是适用的，尤其是样本没有达到1000以上时，用一般加权最小二乘法（Gener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GWLS）所进行的估计可能更不合理。因此，使用Prelis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化后，可以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分析。

4.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指的是自变量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即某个自变量能近似的用其他自变量的线性函数来描述。多重共线性的确认有多种方法，这里采用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来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1）做出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果相关系数超过0.90的变量在分析时将会存在共线性问题，在0.80以上可能会有问题。但这种方法只能对共线性做初步的判断，并不全面。本次研究所有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010到0.525之间，可以初步确认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2）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VIF值则以不超过5为好，越低越好。本次研究所有变量的VIF值在1.171和2.582之间，说明本次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民主参与管理的结构验证

1.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把其中的一半问卷（N=234）用于进一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与预调研的分析结论相近，也可提取四个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69.486%；4因子负荷矩阵具体列在表5-3。

关于题项的因子载荷，没有硬性的指标，有的学者认为测量项目在因子上的载荷绝对值应最少达到0.40，也有学者认为因子载荷系数应超过0.5。为了确保因子的显著性，本研究以0.50作为因子载荷的标准，若测量题项在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0，则删除该题项。总的测量题项方差被解释的比例也很重要，一般认为60%是最低可以接受比例。据此，我们通过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5或方差小于60%的2个测量题项，最终得到的民主参与管理量表共包括23个测量题项。

表5-3 旋转主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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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旋转主成分矩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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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现在利用剩下的一半样本（N=235）对精简后的量表结构进行验证，即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我们同时还对量表的信度与结构效度进行了报告。借助于LISREL8.7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过程中假定因子相关。模型拟合结果见表5-4。

表5-4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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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4可知，三个模型中，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可以接受。另外，调整后（删除了部分选项，共剩下22项）的四因子模型（备用模型）虽然没有三因子模型效果好，但也可以接受，下文将根据模型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型。三因子模型与四因子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5-1、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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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验证性因子分析三因子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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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验证性因子分析四因子路径图

三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保证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本书将以拟合效果次优的备用模型作分析对象。根据验证性因子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可得民主参与管理维度四个因素的组合信度，平均变异萃取量及区别效度检验，如表5-5和表5-6所示。所谓平均变异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r，AVE
 或ρ
 v
 ），是用来反映一个潜变量被一组测量指标有效估计的聚敛程度指标。从计算过程来看，ρ
 v
 实际上反映的是当各个测量指标提供一个单位的变异时，潜变量的变异量占总变异的百分比。当ρ
 v
 大于0.50时，表示潜变量的聚敛能力理想。关于因素之间区别效度检验，可以用相关系数的95%（95%CI
 ）是否涵盖1.00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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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
 i
 为各题项完全标准化因素载荷，Θ
 ii
 为测量误差。

95%CI
 =PHI
 ±1.96SE
 （PHI
 ）　　　　　　公式5-2

式中PHI
 为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SE
 （PHI
 ）为因素之间相关系数的标准误。

测验信度（Reliability）是衡量测验质量的重要指标。自从Cronbach（1951）提出α
 系数开始，α
 系数几乎成了测验信度的化身。α
 系数被疯狂推崇的同时，文献上对α
 系数的质疑和评论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目前有大量研究认为，α
 系数不能很好地估计测验信度。Fornell & Larker（1981）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于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潜变量合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
 或ρ
 c
 ），有时也被称为组合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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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
 i
 为各题项完全标准化因子载荷，Θ
 ii
 为测量误差。

在结构方程出现以前，由于缺乏对路径系数的有效计算和检验，许多学者使用α
 系数作为测验信度。然而随着结构方程的出现及合成信度的提出，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克服了α
 系数诸多缺陷的合成信度。

合成信度是测验信度的下限，如果合成信度高到可以接受，报告合成信度并说明：测验信度不低于合成信度；如果合成信度过低，虽然不能说测验信度也一样低，但就目前所拥有的研究方法而言，只能认为测验的信度不能被接受，停止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温忠麟、叶宝娟，2011）。

表5-5数据说明四个因子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根据上述理论我们还有必要分析量表的区别效度与信度。根据图5-1的标准化系数，我们得到具体信度与效度结果列在表5-5、表5-6。

表5-5 四个主成分问卷的信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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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民主参与管理四个因素的区别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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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5可知，除责任关怀因子AVE
 稍稍小于0.5外（这也是我们将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三因子模型的原因），其他因子的AVE
 均大于0.5，说明各因子具有较好的收敛信度。所有因子的合成信度均不低于0.79，显示各个因子具有很好的信度。所有因子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0，显示四个因子都具有非常好的项目质量。

由表5-6可知，所有因素间相关系数95%的置信区间均不涵盖1.00，说明各自相关系数显著不等于1.00，除信息共享和责任关怀、决策参与和责任关怀、责任关怀和人文关怀外，其他因素之间AVE
 的平均值AAVE
 均大于相关系数的平方，显示各构念之间具有较理想的区辨力。

综合表5-5、表5-6可以认为，民主参与管理部分的问卷数据及下设的四个因子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且三因子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更优。

四 结论

在扎根研究所构造了“民主参与管理”理论构念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本章主要通过实证调研，编制相应的量表。利用计算机软件的统计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质性研究过程中的二维度六项内容的结构模型，在量化分析过程中被简化为四维度模型，即在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信息共享、决策参与、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另外，数据分析显示，删除了部分选项后，三因素模型（20项）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与信度、效度检验更优。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分析量表测量与相关变量间的关系，相关研究也将根据研究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测量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依据。




 [1]
 两地网络问卷的链接分别为：http：//www.askomy.com/static/survey/355.html，http：//www.askomy.com/static/survey/356.html。


第二篇 海峡两岸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民主参与管理实践的原因，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民主参与管理，包括其内含与外延。第一篇因此重点在于介绍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具体介绍了国内外民主参与管理的趋势，以及中国的现状，并提出中国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所在。在结合海峡两岸实际的基础上，基于田野调查的扎根研究，分析我国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形式，总结出具体的概念模型（图一）。

本篇则交代了概念模型的实践基础。为了进一步论证概念模型的实践基础，我们开发了概念的测量模型，并通过预调研与大规模调研，验证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素材、理论基础与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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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理论框架图


第六章 企业为什么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两岸对比分析

理论的两种思路研究都揭示了企业采用民主参与管理，满足了员工的成就等需要，员工将表现出积极的组织行为，企业绩效将得以提升的原理。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中国企业并没有迎合社会期望，或是基于组织绩效而采用民主参与管理范式？企业管理决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哪些是关键因素，两大思路存在一定的争议，相关研究缺乏系统的综合分析。本书基于前期的扎根研究所提出的综合构念（民主参与管理），并综合考察组织因素的影响作用与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构建相关理论模型，借助于海峡两岸家族企业的实证调研，来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并为内地企业实施民主管理提供管理借鉴。

一 影响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实践的理论与假设

组织是否采用民主参与管理模式，如前文所述，纽曼（1989）的三因素理论被奉为经典，其中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结构与工作设计以及人力资源策略。组织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主观因素，二是组织的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又可以分为结构（Structural）与情境（Contextual）两个相互作用的维度。情境维度主要涉及组织的规模、环境、产业技术关系等，这些因素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组织规模等属于组织自身因素，其影响力是直接的；而外部环境与技术关系等，更具有组织外部因素的属性，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与特征。因此，在客观因素中，组织结构与规模被认为是主要的直接影响因素。

Conner（1992）认为组织规模与员工参与度呈现显著性差异，但也有学者认为其中的关系总体上是模糊的。相关理论因此分野出两大观点，一种认为大规模的企业更有利于员工参与，即参与程度会随着公司的扩张而有所增多。因为随着员工的不断增多，公司中不断出现的管理问题需要通过员工参与来解决，企业也需要通过参与等制度化管理来提升员工的努力程度，相关实证数据也证实了其中的正相关关系。Yazdani（2010）认为在不确定环境下，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最有利于产生有机的灵活型组织，并更容易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解决规模扩大过程中的问题时，为了避免分权的风险，理性企业往往偏向于采用更“安全廉价”的制度而不采用民主管理；同时，随着规模的扩张，客观上企业也将变得刚性或官僚化，管理层次的递增则带来信息传递的下降，决策也会越来越集中化。如Conger等（1988）认为，由于官僚制中的某些规则会限制工作的自主性和员工的表达，从而堵塞了员工参与的途径，Neumann（1989）也认为强调等级安排和身份地位的组织结构不利于员工参与公司决策的制定，Harrington（2007）的实证分析认为在不确定环境下，小的饭店企业更有可能采用参与管理。

那么，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企业是否会增加民主参与实践？实证研究的模糊关系以及缺乏理论支持，使得本文的分析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结论。然而，在现实中，人们注意到，那些小规模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威，特别是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往往相对公平，家族成员卷入度较高，民主参与程度因此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同时，大规模的企业，参与渠道往往较高，因此也能克服多层次带来的信息堵塞等问题。基于现实以及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倾向于组织规模与民主参与管理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本书提出第一个假设。

H6-1：组织规模与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存在U形的曲线关系。

结构维度主要包括组织的正规化、专业化、层级关系与集权化等维度。基于研究的便利，这些因素经常被抽象概括为企业性质等制度因素，Smith（1995）对我国浙江集体企业的研究，认为组织内部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员工在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利润和利益分配等财政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震等（2002）对我国148家企业实证调查研究表明，在组织成员的沟通和员工参与决策方面，非国有企业得分显著高于国有企业。显然，我国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制度安排不利于员工参与，但其中具体的机理是什么？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步深入组织架构、运作流程与工作设计等对员工参与的影响，如高参与型组织有利于优化企业的信息结构与决策结构。高参与型组织分析范式对于解决国有企业的刚性与僵化效果显著，理论研究从管理层次、管理幅度、等级观念、集权化等因素提出相关对策，主张企业要采取灵活性工作设置、团队组织等方面实现有机化。相对于机械化（Mechanistic）组织，有机组织结构（Organic Structure）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员工致力于以团队为核心的任务，较少的权威与控制下的层级关系，每个成员都可能是知识的权威，鼓励互动，有自由的规则，具有更多非正式的、面对面交流沟通与平等交流等。我们因此倾向于认为以扁平化、分权等为特征的有机组织更容易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本书提出第二个假设。

H6-2：有机组织结构正向预测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

主观因素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层的能动性因素，即领导与管理方式对民主参与管理的影响。利克特最早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System 4）领导——参与式的民主领导。领导者通过实施具体的管理策略，如组织活动、组织干预、组织变革等来实现对员工参与的影响。领导者对员工参与管理的支持态度、领导者的管理、协调能力、领导者的性格和行为、领导者对员工的尊重和信任程度均会影响到企业内部员工参与实践。因此，企业内部的领导系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宏观的战略层面，二是微观的下属管理等领导行为。相对而言，宏观层面的领导不仅关注员工的关系管理，还关注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等，宏观的战略性领导成为影响企业民主参与管理行为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两大类，而变革型领导更易于授权，实现决策参与、教练、作息共享与关心团队成员，并且是通过组织气氛的中介实现。组织气氛因此成为近年来民主参与管理的热点，是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重要结果变量。Glew等（1995）也建议组织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气氛以及合适的社会化活动等方式来促进员工参与。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创新性的组织气氛比较有利于员工的参与。不仅如此，组织气氛成为热点的原因还在于参与性的组织气氛能提升组织绩效，因为员工感知到的参与气氛对组织绩效如财务绩效、降低辞职率与员工士气有促进作用。其中，伦理气氛被重点关注，方嬿榕（2008）基于台湾的情境，认为组织伦理气氛对于员工参与组织的知识管理有影响。吴承丰（2010）探讨了海峡两岸企业伦理气氛，如关怀等对不同行业员工与组织绩效的影响。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H6-3：组织气氛正向预测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

组织因素会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组织情境因素还暗含外部的产业技术等因素。外部社会的经济因素，如产业特征、劳动力市场供求、劳资关系等因素以及政治文化因素，如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正义与社会民主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结构与组织气氛，从而影响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经济上，当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时，“强资本弱劳动”，劳动者的地位相对低下，实现民主参与的机会较少。此时，企业战略上就会偏向于“股东至上”，忽略了员工这一关键“利益相关者”。那些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一般来说参与机会是最少的，尤其是工作场所的参与，因为企业不用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政治上，Becker（1992）探讨了工会选举法与联邦劳动法在实现员工自组织、劳动代表权与集体谈判方面的作用。Collom等（2001）分析了美国社会对工作场所民主的看法，他们利用1991年以来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社会不平等与工作场所民主对这种不平等的改善作用，特别分析了社会阶层、种族与性别等具体因素对工作场所民主化的影响。在影响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因素中，经济因素决定于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而政治法制制度集中表现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因为社会民主比政治民主更能影响经济与工业民主。经济因素与社会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企业的组织与战略的关键因素，促进或阻碍了企业的管理实践。经济因素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作用，社会民主意识经常指的是公民参与意识。因此，劳动力市场与公民参与意识成为影响企业组织结构设计与气氛营造的主要因素，并作用于具体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H6-4：劳动力市场规范在组织因素对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6-5：公民参与意识在组织因素对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欧美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更多的是基于提升企业组织的竞争力考量。我们在前期的扎根研究发现，中华文化下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更多是基于外部社会推动下的被动应对行为。这一扎根结论得到已有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一份基于亚太四国（日本、韩国、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亚太企业实施民主制主要是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或组织压力，甚至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对工作场所的审查，这种缺乏长远战略性的行为与欧洲企业基于行业差异与企业竞争战略背景下的自发管理行为差异显著。可见，亚太地区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可能是组织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本书的具体理论框架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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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理论框架图

二 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与测量

1.民主参与管理

第五章的量表开发已经证明备用模型的量表有较好的信度（α=0.947），本章将采用备用模型，即四维度模型。

2.组织因素

关于组织结构，罗宾斯将组织结构按复杂性、正规化和集权化三个维度分为了职能型、分部型、简单型、矩阵型和网络型、任务小组型和委员会的形式。杨晶照（2012）通过实证分析，把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正规化和集权化三个维度实现具体化，所设计的十个题项，其总体的内部一致性a=0.596，总体比较低，其原因是第一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一致性低。本书因此把其中的第一个维度“复杂性”当作“组织规模”，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考虑。然后选择正规化（abc）与集权化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并截取其中解释力度较高的六个题项，即a.公司内部存在严格的层级关系；b.每个岗位职责固定，一般不随意调整；c.公司决策高度集中，问题自下而上反映，由高层选择方案；d.一般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沟通；e.内部存在较多的横向合作关系；f.公司更注重发挥自身的整体优势，提高效率。

组织气氛方面，Litwin & Stringer（1968）设计的组织气氛量表是目前运用最广泛的组织气氛测量工具，它是从九个方面测量组织内的气氛，即结构、责任、奖酬、风险、人性、支持、标准、冲突和认同。在国内有关组织气氛的研究中，大多是以Litwin和Stringer的组织气氛量表为基础修订的问卷。这一问卷包含的题项过多，有45个题项，显然包含了员工的个体与组织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需要简化，Campbell 等人（1970）的气氛维度开发成果较有代表性。他们曾对已有的气氛量表进行过回顾与综合，并发现有四个因素贯穿于所有的研究之中，为此他们提出了四个核心维度：（1）个体的自主性；（2）赋予职位的结构程度；（3）奖励指向；（4）体谅、关怀和支持。这四个维度是组织属性的维度，与本研究的出发点一致，本书因此借鉴Campbell（1970）的四维度，设置了四个问题：a.公司绝大多数员工有相当的决定权，不必经常向上级汇报；b.上司能简单明了地向下属设定和传达工作目标；c.下属的工作成效能得到及时的肯定，公司建立基于绩效导向的奖励与晋升标准；d.上司对员工的支持和鼓励很给力，上下级间关系非常良好。

总之，本研究组织因素的三个变量中，组织规模用企业规模单变量来衡量；组织结构的有机化程度则是基于罗宾斯将组织结构按复杂性、正规化和集权化三个维度划分形式，参照杨晶照等（2012）的实证分析所设计量表（正规化与分权化共八项）；组织气氛借鉴Campbell（1970）的四维度划分法设置了四个题项。

3.社会民主意识

除了投票外，政治民主还应当包括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尼·诺曼，1996），在海峡两岸，民主政治的方式不一致，而参与特别是公众参与则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内地的基层民主近年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徐勇，2008）。同时，十八大以来，中共也多次提出协商民主的理念，对于协商民主的测量，学界普遍是基于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这一概念，以实现对“多数人的权利”的保障。本书因此以公民参与作为衡量海峡两岸企业外部社会的关键因素。

国外关于公民参与的量表，最早缘于Zimmerman和Zahniser（1991）的一般政治行为量表（General Political Behaviors），具体有9个题项。2001年，Smith和Propst将Zimmerman和Zahniser（1991）的社会政治控制量表进行拓展修订，编制了自然资源决策中公民参与量表。Smith和Propst编制的量表包括自然资源政策控制量表（Natural Resource PolicyControl，8个题目）和自然资源参与行为量表（Natural Resource Participatory Behaviors，11个题目）。Speer和Peterson（2000）从认知、情绪、行为三个方面测量了个体在社区组织环境下的心理赋权。整个量表一共包括27个题目：认知量表题目14个、情绪量表题目6个、行为量表题目7个。这个量表中的行为量表实际上就是测量公民参与程度的。另外，Perkins和Long于2002年编制社会资本量表，包含四个维度，其中就包含公民参与维度（Citizen Participation Scale，CPS），他们的公民参与量表由8个题目组成。

我国的陈福平（2009）的“公民参与”主要是测量公民的社会网络提升方面的参与，通过因子分析，测量公民参与社会网络的频率，涉及7个题项，但他的测量方法，是以个体公民参与的频率作为衡量方式，并且主要是测量公民对社会网络的获得能力。考虑到海峡两岸参与差异大，相关的内容题项则参考国外的问卷，并且是以自然资源参与的行为量表施行隐性测量，即Smith和Propst的11条NRP题项，翻译如下：a.曾参加过有关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或户外活动的相关组织；b.曾在关于自然资源/环境/土地保护等请愿书或抗议书上签过名；c.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自然资源或环境保护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听证会或相关会议；d.与自然资源或环境保护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交流来获得信息；e.出席听证会、相关会议或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f.定期参加环境保护等相关组织的会议；g.竞选过环境保护等相关组织职位；h.曾给关于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表达过建议或投诉；i.曾就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给报社写过信；j.曾就自然资源或环境保护问题组织过团队；k.曾在自然资源或环境保护委员会或顾问委员会或政策规划团队任过职。

鉴于文化差异，理论研究一般借助于“公民参与”来衡量社会的民主意识，在测量参与程度时，往往剔除了文化习俗的影响，相关的内容题项以自然资源参与的行为量表施行隐性测量，即Smith和Propst的11个题项。本书也采用这一量表。

4.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变量测量，本书主要借鉴国内学者的成果。陶世琰（2010）对苏州市部分非公企业进行实证调查，并对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果，发现以下因素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较为显著，按其影响程度的高低排序分别是：工资收入、集体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工会工作的开展、社会保险等相关福利制度以及劳动安全等方面。李季山（2008）以广州地区952位企业员工有效样本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合同制度的健全与执行、职工权益维护、企业内工会组织三个因素都对企业劳动关系运行中的和谐性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对于中国企业实施民主化管理的外部因素，有四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即外部社会或政治民主、工会等民主制度决定的参与机会、劳动力市场供求所决定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区域的经济发展结构所决定的工资与社会保险状况。

结合陶世琰（2010）的实证调查所提出影响劳动关系的外部四因素说，即工资收入、集体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工会工作的开展、社会保险等相关福利制度以及劳动安全等，我们设计了四个相应的题项。

上述连续性变量均采用利克特六点制量表形式。为了检验量表的可靠性，2012年12月，课题组进行预调研（N=94），借助于SPSS软件对94份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再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对原有量表进行改善，“公民参与”量表删除解释力较低的“竞选过自然资源或环境保护组织的职位”题项。组织结构则删除了“组织内行政机构设置情况”以及“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与程序引导员工行为”两项。表6-1显示该量表作为整体测量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表6-1 量表内容与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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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方法

利用前文的大规模调研（N=469），利用SPSS软件，把民主参与管理的四个维度作为因变量，把影响民主参与管理三大组织因素作为自变量，并分析调节变量的影响作用，以检验假设模型。

三 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一）数据效度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1.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17.0软件对员工感知的量表五个构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九因子模型（民主参与四维度、组织规模、组织结构、组织气氛、劳动力市场规范度与公民参与）拟合度最好（χ
 2
 =493.5，df=113，χ
 2
 /df=4.365，CFI=0.936，GFI=0.881，RMSEA=0.075）。而六因子模型（将民主二维度与参与二维度各合并为一个因子）的拟合指数较差（χ
 2
 =644.4，df=116，χ
 2
 /df=5.552，CFI=0.924，GFI=0.824，RMSEA=0.088），五因子模型（将民主参与四维度合并为一个因子），软件无法运作，可见其拟合度较差。表明九个因子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因此采用九因子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2.相关性分析

由表6-2可知，民主参与管理内部四变量间都有相关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构念。相关变量间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但负相关的变量间不显著，而正相关的变量间大多数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可以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假设模型。

表6-2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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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借助SPSS软件，以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四个维度为因变量，对相关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回归。首先，对组织结构进行曲线回归分析，由表6-3可知，在组织规模与采用民主参与管理的线性模型中，组织规模只有对决策参与与人文关怀维度有影响，对信息共享与责任关怀则无影响。在人文关怀与决策参与对组织规模的线性回归模型中，b1的系数均为正，说明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选择人文关怀与决策参与管理的可能性越大；且二次模型中显示组织规模的平方与采用人文关怀与决策参与正相关（b2＞0），说明当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后，企业采用人文关怀与决策参与管理的可能性会有所下降，但总体上是增长的趋势。从四个模型的F检验结果来看，人文关怀的二次模型p＜0.01，其他三个均p＜0.05，说明模型成立的统计学意义显著，假设H6-1得到部分支持。

表6-3 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对组织规模的回归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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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多元回归分析与假设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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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组织规模与人文关怀与决策参与有一定的曲线关系，但并不否定其中的总体正相关趋势。我们因此把组织规模也作为自变量之一，构建包括多变量的多元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列在表6-4。表6-4显示，在控制了区域、产业、学历、工龄与性别后，四个模型回归结果都显著，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较大，相应的p＜0.01，相关统计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可用于检验相关理论假设。

从表6-4可知，第一，组织因素中，作为单因素回归时，组织结构与组织气氛均能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升组织的有机化，营造组织气氛有利于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因此，H6-2、H6-3得到部分支持。第二，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从表6-4的整体上可看出，两大因素对民主管理的调节作用比参与管理的调节作用强。这说明，民主管理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外部社会制度设计一般不会去约束企业的参与管理行为。具体地，首先，劳动力市场在组织因素对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作用不明显，H6-4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其次，公民参与对信息共享没有良好的调节作用，但对决策参与、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等方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如公民参与弱化了组织结构与组织气氛对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作用，特别是组织气氛对企业实施决策参与、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方面均产生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可见，社会的公民参与气氛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组织气氛对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产生负面的作用，这可能与家族企业的是否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独立有关，因此，H6-5总体上得到支持。

另外，海峡两岸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差异显著。在四个模型回归过程中，发现区域社会经济因素对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有一定的影响。借助于SPSS软件的参数检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列在表6-5：从表6-5可知，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港澳台民主参与管理比大陆要好，但方差检验说明，两岸四地家族企业在民主参与管理的第四个因素，即人文关怀存在异方差；而责任关怀只有在10%的区间内异方差显著，但T检验也不显著；另外两维度，即参与方面，两岸的表现不存在差异。因此，可以认为，两岸家族企业在民主方面存在差异，港澳台企业民主管理比内地得分高；但在参与管理方面，差异不显著。世界各地民主参与管理存在差异，虽然海峡两岸在文化上是同根同源的，但近百年来的不同发展模式已经造就企业管理风格的差异。但从T检验的显著性也可知，在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影响下，港澳台企业更关注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

表6-5 变量描述与独立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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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讨论

在整合了人力资源管理（HRM）与劳动关系（IR）两个领域对工作场所民主参与管理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期基于中国情境的扎根研究并提出“民主参与管理”构念及其测量量表，本章借助于相关成熟问卷以及海峡两岸的经验数据，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影响。

根据Glew等（1995）的研究，当企业提出参与管理动议或项目后，为什么不被执行并取得成效。基于海峡两岸实证结果，我们认为，企业内部的因素是关键，组织应着力于内部结构与气氛等的改善，来提升决策参与度与组织绩效。

外部社会管理政策方面，与理论假设相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民主意识弱化了组织结构与组织气氛对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作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六部委颁布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为什么没有引起理论与实践界的重视，不被企业所践行。因为，内地家族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组织设计与民主氛围，而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与民主意识只是一种外在的软约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缺乏对民主参与管理的收益与风险评估的能力，就会选择民主参与管理的“替代品”，如关系投入等，而不选择民主参与管理模式。当然，外部社会也会促使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作用于民主参与管理，但其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一则是组织规模本身与企业民主参与管理行为间的关系不明显；二则是曲线关系的调节作用较为复杂，数据显示，外部因素较难通过组织规模来实现对民主参与管理产生作用。总之，在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内外部因素相对割裂，但外因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内因来实现的原理再次得以强调，外部社会管理制度设计必须要充分重视企业的实际情况。


第七章 价值性分析：民主参与管理的人本绩效

上一章通过实证说明，组织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本身的动力不足。现实中，有些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希望员工积极参与其中，然而有些制度设计并未得到员工的积极响应。作为一项有利于提升员工利益的制度，为什么无法得到员工的鼎力支持呢？这需要分析员工在工作场所的需求与工作价值取向。从工作价值取向角度，田喜洲等（2013）认为，我国情境下的工作价值取向包括谋生取向、职业取向与呼唤取向三个维度。从人本发展的角度看，按照需要理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期望得到能力的开发与发展，工作条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相对独立性，工作地位等。具体包括工作环境舒适、工作时间规律、安全性高；在组织中承担独立且责任重大的工作、受人尊敬、能够管理他人并有机会参与高层管理、薪酬提升空间大等；以及工作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能够激发自身潜力、组织氛围融洽、从事工作的利他性等。

第四章的扎根分析结论显示，在中华情境下，民主参与管理本身综合了行为与民主价值的构念。如果企业实施了民主参与管理行为，能否实现员工的上述需要，特别是民主的价值目标？对此，本章将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 价值性：从政治民主目标到工业民主目标

近代西方民主理论，主要有两大流派，其一是共和主义取向的，直接民主、参与民主理论等均属此类，主张对于公共事务由公司直接介入进行决策，这是民主制的“原型”，渊源于古雅典的直接民主理论，代表人物包括卢梭（Rousseau）、科尔（GDH.Cole）、佩特曼（Pateman）、巴伯（B.Barber）等；其二是自由主义取向的，或称代议制民主理论，主张由选举阁下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先例权利以代表公司的利益或主张并坚持法治，代表人物包括熊彼特（Schumpeter）、萨托利（G.Satori）、密尔（JS.Mill）、达尔（RA.Dahl）、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等。

这两大流派对民主的目标及其实现（民主化）有不同的理解，参与式民主认为民主的基本价值在于负责、妥协、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的平等；而代议制民主则强调“选举”+“公民权利”的实现。著名民主理论家戴蒙德（2005）提出了民主的评估问题，包括八个维度：法治、参与、竞争、纵向问责、横向问责、自由、平等、回应。其中，民主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什么？对于民主的内在价值，古典民主（城邦制）强调全民参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法理论则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天然平等、自由的，因此自由和平等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平等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平等的目标。但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权力的限度问题，而民主关心的是谁获取权力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标准体系内，过分追求全民参与，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极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多数暴政，反而将践踏个人自由，为此，需要一个提供平等参与的机制，政治因此产生。经典自由主义因此认为，现代民主只能是代议制。因此，民主变成一种实现平等的制度，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自由。对此，佩特曼（1970）认为，要恢复古典民主，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公民参与，并且提出了公民参与的实践应当由经济领域开始，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可见，民主化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法治，以及人类的自由与平等。而对于工作场所的民主，也要符合民主的契约、平等、自由三大核心价值。

分析员工的民主参与收益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员工参与的程度。科格斯（Cox）等2009年提出了员工参与的嵌入（embeddedness）问题，即广度与深度问题。广度就是参与的具体形式，深度则是指员工参与的卷入度（involvement）以及员工在执行过程中的联系程度。这一思想根源于早期衡量不同参与形式的影响程度与功能。如佩特曼（1970）认为工业民主可以包含三个层次，一是部分参与，“双方或多方在决策过程互相影响，但最终的决策权只在其中的一方”；二是充分参与，“决策整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平等地享有决定政策结果的权力的过程”；三是权威结构民主化，即管理者是由企业中所有员工选举产生的，并且是可以罢免的。而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参与民主的效果如何，佩特曼（1970）之后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图7-1所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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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佩特曼的民主与参与分析（作者整理）

但是，通过对三个民主化的例子分析后，佩特曼（1970）认为，在工业领域要进行第三种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复杂情境的探讨，有利于揭示如何实现各种层次的民主问题。在工作场所，如何实现高层次的参与如权威结构的民主化，需要厘清政府、企业、商会、NGO（包括ILO等国际组织）、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李汉林（2010）基于中国情境，分析了如何实现组织团结这一效率的三大因素，即政府、工会与商会/协会等企业外部三方机制的力量。

如何衡量员工的参与程度，加芙妮（Gaffney，2005）提出了如何衡量某种参与形式的有效性问题，从代议制的角度，提出衡量员工参与程度的五个测量维度：a.代表的组成与来源；b.代表的独立性；c.代表的代表性；d.代表的专业化水平（受训练没？）；e.代表的责任心。

其次，民主参与的价值性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即员工可能在哪些方面收益？相关研究涉及员工参与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改进职业安全与健康，降低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满意度和改进工作生活平衡等。第一，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工厂的生产事故或伤害来衡量，当然有学者也提出，职业安全与健康还应当包括精神方面的元素（Bohle & Quinlan，2004）。第二，压力降低与工作满意度，主要来源于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员工参与意味着员工可以“控制”工作，当他们执行任务时能够自己做主工作时间与工作方式，降低疲劳与压力（Macky & Boxall，2008），提升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虽然是企业管理过程中为了实现组织承诺与降低离职率的一个研究范式，但它终究还是有益于员工的。第三，工作生活平衡有相关文献涉及直接参与与间接参与。如工会通过集体协议、提升员工对公司政策的意识、推动公司重视工作生活平衡的预案等来实现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Budd & Mumford，2004），相关研究证实工作兴趣与参与有利于实现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Berg，Kalleberg & Appelbaum，2004）。

上述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主要理论基础是卡拉塞克（Karasek，1979）提出的需求控制模型，后来发展成为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The job demand-control-support，JDCS），该模型（简称JDC）包括工作环境中两个重要变量：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工作需求主要涉及时间压力和角色冲突两个方面，工作控制指个体对工作控制的程度，主要有技能多样性和决策权力两个维度。如图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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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工作需求控制模型

图7-2中表示，根据对角线A，压力会随着工作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得出“压力假设”。压力假设具体表现为：高度压力（高需求、低控制）工作下的员工最有可能会产生生理和心理问题，且工作需求、工作控制各自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根据对角线B，如果个体的控制或技能可以适应工作需求带来的挑战，则可以胜任工作，由此得出“学习假设”，即高需求的工作如果伴随高控制，则可以增加员工的学习、激励和个人发展。相反，低需求的工作如果伴随低控制，则形成一种“习得无助”局面，会严重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在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的基础上，Vanroelen等2010年把其中的控制变量进行丰富，从传统的任务与工作自主性方面延伸到工作的生理因素，如重物与有毒物质、其他压力因素包括加班时间与不规则的工时制。这一模型就延伸了工作满意、工作压力与工作需求控制模型，包含了社会支持与工作生活平衡的因素。

总之，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对于员工来说，民主的价值在于实现员工的自由平等权利。结合扎根研究，在中华情境下，具体来说，自由需要话语权来保障，平等则需要程序公平，契约等需要员工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参与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韦伯夫妇（1897）的最初设计，工业民主代表着从工业基层民主到宏观政治民主在内的完整制度规划。但后来有关工业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普遍放弃了韦伯夫妇（1897）设计的上层建筑，工业民主越来越被限制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在企业组织内部，如何实现工业自由、平等的工人权利，以及契约精神；民主本身是作为一种目标，还是一种治理路径；厘清民主是一种目标还是路径，首先需要对民主理论作一番分析。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通过民主理论的研究，对这一问题有了相对清晰的认知。

民主到底是目标还是治理路径，问题也可以等同于分清民主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徐斯勤（2011）认为，一方面，政体的民主化程度会影响人民对于治理绩效的看法，在民主化程度越深，人民对“民主政治”价值的信念越强烈的政体中，人民对治理绩效或民主质量的期待也越高，评价越严。另一方面，治理绩效会影响“民主政体”的正当性，人民对“民主”支持的程度，取决于公民是否感知到的“民主”的政治机构提供了可接受程度的“民主”，以及感知到“民主”的运作能产生良善的治理。总之，民主所要实现的内在价值，与民主的绩效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存在双向因果的影响关系。这一理念，同样可适用于工作场所。许多肯定民主本身为目的的人，常常主张民主不应只是一种安排政治权力的制度，还应是一种生活方式，根据这个观点，应该把政治领域里的民主精神（平等、参与、自主、多数决策等）扩大到各种政治以外的领域，如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民主不单纯是如何安排公共权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人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周光辉，1999）。

总之，只要存在企业组织，就必然存在对企业组织的管理，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的运用及分享权力资源等问题。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员工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企业的利益，分享企业内部的权力资源。从工业民主角度看，工业民主恰恰是企业内部的这样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机制。可见，在企业内部，劳动关系要民主化，也需要好的民主治理绩效，要提升民主治理绩效，需要一定的民主化程度，而员工的民主内在价值是关键变量。从实证的角度看，民主的价值是一个多维的目标体系，民主参与管理是一种合工具性的价值范畴。

二 理论模型与假设

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员工与企业都可能从中获益，对于员工来说，可能会实现自身内在的需要以及想要达到的目标（Super，1970），或者满足了其内在的动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其动机是希望通过参与工作过程而获得满意的结果（Brown，2002），这就是基于员工角度的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特征。这种满意的结果可能包括，员工所感知到的个人权利与工作成长环境等主要人本绩效。Knudsen等（2011）基于丹麦工作场所的案例分析，论证了与高参与相伴随的是高质量的工作环境。同时，良好的工作环境与高自主性都有利于员工的成长。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本章的第一个假设：

H7-1：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对人本绩效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民主参与管理能够实现员工成长，主要是因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主权。台湾的韩志翔等（Han，et al.，2010）基于儒家的“仁义”思想，认为员工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员工的人性化需求，使员工在精神上产生对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感知，提升了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团队与认知一致感等良好的心理体验，这一过程也是借助于发言权机制来实现员工的心理所有权（psychological ownership）。因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自主性，自主性体现在员工对企业的心理所有权，而这种心理所有权需要发言权机制，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更为主动。同时，信息共享加强了员工对企业信息的掌握，也为发言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信息基础；员工还可以通过工会等来实现发言权，比如工会通过投票等实现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参与，促使管理者提升员工的工作环境，实现关怀管理，这种间接的参与也有利于提升员工对组织的话语权等控制能力。

另外，员工的发言权是员工工作环境与成长的有效途径或保障。如企业责任关怀下的工作保障等，能够实现员工的归属感与组织承诺，以实现员工目标、价值与成功。在中国文化的情境下，因为“诚信公司”的伦理责任促成了员工们对公司更大的忠诚和创造力，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实施基于社会责任的人力资源管理来实现组织认同，国内企业意识到发言权机制的多元性，一方面员工的建言行为有利于提高组织对自己的绩效评价，促成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发言权，满足了员工表达意见、发泄不满的自由与需求，这种保障员工发言权的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个体对价值的感知。Bendersky（2003）基于多元论的观点，认为劳资之间的民主参与等合作伙伴管理实践，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话语权与控制权，有利于实现员工的权利，因此员工将实现与组织共同成长。可见，发言权等在民主参与管理与员工成长间存在中介效应。除了直接参与外，间接参与的发言权中介效应更为明显，Annette（2011）认为，工会、工作委员会等员工集体发言权机制有利于实现员工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协议权与人权在内的员工权利的实现最终将有利于提升员工对组织价值的感知，这种关联在德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可以通过员工感知到的言论自由与权益保障程度来实现员工成长，是通过发言权来强化其“人际”或“人本”的管理理念，即发言权在民主参与管理与人本化间存在中介效应。由此，本章提出第二个假设：

H7-2：发言权在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与人本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本章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假设关系如图7-3所示。

[image: ]


图7-3 研究理论模型与假设

三 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与测量

1.民主参与管理

第五章的量表开发已经证明备用模型的量表有较好的信度（α=0.947），本章将采用备用模型，即四维度模型。

2.民主的内在价值

民主的内在价值包括自由、自治、平等、正义等，从民主参与的结构模型（图3-2）可知，民主的价值性体现在人本化与组织公平公正气氛等。其中人本化方面，李志等（2008）把人本管理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即满足员工物质、情感与发展需要。基于扎根分析与本章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员工具体可以从发言权、员工成长两个方面受益。

（1）发言权（Voice）

关于发言权，巴德（Budd，2004）认为它是在决策中提出有益见解的能力。但巴德把发言权的要素分为两个，一是工业民主，二是雇员决策。显然，其定义已经超出我们所要界定的范畴。基于这种视角的分析，相关理论研究认为发言权，不管是集体还是员工个体的发言权，对企业绩效将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人本管理，我们所要考察的发言权是，员工在企业政治、道德伦理、财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并得到相应的人性尊严。

发言权量表采用Daly & Geyer（1994）有下属发言权量表，他们在研究员工对公司使用的公平程序感知，以及在制定哪些影响员工决策时所编制的员工发言权分量表。该量表评估了员工在决策最终被指定之前表达他们观点和对决策人的关注程度如何。发言权测量包括描述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提供足够的决策制定自由等四道题目。该量表的信度，a系数为0.77。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发言权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程序公平与留职意图、分配公平和发言权正相关。Daly & Geyer研究时所采用的发言权题目是：（1）人们和我一样都参与到改革决策的制定中；（2）管理者在制定迁移决策之前没有给我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R：反向测量）；（3）组织在制定迁移决策之前没有倾听我的观点；（4）管理者在制定迁移决策之前询问了我对此的想法。吴小云（2010）把上述测量发言权的题目由管理层制定迁移决策扩展到一般决策，还将反向题目改为正向题目，调整后形成的量表是：（1）人们和我一样都参与到决策的制定中；（2）领导在制定决策之前给我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3）领导在制定决策之前倾听了我的想法；（4）我的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结果显示，发言权与过程公平及程序公平间相关性显著。

借鉴巴德关于发言权的要素维度分析，以及李志（2008）、吴小云（2010）的研究成果，共18个题项，a系数值在0.78～0.89之间，其中因子载荷在0.4以上的有15项。我们把发言权界定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a.我的经济利益在公司里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b.我在公司里有表达观点的机会，上级在制定决策之前倾听了我的想法；c.我的人格在公司里能够得到重视与尊重。

（2）员工成长

员工成长分析，主要是基于需求成长比较分析，梁镇（2009）认为，普通员工的成长主要是技能的提高，中外知识型员工的主要需求因素在次序上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主要集中在薪酬、个人发展、工作成就、工作自主四个方面的因素。翁清雄，席酉民（2011）更侧重于员工的职业成长，认为员工在企业的成长其实就是职业的成长，并通过质性研究，认为主要由四个维度构成，即职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发展、晋升速度和报酬增长，共15个题项。综合这两大研究，以及前文关于发言权的指标，本书把员工成长界定在能力发展与晋升、工作成就，工作自主四个题项。a.目前的工作使我获得了与工作相关的技能与素质，为我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b.目前的工作与我的职业理想目标相关，使我有能力与上级或权威进行对话；c.目前的工作是我较感兴趣的职业，为我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必要的空间；d.目前的工作比较自由，能自主地安排时间，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上述连续性变量均采用利克特六点制量表形式。为了检验量表的可靠性，借鉴第五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借助于SPSS软件对94份预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与因子分析，结果比较理想。表7-1显示该量表作为整体测量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表7-1 量表内容与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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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方法

利用SPSS软件，对前文的大规模调研（N=469）数据进行分析，把民主参与管理的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把人本化作为因变量，并分析发言权的中介效应，以检验假设模型。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1.相关性分析

借助AMOS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测量模型内变量间的区别效度，结果显示，六因素模型全模型即民主参与四因子、发言权与员工成长，χ2
 （353）=1041.602，p＜0.001，GFI=0.865，RMR=0.086，CFI=0.931，RMSEA=0.065，与五因素模型，即去掉信息共享后，χ2
 （192）=600.608，p＜0.001，GFI=0.861，RMR=0.087，CFI=0.945，RMSEA=0.067，在模型拟合上均被认可，比其他模型的拟合效果要好，因此，我们将采用有显著效度的六因素模型或五因素模型作为后续研究的基本模型。

表7-2披露了相关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所示，民主参与各维度与发言权、员工成长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相关（p＜0.01），这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可以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7-2 变量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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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拟合效应与假设检验

经过不断的实验调试，结果显示，信息共享与中介变量或结果变量间不存在直接的路径关系，而民主参与管理的其他三维度与结果变量均存在一定的关系，即五因素模型更为可靠。Amos软件统计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分析结果显示，χ2
 /df=2.963，介于2.0～5.0之间，GFI=0.900，CFI=0.949，均达到0.9的良好水平，RMSEA=0.064，小于0.08的可适配标准。因此，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列在图7-4。

从图7-4可知，企业的人文关怀对发言权没有直接的作用效应，但对员工成长有直接效应，即发言权在人文关怀与员工成长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决策参与与责任关怀与员工成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作用，必须通过发言权来实现，即发言权在责任关怀、决策参与与员工成长间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因此，H7-1、H7-2均得到部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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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全模型图

注：**代表p＜0.001。

五 结论

基于海峡两岸的家族企业，本章综合研究了民主参与管理的人本绩效及其实现机制。结果显示，家族企业实施信息共享，不能提升员工的人本绩效；而民主参与的其余三个维度都有助于提升人本绩效，决策参与、责任关怀通过发言权中介机制有助于员工的成长；人文关怀不需要中介机制，企业通过人文关怀可直接作用于员工的成长。

从价值性的角度看，对于关注于员工成长的企业来说，人文关怀管理可直接作用于员工的成长，这也是大量企业为了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竞争力实施的管理策略，另外，责任关怀与决策参与也可间接地促进员工成长，这种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实现了对企业的一定程度控制权所产生的，或者是因为员工感知到自身权利得到保护而产生的美好体验；对于员工或外部社会来说，促使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主要是落实企业的责任关怀、决策参与与人文关怀等实践。

总之，民主参与管理对员工来说，本身是一种价值性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员工还可以借助于话语权等，实现自身内在的动机，如可以实现工作环境改善，实现自我成长。因此，民主参与管理是一项有利于员工成长的好的管理制度。


第八章 工具性分析：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绩效

第六章的实证说明，因为管理效率是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最直接动因。那么，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具体效率如何呢？在分析民主参与管理的人本价值后，本章将进一步分析民主参与的管理价值，即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绩效功能。

一 工具性：民主参与的管理价值

企业的目标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所有的管理实践都应当服务于此，即保护资本收益最大化和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理论上，一直以来，参与管理被认为有利于组织绩效，特别是有利于提升效率与财务绩效。因此员工参与经常被认为是增进组织目标的工具，具体的目标包括员工合作行为、认可管理决策（Baptiste，2008；Heller，2003；Donaghey，et al.，2012）；获取员工信息（Donagheyet al.，2012）；增进职业安全与健康（Eaton & ocerino，2000；Gunningham，2008；Markey & Patmore，2011；Sorensen et al.，2009）；建立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认同（Taras & Kaufman，2006）；通过提升员工知识与技能实现效率的提高（Dundon & Gollan，2007）。结合上一章的分析，具体的民主参与管理的结果及其分类见表8-1。

表8-1 民主参与的员工与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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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实践方式及其理论研究方面，Richard等（1980）通过实例论证了员工参与比奖金计划更能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此后，更多的学者围绕合作计划、参与决策（Cotton，et al. 1988）、产品质量（Cooke，1992）、员工满意度（wagner，1994）等形式与因素论证了员工参与的积极作用，因为员工参与可以降低员工流失率、改善工作气氛、实现员工的组织承诺，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关系（Guthrie，2001；Batt，2002）。这些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论证。如高绩效工作系统、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等。

从长远角度看，组织的获益更重要的是来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Arthur与Aiman-Smith（2001）在借助1930年代的斯坎伦计划的分析范式基础上，分析了“利润分享”这一独特的参与项目的组织成效。当然，他们的分析是序贯性的分析，通过考察对一个大型制造工厂的员工建议在一个纵向时间段内对组织学习影响，结果发现：基于“一级学习”（那些常规化、渐进性和以现状为导向的学习）所提出的建议开始的时候比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减少；而那些与“二级学习”（以开发新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为导向的学习）相吻合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日渐盛行。总之，员工参与对组织学习特别是“二级学习”等组织变革的影响是越来越显著的。

实施民主参与的企业一般具有战略性。企业成功实践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战略思维的企业，才具有这种能力？这种战略可能是基于外部压力，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或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要求。当然，也有可能是组织的战略绩效，如由于企业实践后的组织绩效提升的缘故。理论上，在Glew（1995）、Parnell（1992）等所总结的相关因素中，组织绩效是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首要因素。那么，中国情境下，民主参与管理是否可以提供企业的绩效呢？企业成功实践民主参与，还需要相应的执行环境，需要企业管理层与员工的全面配合。员工为什么要参与民主参与呢？组织绩效引导、上级指令、个人发展还是其他因素？进一步地，组织绩效是否有利于组织发展？具体作用路径与机制是什么？本书借助于实证的数据，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民主参与管理与组织绩效的直接关系？（2）民主参与管理与民主价值间的中介机制如何？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有利于揭示民主参与管理对组织绩效与劳资和谐目标的作用路径与机理，进一步厘清工具性与价值性，提升企业的实践动力，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 理论模型与假设

从组织的角度上，民主参与之所以能够实现高绩效，主要在于通过员工参与能够使员工与管理层之间达成一种共同目标，使员工更易于接受公司的管理决策。因为，共同目标同时意味着增进沟通交流、减少冲突、更多合作（Gollan，2006；Markey & Patmore，2009；Taksa，2009）。塔拉斯与卡夫曼（2006）认为，共同目标能够在工作场所创造一个能够促进公司成功的员工联盟（Taras &Kaufman，2006）。相关理论研究说明，通过参与管理实现共同目标与创建员工合作团队将有利于加强公司面对变迁时的员工追随与支持，获取决策过程中的更多合法性基础，保证更强的组织承诺（Baptiste，2008；Butler，2005；Gollan，2006；Taksa，2009；Taras & Kaufman，2006）。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员工参与还可以减少员工对工会的需要，实现“工会规避”（union avoidance，Taras & Kaufman，2006）。实证上，对于组织来说，员工民主参与有利于提升组织目标，如高绩效工作系统或高参与工作系统，主要涉及组织目标与如何有效利用人力资源（Black & Lynch，2001；Theriou & Chatzoglou，2014）。相关研究显示，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于提升工作满意度或员工对工作的控制方面有一定的作用（Macky & Boxall，2008）。

在国内，胡建国（2006）等发现，建立工会对于提高工人的劳动报酬具有一定的影响。工会工人的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教育水平上都要大于非工会工人。工龄对工会工人的年终工资影响是显著的，而对非工会工人的年终工资影响不显著。在建立工会与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中，职位差别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中国员工参与的效果，冯同庆（2005）的课题组研究成果认为，以工会与职代会为主的员工参与地位与作用不可或缺，在企业中取得一些实效。但这些作用的实现，有职工群众的原因，也有国有企业的传统（父爱主义），还有外企的作用。未来中国企业员工参与的希望在于职工群众民主训练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类似于佩特曼（1970）的民主的“教育”功能。他们还提到了员工与企业、政府的互动作用，其实就是公司的治理问题。

实证上，国内学者经常运用高参与工作系统（High Involvement WorkSystem）来表达员工参与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张一弛（2004）首先提出高参与工作系统在东方适用性问题。程德俊等（2006）论证了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中国情境下的中介作用，即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人力资源专用性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随后，程德俊及其团队围绕高参与工作系统的作用机制进行跟踪研究，包括社会网络在企业变革中的作用（2006）、员工的信任（2010），以及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等（2011）。谢玉华等（2009，2010）也用实证分析湖南企业员工参与和员工忠诚度的关系。这些研究大都是针对制造业的非公经济进行调查，论证了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情感信任对组织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陈万思（2013）认为，参与式管理促进员工组织公平感提升，并有助于形成企业和谐劳资关系氛围，这一关系又受到代际关系的调节。从广义的员工参与来说，国内的实证研究还应该包括与高参与工作系统相关的高绩效工作系统、高承诺工作系统、最佳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和弹性工作系统等范式。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大多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范秀成、英格玛，2003；刘善仕、周巧笑，2005；常耀方，2007；王晓玲，2009；饶敏，2009；孙健敏、张明睿，2009；张徽燕等，2012）。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本章的第一个假设：

H8-1：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对组织绩效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民主参与管理能够提升组织绩效，主要是由于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气氛，Harter等（2002）研究了HRM、员工参与以及事业部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员工参与度与顾客满意度、生产率、收益率、员工离职率、事故率等绩效指标显著相关，而人力资源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变组织的各项管理职能，提高员工参与度与组织绩效。Fulmer等（2003）的研究表明，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利于组织形成良好的员工关系氛围，有助于改善员工的工作动机，提高生产率，降低离职率，最终提高财务绩效。

另外，员工感知的组织公平气氛与工作压力等也能提升组织绩效。近年来医疗行业的实证研究，说明了员工压力与医疗质量间存在一些相关性（Givan et al.，2013；Palmer & Eveline，2012）。相关研究也论述了，为了衡量组织的结果，从收益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组织是有道理的，但也需要从社会的角度，以收益与成本来衡量员工参与的积极作用（Fairris，2002）。国内的相关研究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是通过如社会交换或程序公平等的中介或调节来实现的。苗仁涛等（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下属的程序公平感调节了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下属组织支持感和领导成员交换的影响；进一步，程序公平调节了领导成员交换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公平的组织气氛具有工具性的功能。而基于民主参与的价值性角度，我们认为公平的组织气氛也是参与实践的结果变量之一，因为公平公正属于平等自由的范畴，具有民主的内在价值性。由此，本书提出第二个假设：

H8-2：分配公平在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与组织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假设关系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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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研究理论模型与假设

三 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与测量

1.民主参与管理

第五章的量表开发已经证明备用模型的量表有较好的信度（α=0.947），本章将采用备用模型，即四维度模型。

2.民主的管理价值

（1）组织绩效

组织绩效以员工绩效来表示，具体用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来衡量。情感承诺采用Allen & Meyer（1997）的6个项目量表（α=0.92），这个量表都被Wu等（2006）基于中国情境验证过。离职倾向采用Wu等（2006）中国版本的 Bluedorn’s（1982）量表，包括3个题项（α=0.87）。

（2）组织公平

组织公平是从个体认知衡量的公平与公正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的公平。因此，本书的公平维度的测量，借鉴谢玉华团队2010年开发的与员工参与相关的公平维度的问卷，其公平也主要体现在薪酬公平方面，包括五个题项。即：a.我感觉我的薪水在企业内部里是相当公平的；b.与其他公司里相类似的工作相比，我认为我所得的薪水是公平的；c.在公司，管理者一般能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下达指令；d.在公司，我认为我的报酬水平能够反映我的责任与付出；e.我认为近两年我工资和（或）奖金的增加幅度能够真实反映我的绩效表。

上述连续性变量均采用利克特六点制量表形式。为了检验量表的可靠性，借鉴第五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借助于SPSS软件对94份预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与因子分析，结果比较理想。表8-2显示该量表作为整体测量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表8-2 量表内容与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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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方法

利用前文的大规模调研（N=469），利用SPSS软件，把民主参与管理的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把组织绩效作为因变量，并分析分配公平的中介效应，以检验假设模型。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1.相关性分析

借助AMOS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测量模型内变量间的区别效度，结果显示，七因素模型全模型即民主参与四因子、分配公平、离职倾向与情感承诺，χ2
 （564）=1583.458，p＜0.001，GFI=0.835，RMR=0.083，CFI=0.922，RMSEA=0.062，比其他模型，如五因素模型，即把民主参与组合成两个变量，χ2
 （186）=600.608，p＜0.001，GFI=0.801，RMR=0.097，CFI=0.845，RMSEA=0.074，的拟合效果要好，因此，我们将采用有显著效度的七因素模型作为后续研究的基本模型。

表8-3披露了相关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所示，民主参与各维度与发言权、员工成长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相关（p＜0.01），这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可以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8-3 变量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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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拟合效应与假设检验

经过不断的实验调试，结果显示，除了人文关怀与情感承诺存在直接效应外，其他自变量与结果变量间均不存在直接效应，需要通过分配公平来中介。Amos软件统计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分析结果显示，χ2
 /df=2.294，介于2.0～5.0之间，GFI=0.870，CFI=0.945，均达到0.85的可接受水平，RMR=0.079，小于0.08的可适配标准。因此，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列在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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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全模型图

注：**代表p＜0.01，*代表p＜0.05

从图8-2可知，除了信息共享外，民主参与管理的三大维度对结果变量间均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说明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可以提升企业的绩效。信息共享对企业的结果变量存在弱负向作用（β=-0.174，P=0.016），因此，H8-1得到部分的支持。上述的作用关系，需要通过分配公平来中介，除了人文关怀对情感承诺有直接的作用关系外，其余三个变量与离职倾向或情感承诺的关系均需要通过分配公平来中介，即完全中介作用。因此，H8-2均得到支持。

五 结论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族企业实施信息共享，将对员工的情感承诺与低离职倾向产生负面的作用；而民主参与的其余三个维度，即决策参与、责任关怀与人文关怀都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其中，人文关怀对情感承诺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分配公平在民主参与管理四维度与组织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民主参与管理的正向三个维度对组织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这与我们的理论模型与假设一致。然而，信息共享与组织绩效间存在负向的作用，这与我们的假设相反。其中可能是原因是，在家族企业内部，本书的组织绩效（离职倾向、情感承诺）是基于员工感知的员工绩效。当企业把组织信息让员工共享时，员工可能会不断地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揣测和验证，以此来判断企业的策略或管理者行为是否真实可信。因此，企业希望通过信息共享，提升管理效率，把信息共享等参与管理当作一种沟通的工具，而员工期望通过信息管理，全面了解企业的真实现状与运作流程等信息，希望它是一种信任制度（Kandathil，2007）。在家族企业内部，非家族成员对信息共享的感知程度往往较弱，他们感知到的信息共享程度较低，但是，他们对企业总体评价如公平性等，往往不会那么低，其绩效也会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负向相关因此产生。

总之，对于企业来说，为了提升员工的绩效，企业可以实施决策参与与关怀管理，以此提升组织的公平感知，实现对员工的高情感承诺与低离职倾向。值得一提的是，组织公平既具有工具性功能，也具有价值性特征。从分配公平的中介效应可知，民主参与管理在组织方面的价值性与工具性存在促进作用，即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能够实现工具性，提升企业的管理价值。


第九章 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上两章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既能提升人本绩效等民主的内在价值，也能提升组织绩效等管理价值。然而，实证分析结果也显示，同样的民主参与管理维度，可能对人本绩效与组织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决策参与对两大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关注视角的差异将导致民主参与管理实践的内在价值与管理价值之间不统一。企业的参与管理行为偏向于基于经济交易的工具性管理模式，而员工更需要基于社会交换的人本发展等内在价值。双方应当如何有效兼顾，统一于什么目标？这成为理论与实践争议的焦点，本章将就此进行深入分析。

一 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

前文的理论综述与实证分析表明，关于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价值论，即基于员工视角的人本管理理念，认为民主参与短期有利于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与组织绩效，长期由于发言权的实现将促进员工的成长；二是基于组织视角的工具论，把员工的民主建言过程当作公司治理策略，最终为了企业的变革与发展。相关研究论证员工参与组织绩效间的相关性（Caseyl，1997；Thomas，2004；Keith，2005；Abdulkadir，2012）；三是双向因果关系论，基于社会交换的双向视角以及研究的动态性，学者（徐斯勤，2011）认为政治民主的内在价值与治理绩效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实证上，相关研究虽然以员工为视角的研究，但在强调人本与价值的同时，实证研究也论证了企业工作场所民主化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效率的促进作用（Mackey et al.，2007；Jeffrey，2012）。双向因果关系实质上是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长期动态融合过程，是基于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关系表现。

理论上，员工—组织关系理论（Employment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认为员工与组织之间的交换包括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两种形式，但两大交换是互斥还是统一，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争议。现实中，企业支付工资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劳动的量，而是劳动的质，即员工的努力程度；员工在付出努力后，要求得到的也不仅仅是薪酬，他们更在意的是个人成就及评价与工作氛围等。员工—组织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突破员工视角的心理契约与组织视角的诱因—贡献模型，朝双向视角的方向发展（Tkleab，2003）。这对于解决EOR理论的核心难题，即劳资交易表面上的公平交易与实质上的心理预期双向不匹配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双向视角的结论如果能够成立，将能大幅度提升企业管理与员工期望的匹配度。近年来HR研究主要表现在论证管理实践的组织绩效目标，但其本质是强调人本目标的，因为HR理论基础是以“人”为第一资源；同时，劳动关系管理也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管理策略研究。因此，两大思路研究有了融合的趋势，即主张价值性与工具性共存（Kaufman，2001）。但这只能说明理论的综合研究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具体的理论模型构建尚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基于具体情境的哪些管理实践能够同时实现其价值性与工具性，还需要经验的数据来验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向视角的研究结论一般需要基于序贯数据支持，需要从动态角度观测员工成长与组织绩效变化。如何从静态角度分析员工—组织关系的共同目标成为理论界一直关注的话题。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关理论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比较易于被企业接受，SV正成为替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新研究热点范式。

波特等（2011）论证了SV的定义，并分析了如何在价值链上创造SV。Szmigin（2013）区分了经济与社会系统的目标差异与SV的实现障碍，他借助于斯密的“公正旁观者”与“同情”机制，试图论证企业与社会之间SV的形成机理。然而，在市场导向下，“同情”机制等道德劝说显得苍白，单方面的“示好”不利于共享价值观的形成。基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共享价值观形成的有效途径，在施恩（1992）组织文化的三层次论基础上，Hatch（1993，2002）认为，价值观等组织文化需要经过前瞻性象征化（prospective symbolization）与回溯性象征化（retrospective symbolization）两个过程。实践上，以参与管理与团队建设等有利于组织认同的实现方式为企业所追捧，其中，团队建设具有SV的结果属性，参与管理侧重于前因变量，因此成为企业实现共享价值观的有效路径。从企业文化象征化的两个作用过程看，从民主参与到组织认同与共享价值观的作用机理中，SV似乎存在的整合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功能。同时，理论研究的分歧也需要SV这种基于终极目标构念的统一。然而，其中的具体机制如何，已有研究缺乏深入实证的探讨。

首先，本章试图从传统企业绩效理论的观点，论证工具性与价值性能否统一于组织短期目标。因为上一章的分析证实了民主参与在组织内部存在民主价值（公平）对管理价值（员工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民主参与的其他内在价值（如发言权、成长）对组织绩效的作用。通过这种综合分析，试图进一步揭示民主参与管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之争，即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主要通过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对比分析，比较分析民主参与管理实践与员工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具体理论模型见图9-1）。这是对第七、八章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延续。

其次，本章主要内容在于跳出传统企业绩效理论，以SV为因变量，进一步分析SV目标内涵的统一效果。在比较分析价值性与工具性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中华情境下民主参与管理与SV的关系是工具性中介还是价值性中介，即民主参与实践是组织发展的策略，员工因此感知到组织的远大前景而产生连续承诺，并以组织价值观替代个体价值观；还是因为员工在民主参与过程中，被激发了主人翁意识而产生与组织一致的价值观。同时，还将分析从民主参与管理到SV的作用路径中，家族关系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如何。通过对比分析，将揭示民主参与管理对人本目标、员工绩效目标，SV目标的作用路径与机理，对于指导或引导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提升组织绩效，实现人本目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也为家族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提供一些经验数据，为家族企业如何实现人性化管理提供深入的思考与借鉴。

二 统一于组织绩效目标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模型与假设

工具性理论模型在上一章已经提出并得到较好的数据支持。结合价值性，理论模型可能会出现新的复杂关系。从员工的角度看，员工感知获得发言权与成长，就会表现出积极的组织行为。因此，组织的员工绩效是人本化管理的目标。理论上，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应当在雇主效率、员工公平和发言权之间寻求平衡，为了追求效率，企业除了通过赋予员工的公平感知外，还可以通过赋予员工发言权来实现。

赋予发言权不仅有利于员工成长，也有利于提升组织绩效。人本化管理是以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根本，而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除了受到员工个体特征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作设计与上下级关系，包括工作自主性、领导模式、同事互信合作关系等，这些因素又可以通过民主参与管理来实现。具体地，首先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自主性，因为决策参与提升了员工的心理所有权，使员工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Masterson，2003），这种心理所有权是由于员工借助于决策中的发言权机制，来实现员工加大对企业的投入，并强化员工利他的意愿（梁建，2009）。其次，信息共享加强了员工对企业信息的掌握，为发言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信息基础，而且信息共享还有助于提升员工对管理方的信任，如果员工感知到管理方透露信息的准确性，他将因此信任管理方，并表现出积极的组织行为。最后，除了直接参与外，间接参与的发言权中介效应更为明显，Annette（2011）强调员工集体发言权等机制的作用，如德国（Hübler，2003），而在亚洲，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一份基于亚太四国（日本、韩国、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亚太企业实施代表制主要是基于外部甚至是国外的跨国公司或组织压力，这与欧洲企业自发管理行为差异显著（Raymond，2006）。可见，亚太地区企业自发实施职工代表制以及承担员工的社会责任的动力不足。在国内，企业意识到发言权机制的多元性，也强调责任意识，通过保障员工发言权的管理制度来提高个体绩效。韩志翔等（Han，et al.，2010）的员工的心理所有权机制，使在中华文化下家族企业的管理方意识到，虽然有必要偏向于实施一些“法外”的基于人性的管理方式，但也会善于利用心理所有权等发言权机制，化解外部的雇佣压力，以实现组织高绩效。我们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会提升员工的言论自由与权益保障感知，通过发言权来提升员工承诺与组织绩效，即实践人性化的发言权机制在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与员工绩效间存在中介效应。除了第八章的两大假设（H8-1，H8-2）外，本章单独提出如下假设关系：

H9-1：发言权在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与员工绩效间存在中介作用。

第6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海峡两岸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动因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两岸家族企业在民主参与管理过程中的组织绩效是否也存在差异呢？通过两岸的数据，以地理因素作为调节变量（1=内地，0=港澳台），检验地理因素对两岸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及其组织绩效的差异性。

H9-2：地理因素在民主参与管理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结合第八章的理论模型，本章从综合的角度，提出综合性的模型，本章的理论模型与假设关系如图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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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研究理论模型与假设

（二）研究方法

数据量表参照上两章的结果。借助于Spss17.0软件与Amo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信度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然后，通过直接效应分析，再次检验假设H8-1；为了实现实证研究的互证，采用不同于第八章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而依据Baron & Kenny（1986）的三步骤分析思路，检验变量间的中介作用；再通过分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比海峡两岸的效应差异。

1.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17.0软件对员工感知的量表五个构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八因子模型（民主参与四维度、发言权、分配公平、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拟合度最好（χ
 2
 =493.5，df=113，χ
 2
 /df=4.365，CFI=0.936，GFI=0.881，，RMSEA=0.075）。而六因子模型（将民主二维度与参与二维度各合并为一个因子）的拟合指数较差（χ
 2
 =644.4，df=116，χ
 2
 /df=5.552，CFI=0.924，GFI=0.824，RMSEA=0.088），五因子模型（将民主参与四维度合并为一个因子），软件无法运作，可见其拟合度较差。表明八个因子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因此采用八因子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2.相关性分析

由表9-1可知，七个变量与离职倾向的相关系数大多数为负（除信息共享与离职倾向不相关外），其余相关变量间均为正相关（p＜0.01），这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可以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9-1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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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验证与结果

1.假设检验

Amos软件统计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列在表9-2。首先从M1可知，除了信息共享外，民主参与的其他三大维度对员工绩效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企业的决策参与与人文关怀管理行为，对员工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责任关怀对员工的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与第八章结果类似，再次支持了假设H8-1。

其次，中介作用的检验则根据Baron的三个步骤的检验法进行：表9-1、表9-2显示，①自变量（民主管理的四大维度）对中介变量（发言权和组织公正）之间显著相关，且有一定的预测作用（M2）；②除了信息共享外，自变量与因变量（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之间相关性显著，且有一定的预测作用（M1）；③因变量对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发言权（中介变量）对情感承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分配公平对情感承诺有促进作用，对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且当中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M3比M1的拟合效果更好，其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降低，从而证明了假设H9-1，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8-2。

表9-2 结构方程模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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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模型中（M3），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仍然存在。首先，发言权的中介机制中，决策参与（β=0.457，t=5.094）与责任关怀（β=0.702，t=5.203）对发言权的作用仍然存在，比直接作用模型（M2：β=0.468，t=3.594；β=0.661，t=2.464）有所增强。其次，在分配公平的机制中，信息共享由原来的不显著（β=0.084，t=1.448）变成负作用（β=-0.347，t=-3.674），责任关怀（β=0.833，t=8.343）对分配公平的作用也仍然显著存在，且有所加强。最后，人文关怀对员工绩效有直接效应，但不通过发言权或分配公平实现；信息共享既没有直接效应，也没有中介效应。可见，在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中，决策参与主要通过发言权机制来实现，而责任关怀可通过发言权与分配公平两大中介机制来实现员工绩效，二者均为完全中介效应。具体的中介机制如图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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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中介效应模型图

2.地域的调节效应：分组结构方程分析

为了分析海峡两岸管理情境对管理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有必要把地域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当调节变量是类别变量时，可做分组结构方程分析其中的调节效应（温忠麟等，2005）。由此得到限制模型（所有回归权重限制相等）5个与非限制模型（参数自由估计模型）1个，除了测量模型的残差外，其余的测量模型系数、结构模型系数、结构模型的协方差、结构模型的残差与非限制模型均无差异，模型的χ
 2
 、χ
 2
 /df、显著性以及拟合结果列在表9-3。

表9-3 分组结构方程模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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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3可知，限制与非限制模型都拟合得较好，并且主要模型的χ
 2
 检验显著，χ
 2
 /df相等，相关的拟合指数也相等，说明地域因素对于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即海峡两岸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及其作用机制没有显著差异，实证数据没有支持H9-2。

（四）结论

从工具性的角度看，与第八章结论相似，家族企业的信息共享策略，无法有效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民主参与的其余三个维度都有助于提升员工绩效。从中介效应可知，决策参与通过发言权中介机制来提升员工的情感承诺，责任关怀既可通过发言权又可通过分配公平的机制来实现员工绩效，中介机制均为完全中介模型；人文关怀不需要中介机制，企业通过人文关怀可直接作用于员工的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直接提升了员工绩效。上述直接作用或中介效应不受地域的调节，即三大管理行为及其效率在海峡两岸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在中华文化情境下具有普遍性。

民主参与四个维度对员工绩效的作用有负效应（弱）、直接正效应和间接正效应三种。可见西方文献中的不一致结论在中国也存在。这说明单纯地从某个视角而不是全面地考察将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综合性的研究对于厘清理论争议有其独到之处。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策略，不同情境下员工反应必然会存在差异。在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即便企业基于工具性而实施了决策参与，却也能通过人本的价值性来实现其员工绩效；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浪潮所实施的责任关怀，却偏向于通过工具性（公平交换的中介效应大于发言权的）这一中介机制来实现组织绩效。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关怀管理可直接或间接地提升员工绩效；对于员工来说，参与企业管理可通过发言权实现言论的自由表达与人权保障等，因此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存在交互的作用关系，从传统短期的组织绩效来看，民主参与管理是兼具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双重统一整体。

三 以共享价值为目标的统一分析

民主参与管理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劳动关系学专家巴德（2004）认为，劳动关系管理的目标是公平、效率与发言权三者的有效统一与均衡。其实，公平、效率与发言权不仅仅是平衡关系，还应当是统一的整体，即找到员工发展与组织发展的交汇点，通过满足人本发展的内在价值需求，在创造出人本价值的同时实现组织绩效。那么，什么是员工—组织间的SV？共享价值观原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波特等（2011）认为SV是企业通过创造社会价值来实现经济价值的一种自利行为，借此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与竞争优势。其中，社会价值包括员工、股东与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波特等认为，SV的实现需要新价值链配置，这需要科技、节约能源和支持性的员工。近年来，SV被运用到包括国家核心竞争力、企业社会网络、企业知识管理、产业链等的分析。在工作场所，共享价值观指的是“公司的唯一纽带”或“我们所有的象征与内涵”。梁光霞（2007）对SV的定义是：价值共享是指核心员工与企业之间共同生存，共同创造，共同享受由此带来的价值增值，并共同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

（一）理论综述与模型假设

对于共享价值观的作用，理论上有两种界定，一是信奉“强文化假说”，认为SV有利于提升组织绩效，特别重视SV在公司并购或跨文化管理中的作用；另一种即符号象征说，把共同价值观当作管理的组织符号或象征。对此，McDonald等（1991）区分了价值、目标和愿景的关系，认为共同价值是愿景的无形表现，而目标是有形表现形式。基于符号象征说，我们认为工作场所的SV是：组织文化中被象征化的组织价值观体系，这些价值观体系产生于工作过程中员工的超越性体验，促进其与组织的紧密联系并产生与组织一致性的亲密感觉。

1.民主参与管理对SV的作用机制

共享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Hatch（2002）认为组织文化的前瞻性象征化即企业首先要对组织内的“物质”（外显或人工制品）进行管理、抽象出能代表组织的物质的象征意义与价值观；回溯性象征化是企业引导员工对外显的解读，使员工逐步知觉到的组织身份特征对自己的意义，并将自己纳入特定的“类别”中，以获取自身的价值所在的过程。可见，共享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信息共享等民主参与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作用显著，并通过激励与组织认同来实现。Shen等（2014）论证了组织认同在人力资源社会责任管理对员工角色外行为的中介效应。但对于民主参与对员工行为以及共享价值观形成的研究，则存在争议，因为参与策略及其作用机制较为混乱。除非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理念，管理层与员工产生共识，才有可能平衡经济与社会、民主与效益、个体与组织利益，并厘清其中的混杂关系。因此，基于员工或组织的不同研究视角，从民主参与到共享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存在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双重路径。

从员工视角看，员工所感知到的个人权利与工作成长环境是民主参与的主要人本绩效。Knudsen等（2011）基于丹麦工作场所的案例分析，论证了与高参与相伴随的是高质量的工作环境。同时，信息共享加强了员工对企业信息的掌握，为发言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信息基础；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自主性，因为决策参与提升了员工的心理所有权（psychological ownership），这种心理所有权是由于员工借助于决策中的发言权机制，使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更为主动，因此良好的工作环境与高自主性都有利于员工的成长。

同时，员工个体的参与绩效有利于SV的产生。一些参与方式为员工的利益提供了新的保护通道，因此提升了他们的组织承诺与奉献精神（Knudsen，2011）。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心理所有权等紧密了员工与企业的联系，促进员工加大对企业的投入，并强化员工利他的意愿。如信息共享等通道有助于提升员工对管理方的信任，如果员工感知到管理方透露信息的准确性，他将因此信任管理方，产生出高层所需要的意识与行为，表现出与组织一致的行为。组织内顺畅的信息流加速了员工向组织靠拢的进程，使之快速融入组织，形成共享价值观。因此，人本绩效在民主参与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除了直接参与外，间接参与的发言权中介效应更为明显，Annette（2011）认为保障员工权利有利于提升员工组织价值感知。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境下，企业伦理责任有利于员工们的忠诚和创造力，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实施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管理来实现组织认同，并促使员工完成任务绩效与角色外行为。企业意识到发言权机制的多元性，如建言行为有利于促成企业与员工认同一致性并提高个体对组织价值的感知，实现回溯性象征化。决策参与过程中的发言权等机制有利于提升员工的人性化需求，并产生美好的心理体验。总之，在中华文化情境下的家族企业，虽然偏向于实施一些“法外”的基于人性的管理方式，但也会善于利用心理所有权等机制，化解外部的雇佣压力，以实现共享价值观。我们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能够借助于员工感知到的言论自由与权益保障程度来实现，通过发言权来强化其“人际”或“人情”的管理理念，即实践人本化的管理机制在民主参与管理与共享价值观间存在的中介效应。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H9-3：人本绩效在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作用。

从工具性的角度看，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与价值观管理都是为了组织绩效（Porter，2011）。民主参与管理的主要组织绩效是因为提升了员工的商业敏锐性与承诺，实现最优决策，从而有利于信任以及稳定的员工—组织关系。信息共享有利于提升组织承诺，因为信息流向过程中，过多的中间管理层是信息共享的障碍，信息共享与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一线员工与基层管理者对工作的认可。员工之所以产生不一致的价值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工作环境与工作任务的理解是不同于公司高层，参与所产生的组织承诺等有利于管理沟通与信任，实现价值一致性。实证上，吴承丰（2010）探讨了海峡两岸企业伦理气氛，如关怀等对不同行业员工与组织绩效的影响。参与性的组织气氛能提升组织绩效，因为员工感知到的参与气氛对组织绩效如财务绩效、降低辞职率、提升员工士气等有积极作用。在我国，企业贴心的关怀管理，往往是改变员工行为的前提假设（谢玉华，2010）。责任关怀中的雇佣保障将有效提升员工的积极行为，雇佣保障因此具有锁定功能，而相对于那些认为企业已公平对待自己的有雇佣保障的员工来说，员工—组织关系的锁定更紧密，员工—组织关系更密切，员工绩效更高。理论与实践表明，国外研究认为企业的民主参与有利于产生基于情感承诺的互信与稳定关系等，而国内企业的民主参与更易于实现组织的连续承诺与工作保有的互信。

另外，稳定的雇佣关系与高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员工与组织一致性目标的产生，并最终实现高阶段价值，即SV。那些成功实施民主参与并凝练出价值体系的企业容易为员工所感知，并加速其有效的回溯性象征化进程。共享价值观与组织绩效有互为前提的循环促进关系，但从象征化过程看，只有那些高组织绩效特别是组织气氛良好获得员工认可的企业，才能实现象征化。同时，低离职倾向与长期的雇佣关系是回溯性象征化的必要前提。共享价值观必然以稳定雇佣关系、有效的组织结构等HR体系为前提。由此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情境下，组织绩效特别是低离职倾向与连续承诺等稳定雇佣关系是共享价值观的前提，也是从民主参与管理到共享价值观的中介变量。由此，本书提出如此假设：

H9-4：以低离职倾向为代表的组织绩效在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作用。

2.家族关系的调节效应

自企业建立以来，家族企业就在家族生活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即使成员没有参加企业的经营活动，由于成员一直伴随企业成长，听企业内的相关故事，不时碰到与企业相关的信息，企业成为他们成长、身份与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由于信息来源不一致，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价值观与“基本假设”差异较大。家族成员更关注并投入于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从企业中获得收益。家族成员更容易参与卷入组织中，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Gomez-Mejia团队（2011）认为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决策差异显著，因为家族成员会把保全和创造社会情感财富视为所有家族成员的首要目标，并消除或掩盖家族成员之间在公司治理、战略、风险与流程等次要目标的冲突。因此不管有没有民主参与，家族成员把组织绩效都当成首要目标。特别是中国文化情境下，家族成员不用考虑与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他们更重视的是发言权与成长期望，这是他们积极参与企业运营的身份象征与目标价值。相反，非家族成员难以介入组织的运作，发言权与成长目标等往往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H9-5：家族关系在民主参与管理与人本绩效存在调节效应。家族成员更易于实践民主参与，发言权更易于得到保障，个人成长环境更优。

家族关系与SV的关系如何？在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或者家族及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价值关系上，Haugh等（2003）通过对苏格兰四家家族企业的田野调查发现，三家企业的家族文化对企业核心团队与外围成员之间的作用是不同的，核心团队包括家族成员、部分管理人员以及一些与家族成员有朋友关系的员工，判断是否核心团队的标准在于员工是否具备与家族文化相融合的共享价值观，包括归属感、诚实、忠诚、信任与尊重五个方面。由于家族成员更容易参与卷入组织中，因此家族成员更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他们对企业的身份认同感比非家族成员强，这种认同感是SV形成的基石。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每天接触的同事、客户、竞争对手以及他们的工作场所之外的环境与非家族成员差异较大，因此会形成与非家族成员不一样的组织价值观。而在核心团队与外围成员之间，特别是在那些短期性员工内部，容易自发产生一些亚文化与价值观，威胁着家族文化所能包容的价值观。这种情境下，应当通过企业整体价值而不是个体价值来提升员工对组织的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的情境下，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更为显著，人性化管理与价值观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本书提出第六个假设：

H9-6：家族关系在人本绩效与共享价值观间存在调节效应。家族成员更易于实践民主参与，体验发言权等人本绩效，更快形成共享价值观。

至此，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假设关系已经形成，具体如图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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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研究理论模型与假设

（二）变量与方法

1.SV的测量

李永锋等（2007）论证了企业声誉和共享价值观对合作创新企业间信任的影响比较显著，并认为共享价值观包括道德规范的相似性、企业文化的包容性和合作目标认识的一致性等四方面。参照李志等（2008）的人本理论、凌文辁等（2006）的组织支持感，本书对李永锋（2007）的共享价值观进行适度修改，也包括四个题项，即：包容员工所犯错误，包容性的企业文化；让员工担当最适合的工作、为员工的成就而骄傲；看重员工的工作价值和目标；员工认同，不轻易惩罚或解雇员工。预调研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有较高的信度（a=0.802）。

2.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于Spss17.0软件与Amo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以及数据与模型间的适配情况；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检验变量间的直接效应与中介作用；再通过分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比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效应差异。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1.效度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由于理论模型包含有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模型较为复杂，为了提升模型的共同度，降低随机误差，借鉴Little（2002）等的平衡法，把相关单维的题项进行打包。其中，民主参与中的参与管理打包成两个，组织共享打包成SVP1
 与SVP2
 ，关怀、发言权与员工成长均简化为一个观测变量。然后再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测量模型内变量间的区别效度，结果显示，二阶组合的四因素模型，即民主参与、离职倾向、人本绩效与SV，χ2
 （29）=72.108，p＜0.001，GFI=0.970，RMR=0.086，CFI=0.988，RMSEA=0.056，比其他模型的拟合效果要好，如未打包组合的一阶8因素模型χ2
 （783）=2599.167，p＜0.001，GFI=0.852，RMR=0.089，CFI=0.881，RMSEA=0.07。因此，我们将采用有显著效度的四因素模型作为后续研究的基本模型。

表9-4披露了相关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所示，民主参与、离职倾向、人本绩效与SV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相关（p＜0.01），这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可以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9-4 变量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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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效应检验

Amos软件统计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分析结果显示，χ2
 /df=3.652，介于2.0～5.0之间，GFI=0.955，CFI=0.978，均达到0.9的可接受水平，RMSEA=0.075，小于0.08的可适配标准。因此，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列在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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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结构方程模型图

注：*代表 p＜0.05；没有标注的数据，其显著性均为p＜0.01。

从图中可知，民主参与与SV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民主参与管理对SV之间的0.795（p ＜0.01）总效应均为间接效应，间接效应可分解为人本绩效（β=0.940，p＜0.01），以及组织绩效（β=0.082，p＜0.05）。

中介效应模型显示，人本绩效是主要中介效应，因此假设H9-3得到支持；另外，离职倾向在民主参与管理与共享价值观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但中介作用比人本绩效低，因此假设H9-4也得到数据的支持。

3.调节效应检验：分组结构方程分析

为了分析家族关系对人本绩效中介模型（独立模型）的调节作用，我们把家族关系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当调节变量是类别变量时，可做分组结构方程分析其中的调节效应。由此得到限制模型（所有回归权重限制相等）五个与非限制模型（参数自由估计模型）一个，五个限制模型（即测量模型的残差、测量模型系数、结构模型系数、结构模型的协方差、结构模型的残差）与非限制模型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以测量模型的残差模型作为对照，把二模型的χ
 2
 、χ
 2
 /df、显著性以及拟合结果列在表9-5。

表9-5 分组结构方程模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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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5可知，限制与非限制模型拟合效果都可以接受，模型的χ
 2
 检验显著，但二模型的χ
 2
 /df与相关的拟合指数不相等，限制模型拟合得更好，说明把员工进行分组拟合效果更好。这证明了家族关系在人本绩效中介于企业民主参与管理与SV关系时有调节效应。即家族成员的民主参与程度更高，员工感知的人本绩效更高，更容易形成共享价值观。假设H9-4、H9-5得到支持。

在SV成为企业外部价值链管理系统的背景下，本章借助于SV理念，延伸了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与工具性探讨。实证分析较好地支持了理论模型，在家族企业内部共享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员工产生回溯性象征化与身份认同，主要是基于其发言权或意识到组织能够带来个体成长等因素；同时，基于离职倾向的组织绩效也存在一定的中介作用；共享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价值性中介受到个体特征与身份的影响，其中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对组织认同的差异显著，家族成员更易于实践民主参与管理，获得人本绩效，使员工快速与组织共享价值观。

四 结论

不管是基于企业直接目标（员工绩效），还是企业间接目标（SV），本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主参与对组织目标的效应体现在高价值性中介与低工具性中介，价值性指的是民主参与通过发言权机制实现员工自我价值，提升员工的绩效；或者是因为发言权机制使员工意识到组织能够带来个体成长等因素而产生与组织一致的价值观。工具性中介指的是以分配公平为代表的组织气氛是组织提升绩效的前提，或者是以低离职倾向为代表的稳定员工—组织关系等组织绩效是员工形成共享价值观的前提。

虽然本章的实证研究运用到不同的民主参与管理模型（四因素或者三因素），但实证分析总体上支持了理论假设。实证的结论足以解释，现实中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以及理论研究的系统不足等问题。由于工具性与价值性的争议与模糊，使得民主参与等最佳管理实践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上双向因果的复杂性关系更加弱化了理论的深入与实践的推广。对于偏人本管理的民主参与管理来说，如何厘清其中的复杂关系，加大企业的实践动力。本章首先分析组织直接目标（绩效目标），试图统一工具性与价值性的争议，进一步地借助于SV这一员工—组织关系高阶段价值的概念，通过实证研究简化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动态复杂关系，实现从静态的角度，回答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争议，厘清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论证了民主参与管理是兼顾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有效管理实践。

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组织绩效，SV是更好的结果变量。因为首先从拟合指数上看，SV的拟合（GFI=0.985；全模型的残差γ=0.301，p=0.014）比组织绩效（GFI=0.895；全模型的残差γ=0.501，p=0.000）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因此SV具有更好的解释作用；其次，SV模型是一个完全中介模型，而组织绩效模型含有部分中介作用（人文关怀等具有直接效应），说明SV是一个更长远的管理目标。这与企业管理现实是吻合的，那些能够更好地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企业，一般具有更清晰远大的战略，把民主参与管理不仅作为一个实现组织绩效的工具，而且把组织绩效等短期目标作为实现组织发展（员工—组织共同目标的实现）的工具，即“作为工具的工具”。由此我们认为，民主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第十章 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动态统一

为了验证工具性与价值性间的动态统一关系，我们把民主参与管理当作自变量，把SV当作因变量，探讨二者间的中介路径。通过多重中介，即员工感知的先后来分析其中的动态性。其中，价值性包括员工感知的组织支持、言论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同感与个体成长等，我们以发言权与员工感知到的成长机会来衡量企业管理的人本化程度。工具性包括员工承诺、角色外行为、组织公平与组织发展等，我们以员工的组织承诺与公平气氛来衡量企业管理的工具性目标。

一 多重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

1.人本化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作用

从民主参与管理到实现SV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员工在互动过程中感受人本化体验。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民主参与管理首先通过员工建言来实现，如信息共享为建言奠定基础，而决策参与管理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言论自由与自主性，决策参与也提升了员工的心理所有权。因此，信息共享有利于员工发言权的实施，而发言权的实施使得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更为主动。其次，参与管理与发言权还能促发良好的工作环境，因为高参与才会带来高质量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有利于员工的成长（Knudsen et al.，2011）。

同时，员工个体的发言权与成长有利于SV的产生。发言权机制与带来的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心理所有权等紧密了员工与企业的联系，促使员工加大对企业的投入，并强化员工利他的意愿。信息共享等通道有助于提升员工对管理方的信任，如果员工感知到管理方透露信息的准确性，他将因此信任管理方，产生出高层所需要的意识与认同行为，这种认同被认为是组织文化形成的基础（象征化）。组织认同在企业管理与员工角色外行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因为组织内顺畅的信息流加速了员工向组织靠拢的进程，使之快速融入组织，产生企业需要的一致行为，这种行为是企业前期投入的回报，其中的角色外行为是企业对员工信任的基础，企业因此也认可员工的价值理念，最终形成SV。另外，集体性的工会活动等关怀管理有利于保障员工的权利，包括知情权与协议权在内的员工权利的实现将有助于员工成长感知，并最终有利于提升员工对组织的美好体验与亲密感觉。因此，人本化在民主参与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

在中国大陆，前述理论也说明了企业对发言权机制的重视，一些企业开始实践建言等参与式管理，以提升员工对组织文化的认同。在中国台湾，企业则重视员工的心理所有权。总之，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通过实施发言权促进员工的积极行为与成长，并以此来强化其组织的价值管理理念，即实践人本化的管理机制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

2.公平气氛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

民主参与管理能够提升组织绩效，并实现SV，主要是由于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气氛。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利于组织形成良好的员工关系氛围，并可改善员工的工作动机，提高生产率。相关研究论述了人力资源管理、员工参与以及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员工参与度与顾客满意度、员工离职率等绩效指标显著相关，其中人力资源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变组织的各项管理职能，提高员工参与度与组织气氛。

另外，公平气氛有助于SV的产生，员工感知的组织公平气氛有助于降低员工的工作压力等。近年来医疗行业的实证研究，说明了员工压力与医疗质量间存在一些相关性。工作压力的下降有助于实现组织认同与互信，从而共享价值观。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是通过如社会交换或程序公平等的中介或调节来实现的，苗仁涛等（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下属的组织公平感调节了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下属组织支持感和领导成员交换的影响。因此，公平的组织气氛具有工具性的功能，也是参与实践的结果变量之一，它有助于员工与组织产生一致的感觉。我们认为，公平气氛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

3.员工的连续承诺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

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可以实现员工—组织关系的稳定与相互信任的建立等组织绩效。如信息共享有利于提升组织承诺，信息共享与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一线员工与基层管理者对工作的认可与承诺。企业贴心的人性化管理，往往是改变员工行为的有效对策（谢玉华，2010）。因为责任关怀中的雇佣保障将有效提升员工的积极行为，雇佣保障有利于紧密员工与组织的关系，更易于激发连续承诺。总体上，国外研究认为企业的民主参与有利于产生稳定关系与基于情感承诺的互信等，而国内企业的民主参与更易于实现组织的连续承诺与低离职率。

同时，稳定雇佣关系是SV的前提。稳定的雇佣关系有利于促进员工与组织一致性的产生。低离职倾向与长期的雇佣关系是组织文化象征化的必要前提，紧密的员工—组织关系将产生更多的一致性行为，SV必然以稳定的雇佣关系、有效的组织结构等HR体系为前提。员工之所以产生不一致的价值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工作环境与工作任务的理解不同于公司高层，参与所产生的组织承诺等有利于管理沟通与信任，实现价值一致性。那些成功实施民主参与的企业所凝练出的价值理念容易被员工所感知，产生认同与一致性。在中国，组织绩效特别是低离职倾向与连续承诺等稳定雇佣关系是SV的前提，也是从民主参与管理到SV的中介变量。由此，我们认为员工的连续承诺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中介效应。

结合前文的理论模型（图4-4），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假设，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与工具性在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起中介作用。以民主参与管理为自变量，SV为因变量，工具性与价值性为中介变量，建立起本文的假设模型（图10-1）。由于民主参与管理属于企业的工具性策略，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管理实践是先通过员工的认可（价值性），再实现回报（工具性）的过程。因此民主参与管理是先通过价值性，再实现组织绩效等工具性目标，最终实现SV。即民主参与管理与SV间存在三条关系路径：第一，民主参与管理通过人本化影响SV的形成；第二，民主参与管理通过人本化影响组织的公平气氛，进而影响SV的产生；第三，民主参与管理通过人本化影响组织的连续承诺，进而影响SV的产生。

二 变量数据与方法

相关变量采用前文描述。研究借助于Spss17.0与Amo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以及数据与模型间的适配情况；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检验变量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三 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分析

表10-1披露了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10-1所示，民主参与、连续承诺、公平气氛、人本化与SV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相关（p＜0.001），这与我们的预想一致，可以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10-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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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理论模型包含有多个中介效应，为控制由潜变量的多个项目造成的膨胀测量误差，提升模型的共同度，借鉴Little（2002）等的平衡法，把相关同维的题项进行打包。其中，民主参与中的参与管理与组织共享各打包成两个，公平气氛、关怀、发言权与员工成长均简化为一个观测变量，连续承诺则由反离职倾向的三个观测变量构成。

2.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分析，我们设计了含三个中介变量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M0），以分析三条关系路径的显著性。为检验假设模型（M0）并确定三个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假设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三个竞争模型。竞争模型 M1增加公平气氛到连续承诺的路径，构成含有四条关系路径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竞争模型 M2在M0的基础上增加民主参与到公平气氛的路径，构成四条关系路径的并联式多重中介作用模型。竞争模型M3增加民主参与到公平气氛，公平气氛到连续承诺的路径，构成六条关系路径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

表10-2列出了四个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表明，假设模型（图10-1）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表明价值性与工具性在民主参与与SV间起多重中介作用。从表中可知，M0拟合指数最优，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基本模型。M0拟合最好也说明在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与工具性关系中，二者不是并列关系（M2），而是先价值性再工具性的因果递进关系，其中的转换正是发生于民主参与管理曲线与45°射线的交点处，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

表10-2 假设模型与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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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Bootstrap 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首先，设定Bootstrap样本为2000，然后以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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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多种中介模型图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注：*表示p＜0.05。

由表10-3可知，各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0，因此验证了从民主参与管理到SV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实证研究总体上支持了假设模型（M0）。

表10-3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的Bootstra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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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0-3可知，从民主参与到SV，其中总间接效应为0.795。通过对比中介效应分析，说明人本化的价值性是主要的中介路径（间接效应为0.700），从组织绩效的工具性中介作用看，公平气氛是主要的中介路径，其间接效应大于（0.082＞0.013）连续承诺的。

四 结论

综合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说明实证模型（图10-1）为理论模型（图4-4）提供有力的支持。民主参与管理是先通过价值性中介，再通过工具性中介实现SV，是一种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管理工具。实证数据刻画了现实情境中员工心理变化的过程，即情境—认知—情绪—行为的过程，针对企业所实施的民主参与（投入改变情境），员工感知后将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在行为上就会表现出回报的特征。这种从情境改变到认知、回应与行为改变的过程，是一个良性的互动与转换。然而，这种转换不是一次性的，行为改变必须体现在绩效的提升才能为组织所认同，如图4-4所示，B点是企业理想的均衡点，即运营业绩或利润的实现，SV需要经历B点后才能真正实现。然而由于未能搜集有效的数据予以论证，本文的实证模型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以支持理论模型。当然，基于实证研究对假设模型的支撑，本文也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1.民主参与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有效的主动管理工具

企业的经验式管理投入对于提升员工积极性来说是必要而非充分的。在人才成为组织第一资源的经济背景下，如何获取员工的积极情感体验成为组织管理的重点与难点。现实中，中国家族企业难以有效提升员工的连续承诺，企业实施的情感留人由于阻碍了组织发展所必需的控制性管理而不被推广；同样地，待遇留人存在刚性化与外在激励的不足，事业留人也难以被非家族员工认可。显然，企业出现种种“高投入与低忠诚”并存的情况，是因为企业的类似管理实践属于必要而非充分的投入，这更突出了民主参与管理的可行性，以及在激励员工方面的有效性。

只有施行能够产生劳资互信与SV的民主参与等管理投入，才是出现员工高忠诚的充要条件。实证研究说明，作为有效激励员工的工具，民主参与管理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人性化的强中介效应，以及连续承诺中介路径的显著性和最终实现SV的必然趋势性。即民主参与管理是通过为员工搭建成长平台，因为兼顾了员工与社会的需求与利益诉求，必然能获取员工的认同和积极回报。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民主参与管理能够有效避免企业内部出现高薪酬与低忠诚并存局面的出现。作为有效的激励员工且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管理工具，民主参与管理不应该由于“民主”的头衔而被视为外部社会“要求”的管理工具，“民主”是企业策略有效性（引发员工积极回应）的基石。

2.民主参与管理对劳方是有价值的

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看，民主参与管理是有价值的。从SV的实现过程看，企业如果想与员工达成共识，员工将受益更大（中介效应=0.7），因此应当积极回应。数据说明在中国民主参与管理总体上被员工感知为价值性管理，不被企业所推崇。因此，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必然能实现民主的价值性，员工在参与过程中不必理会企业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提升管理效率还是其他。本文还论证了在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员工在满足基本生活与工作需要（生存权与知悉权等）后，将实现高层次需要（发言谈判等），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3.民主参与管理是劳资关系迈向更高均衡点的艰难一步

劳资和谐是以资方的投入为前提，资方先投入与承诺是良性互动的起点，是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实现的关键。因为从员工行为改变过程看，员工只有先感知到情境改变，才会有认知、情绪体验及行为的改变。企业要求员工有角色外行为，则需要劳资关系情境的改变。另外，从情境改变及双方认可角度看，企业改变比员工改变更易实施并得到双方互认。本文经验数据验证了，从民主参与管理到SV的管理哲学理念是有效的，符合劳资关系中多方利益，是有效的改变策略体系。

然而，现实中大部分家族企业往往要求劳方先投入，然后依据劳动成果和考核结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这种期待员工去改变劳资情境的被动管理哲学是导致劳资关系的低度均衡—准契约型关系成为中国企业劳资关系主流的元凶。它阻碍了相互投资型与和谐劳动等更高均衡点的出现，因此限制了员工的角色外行为，成为中国人敬业度下降的关键因素。要改变劳资的市场交易理念与传统社会伦理法则，使中国劳资关系向更高阶段迈出关键的一步，则需要企业先行，民主参与管理是管理理念与管理哲学的变革，因此是艰难的跳跃。如图4-4所示，O点是关键，过了这个关键点之后，基于社会交换，必然表现为凸向横轴的数理特征，即员工积极情绪体验产生，良性互动因此开始，SV引领的OABC目标集将逐步实现，先价值性后工具性以及工具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局面必然会出现。


第三篇 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

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资关系从低度均衡到高度均衡的关键是要探索现实的目标及其实践路径。劳资关系出现低度均衡是因为企业以市场交易法则对待劳资关系，忽略了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劳资关系要实现从低度均衡到高度均衡的跳跃，需要企业实施必要的关怀管理以及充分的民主参与实践。劳资互动本质上是社会、组织与个体的互动体系。

那么，应当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民主参与管理兼具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特征，在企业的不同经营情境与发展阶段，民主参与的实现可能会出现反复。基于理论模型与实证数据，本篇首先对理论的总体管理模型进行解读，提出了具体的管理策略；然后，分别从组织内部与外部进行分析，提出企业的管理策略与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建议。

同时，本篇也是全文的总结篇，在分析全书的结论后，也将交代全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并展望未来继续研究的领域，以及工作团队努力的目标。


第十一章 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理论探讨与对策建议

第二篇的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民主参与管理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双重统一，价值性与工具性在民主参与管理实践中得到较为和谐的平衡与统一。然而，在企业的不同经营情境与发展阶段，民主参与管理可能会出现反复。特别是因为，民主参与管理在短期上表现偏直接目标的价值性（价值性中介效应更大），长期或间接目标才具有兼顾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特征，使得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动力不足，持续能力下降等态势。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本章将借助于理论模型，揭示其中的实践原理，并提出总体的对策与建议。

本书的基础理论模型图在绪言中就提出了（图0-1），该图可以分解为民主参与管理的影响因素和民主参与管理的功能分析两大部分，功能分析又可以分为民主参与管理对结果变量的促进作用分析，以及民主参与管理与结果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两个部分。本章将结合三种实证现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一 企业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原因及对策

（一）原因分析

总体上，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经济的交易关系，还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关系。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管理实践还停留在经济的交换关系层次，对于民主参与管理这种偏社会交换的管理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与完善的管理系统。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因素，相关理论提出了许多论说，借助实证结论，我们对这些论说进行讨论。

1.动力不足说

从影响因素的角度看，动力主要指企业管理层的意愿。基于管理者感知，Parnell（1992）提出参与管理决策是下列三个因素的函数，一是组织文化能否支持参与管理；二是参与管理是否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三是参与管理是否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在三大因素中，管理效率的提升是企业最直接的动力，但其中的关系需要通过员工满意度、员工的组织承诺等中介来实现，特别是这一过程又受到来自组织情境与员工人格等的调节，使得民主参与管理与管理效率间的关系模糊化。因此，组织气氛所代表的文化因素，以及结构有机化所代表的权力机制成为主要动力及执行力的保障机制。与前人的理论研究一致，本书基于237位管理者的感知，也论证了组织气氛、组织结构有机化对民主参与管理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2.压力不足说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民主化管理浪潮的推动下，各国不断提高工作场所标准，并敦促企业采用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民主参与管理机制等。其中，在劳动力力量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加大工会势力，推动员工进入企业关键管理岗位，并影响企业的决策与分配，成为各发展中国家劳动管理部门的主要途径。除了在家族企业组建工会外，借助于劳动力短缺等市场有利条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将成为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助推力。本书的实证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如社会保险缴纳等，也可以推动企业实施更多的民主参与管理项目，但主要是作用于规模大的企业。而且劳动力市场规范也能弱化两岸企业的内部民主治理。理论和实践经验也存在两种可能，在许多发达国家，外部压力可以成为促进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重要力量，如莱茵模式下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然而，美国外部压力却成为约束民主参与管理的重要因素，因为美国联邦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认为参与管理项目可能导致管理层主导劳动者组织，并认定其为非法。世界各国对市场与社会关系认知和实践是不同的，外部压力与民主参与管理间的关系需要基于情境进行具体分析。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化，通过加强劳动立法与执法，扩大对家族企业的就业保护等，以此来加大企业民主管理的压力，其效果可能不会很理想。

3.环境不良论

环境主要是组织外部的管理情境，其中社会民主是提升工业民主化的最主要元素。社会民主化程度能够影响有自主决策能力企业的管理决策，促使其自发地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然而，在美国实施很好的民主参与管理制度，到英国、荷兰可能会降低效率，到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如在苏联民主体系下，参与所提供的与上司的经常接触，会导致过多的虚假承诺或被视为对特殊员工的偏见。从两岸的实践来看，社会民主化程度主要是推动了企业通过规模来实施信息管理与责任关怀，U形关系也导致企业人文关怀的下降。这说明，两岸家族企业对员工的关怀，是在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与生存法则条件下的反应。外部民主参与管理环境能够促进规模大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实施责任关怀与参与管理，但对于大部分中小家族企业而言，外部民主社会要求企业承担更多责任时，企业反而可能走上相反的道路，如减少了人性化管理中的人文关怀。市场法则与社会交换再一次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考验着社会管理决策者。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民主化促进了企业对员工责任的认知，却降低了企业与员工间的人性化情愫。优化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社会民主环境，对于员工而言到底是利好还是利差，引人深思，也许外部民主“要求”应当协同企业生存与发展才是理性的政策选择，但是，从长远看，外部民主环境肯定有利于企业的民主价值。

4.能力不足论

从麦格雷戈（1960）到佩特曼（1970）与Glew（1995），大部分民主参与管理理论大师都认为，员工的参与意愿、社会参与意识是民主参与管理体系的关键。当然，也有学者意识到其中的弱相关甚至不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表6-5）结果显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人们的民主意识与知识能力（学历，t
 =-1.581）差异不显著，但组织结构（t
 =-3.137）等组织因素差异显著。可见，两岸民主参与管理差异不是由员工的个体因素或社会民主意识差异导致的，而是由组织因素引发的。民主是一种人的内在需求，只要外部组织能满足人的这一需求，民主参与管理实践产生，人们得到满足后，将会产生积极行为。换句话说，民主参与管理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企业的制度设计是否唤醒员工内在的民主与成长需要，而与员工的职位、学历与工龄等个体的外在因素关系不大。民主参与是一种需要，如同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种需要与生俱来。参与管理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但不一定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有意愿去享受，传统的层次需要理论已经受到诟病。因此，把实施民主的障碍归因于人们缺乏民主意识，应当基于提升人们参与管理这一高层次需求的能力提出，并从推动人类发展的角度设计参与计划。相反，若一味地强调民众的民主意识培育的观点，是抑制人的内在需求的社会管理思维在企业内部管理的映射。

（二）对策及建议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民主参与管理的实践可能取决于企业的内外部因素。然而，外部的责任要求与理论研究只是外因，在实践中，企业是否实施民主管理，关键取决于企业管理者决策与内部实施条件。基于实证分析，上述理论模型分析可以推论，两岸家族企业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可能的原因有：一是劳动力市场压力不足，或者社会不尊重人们的民主参与需求，企业缺乏应有的外部社会的民主压力；二是企业找到了民主参与管理的替代品，如果其他“廉价”管理就能解决规模扩大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升员工的“努力”，相比之下，民主参与管理的风险与代价可能过高；三是企业缺乏组织结构与气氛等必要的条件。

在这三大因素中，基于外部企业文化情境的企业管理策略是重点。为促使大陆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企业内外部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到组织内外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如何从组织内部角度提升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引导企业进行组织制度设计与气氛营造是推进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关键。具体地，为了获取有机化组织，企业可以通过工作设计，构建以团队为核心的任务，通过组织设计，弱化权威与控制，鼓励互动，创造更多非正式的、面对面平等交流沟通的平台，以及基于绩效的奖励与激励制度，营造良好的支持与互助气氛等来提升民主参与管理的可能性。

外部社会民主管理体系的建设也应当被重视。随着企业用工问题的逐步深化，综合劳资之间的社会交换与市场交换关系，外部社会应当从三方面引导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一是营造民主参与管理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与组织竞争力理论与实践氛围；二是宣传授权所带来的正向影响，积极评价其中的风险，帮助企业克服授权等民主参与管理的困难；三是树立榜样，积极探索与推广成功民主管理实践，通过示范性引导企业采用能满足员工内在需求的民主参与管理策略，引导和帮助企业构筑良好的组织结构与氛围，这也是海峡两岸劳资关系管理的共同规律。

二 借助于民主参与管理，提升家族企业竞争力

基于截面的数据分析与纵向的案例观察，都证实了民主参与管理可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具体包括，企业外在竞争力如产品竞争力、研发能力、品牌力等，以及企业内在竞争力如资源竞争力、决策效率、信息与执行力及企业文化等。如决策参与提升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体现在组织公平气氛与员工情感承诺的产生；关怀管理也可以实现员工成长与公平气氛，提升组织的资源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形成，是家族企业在民主参与管理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仿效并能带来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

（一）工具性的理论分析

1.民主参与管理的工具性目标

民主参与的组织效率，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生产率的提升。在员工参与的文献中，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文献有：绩效、有效性与效率、利润等。而这些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绩效工作系统中，而这方面的有力结果却主要是认证了高绩效工作系统有益于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聚焦于员工的保护与组织的社会目标等。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相关理论还从行业入手，比如制造业的员工劳动生产率易于测量，而以服务业为主的相关行业，员工的劳动生产则难以衡量。

民主参与管理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如何，总体上，大部分学者认为二者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多，如杨叶（2008）等认为，员工参与管理可以满足员工个人成长、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达到组织绩效提高的目的。又如程德俊团队（2009～2011）的系列成果论证了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信任、社会资本等中介，实现对组织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本书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绩效功能。

综合参与管理与民主参与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关系，可以发现单纯的参与管理可能不一定会实现高绩效，而民主参与管理比单纯的参与管理更有利于组织绩效。因为参与管理是以员工的积极响应为前提的，以员工不会观望或推测管理方意图等为前提假设；而民主参与管理则可以显著地提升组织绩效，因为民主的关怀管理可以增进员工与组织间的亲密关系，把参与管理的前提假设变成现实。

2.经济交换与工具性分析

随着社会交换理论的发展，工具性理念与经济交换经常被当作对立理论而被组织所放弃（徐燕，2012）。特别是基于中华文化的人际互动所产生的企业家族化与社会化问题，更加强化了管理的情感性成分。然而，人们也注意到现实中大部分企业采用的是基于物质激励的准交易契约型雇佣关系（赵曙明，2011）。其实，亚当·斯密的市场交换法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契约特别是明示契约是“经济人”行为的基本准则。法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它能帮助一个人与他人交易时形成合理预期。基于工具性的功利主义交换论认为经济人进行交易或交换时，总是能够基于最优信息理性地寻求物质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员工与组织的功利主义也是双方所有后续交换的基础，因此基于分配公平的经济交换是家族企业提升员工绩效的基石，是“工具性”的最有力支撑。基于功利主义视角的衡量个体投入与收益的分配公平成为有效地预防不合理预期以及认知差异的关键，成为最有效的管理机制。

图9-1显示，民主参与管理作为偏人本管理的实践范畴，其价值性的功能更大。而这也是民主参与管理的魅力所在，通过关怀管理，再加上明确的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与个体收益，通过个体收益与组织收益的相互促进，如员工承诺以增加产品竞争力，以及雇主品牌建设方面等。

3.工具性与可持续发展

企业内部HR战略与外部社会制度是相互映衬的。民主参与策略是一项有利于提升劳动者价值认可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具备组织绩效的功能。本书通过对自由“经济人”的家族企业的现状调查分析，发现参与管理能够实现高绩效与高保障，既有工具性的元素，也有价值性的本意，值得组织内外部管理者推广。实践中，大量的企业可以基于经济交换的雇佣管理，通过民主参与管理完善明示契约，使员工基于公平公正交换而感到可以进一步与企业合作，并提供等价或积极行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基于社会交换的人本管理，通过民主参与管理重构心理契约，使员工感到有义务或使命为组织提供服务，促发积极行为，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

（二）对策建议

家族企业应当通过劳动契约来明晰产权，为员工承担必要的经济与法律责任，通过责任关怀来提升员工的工作安全感，借助于公平的经济交换，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劳动争议案的发生率，最重要的是使劳资双方对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做出合乎预期的评价。如建立对员工努力程度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把公平公正建立在可测量的客观基础上，是降低员工高自我评价与认知差异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增进员工与组织间的亲密关系，以实现民主参与管理的高组织绩效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民主参与实践中既要有战略匹配度，还要有与组织战略匹配的执行系统。劳资和谐还取决于企业内外部制度及其管理的统一：强调价值性的外部管理制度首先需要通过内部制度与策略来实现；同时，工具性目标能否实现，有竞争性的企业制度是基于劳动制度等外部战略环境的；良好的制度设计还需要“氛围”，虽然企业内部民主参与氛围的营造是一个长期的相互博弈的整合过程，但有了战略匹配度，内部公平与活跃的氛围将成为可能。

三 双向因果关系与价值性的实现

价值性的实现，需要基于社会交换以提升劳资双方的投入意愿。产权清晰与公平交换是劳资双方额外投入的前提，持续的相互投资还需要基于情感的社会交换关系。Shore 等（2006）认为，社会交换关系是基于高度信任的、广泛投资的、关注长期与重视关系的交换关系，有利于双方的价值认同。对员工而言，发言权是提升价值认同的有效机制，如建言机制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包括增强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提高领导满意度，提高员工对组织公平的感知，降低离职率，促使员工表现出更多的角色内绩效与创造力等（Thomas，2012）。

（一）理论讨论

员工—组织关系的目标一直备受争议。卡夫曼（1993）提出了包括正当程序、尊严、尊重以及技能与领导能力的发展机会等多维的标准。巴德（2004）则将之简化为公平、效率与发言权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公平与效率一直是难以兼顾的目标，发言权的提出，使得员工—组织关系的目标似乎更加难以平衡。实证分析为理论的探讨提出新的课题。

1.价值性的扩张：从发言权到SV

为了分析民主参与管理的功能，我们把实证分析的结果总结在图11-1。图11-1显示了价值性的扩张过程，从民主行为，到发言权机会，再到员工成长与SV，最后实现民主化。这一过程是民主价值扩张的过程，也是管理实践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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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研究理论模型与结论

注：由于上述模型无法通过一个综合的全模型予以拟合，为了严谨起见，相关的路径系数未标注，具体数据见第二篇的分模型结论。图中虚线表示未经实证分析检验。

组织发展理论（OD）认为，任何企业管理实践不仅仅只是组织绩效的功能，其必然带有一定的人本价值。从奥德佛的GRE理论对人需要的关注，到企业社会责任与共享价值观理论，组织对社会价值性的扩张从未中断过。在工作场所，员工需要通过民主参与实现这些价值，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看，组织的变革与发展其实质是人的发展。因为组织发展涉及人员、群体和组织文化，它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导向，组织发展注重合作协调而不是冲突对抗，强调自我监控而不是规章控制。组织发展理论是对民主参与管理的最有力理论支撑，相关的成功实践也为民主参与管理提供最强有力的证据。

2.工具性还是价值性：从平衡论到共享价值观

巴德（2004）平衡论的核心观点是：为了平衡对立的人权（财产权与劳动权），就需要平衡公平、效率与发言权。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财产权与劳动权是对抗的。其实，这是一种员工—组织关系底线的探讨，并由此衍生出现实的“三方协商”机制。三方协商的结果是集体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是对资方在劳动报酬等方面最基本义务的规定，其规定的内容一般低于个人劳动合同标准，属于区域或行业对劳动者最基本要求的规定。因此，劳资双方权益需要平衡，是以集体谈判是最有效制度为前提的探讨，然而，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探讨社会主体间底线的、基础的经济准则的建立，还需要探讨劳资主体间道德伦理准则的、本体的价值建立。近年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已经跨越“三方协商”，正在朝人性化雇佣关系迈进。从传统的人本管理，到企业文化建设，团队参与管理，再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无不渗透着兼顾效率公平，财产权与劳动权统一的管理哲学，其核心理念正是“愿景”与SV的寻找、确立与推广。借鉴巴德的人性化雇佣关系或“体面工作”的定义（符合人权标准的、能够创造生产力的、有效率的雇佣关系），我们认为，SV是愿景与价值观的探讨，是对员工—组织关系高阶段价值的追寻。

3.多重中介：民主参与管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统一

组织发展理论与图11-1的实证结论表明，民主价值扩张过程也是组织目标的实现过程。图11-2显示，民主参与兼顾工具性与价值性功能。虽然从路径系数的角度看，民主参与管理是偏向于价值性的实践，但从路径数来说，二者差异不显著。特别是从基于共享价值观的组织目标角度看，作为组织凝聚力的核心维度，价值观共享过程是最有效的员工激励体系。在实践中，因为在实现共享价值观方面的强大功能，企业文化建设成为近年来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大量的研究分析了共享价值观对组织绩效的作用，然而应当如何实现共享价值观呢？数据与案例都表明，因为民主参与对SV没有直接的效应，因此需要综合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与工具性中介功能，SV具备统筹组织、工人与社会多重目标的功能。但共享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存在强价值性与弱工具性中介的特征。本书的实证研究说明，民主参与管理具有强价值性与弱工具性的特征，具体总结见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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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与工具性

从图11-2可知，在虚线上方，民主参与管理的功能较强，即价值性较强。而下方的工具性功能相对较弱。但是从中介角度看，民主参与管理可通过强价值性实现强工具性。总之，与传统人事管理理念不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实践结果表现为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双向互动作用。在实现家族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双赢互动对策体系中，民主参与管理显然具有较强的有效性。

（二）对策与建议

组织发展一般被看作改善组织中人的因素的训练和发展措施。是价值性的体现，学者认为，组织发展是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适应主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推进组织学习、提高、创新、变革的过程。因此，组织发展是基于企业的民主管理，实现了人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个过程。

1.家族企业：主动变革员工关系管理情境

（1）明确民主参与管理对SV的作用路径

首先，发言权机制是实现SV的关键，企业要关注民主参与管理的发言权机制。如通过信息共享与决策参与等，提升组织的建言效率，通过团队管理等，打破员工沉默与内隐性建言的忧虑，充分的参与管理与建言等可以促使员工在参与管理中体会到组织的目标与自身目标的一致性，或者通过自我驱动调整自我目标以适应组织目标。其次，通过关怀管理关注员工成长，借助于柔性管理，提升企业文化、优化组织气氛，以此来提升员工对组织目标的认同感，实现共享价值观。最后，企业在目标管理中，要注重目标实现后的分享，通过公司的宣传系统等信息共享与决策参与，促成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降低离职倾向。

（2）实践SV的民主参与策略

首先，突破泛家族化管理，实践全面参与管理。因为外来职业经理人所感知的泛家族程度不同，会影响管理层对组织认同的进程，并因此损害组织的效率。基于家族的人本理念，设计全面参与管理制度，重视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如保障员工的权益可优化组织的民主气氛，调和家族关系与经济关系。优化工作环境，提升士气，借助于“大家与小家、组织与员工共同成长”等多种媒介，实现核心人员与外围员工达到“共识”，形成信任，员工形成工作生活统一，实现管理创新。其次，设计民主参与制度，让员工感知组织的发展前景，提升他们与组织目标的联系度或匹配度，因为目标一致，员工能感知离开组织可能牺牲的个体目标，将做出与组织共进退的承诺与选择。结合发言权机制，使员工感知自我价值与目标的实现可能性，促进员工的自我成长。组织因此在心理上被员工所接受，并作为他们目标的一部分，员工就会表现出协作的团队行为，由于强烈的组织认同可能会出现以组织目标来代替员工个体目标，共享价值观因此产生。

（3）调和家族系统与经济系统，通过SV机制提升员工对家族的认同

从文化或交换关系看，企业内部有多个子系统，如家族系统与经济系统，控制权或所有权系统，员工中的地域、学缘等非正式组织系统。有些子系统易于形成SV，如家族、非正式组织等；有些子系统则不易于形成，如经济系统等。经济系统中的员工—组织关系为什么难以形成SV，企业为什么没有对员工实施人性化管理？这不只是因为企业的短视行为或伦理管理缺陷，更不是因为社会法制约束不足，而是来源于企业与员工间的目标或愿景差异。家族企业内家族系统SV的产生，强调依赖家族成员积极投入与参与管理来实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与家族有关系的成员总是能够以最好的工作标准，实现最高效的生产力，是最稳定的有效雇佣关系，因此是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因为家族成员与家族之间关系最符合“情、理、法”的中华传统准则。家族成员关系的调节效应说明，如何设计相应的机制以提升员工对家族的认同成为未来家族企业管理的关键。员工进入组织，意味着与组织目标的冲突、匹配与融合的进程，是一个伴随着员工个人身份特征与组织身份特征的比照和心理调整的过程。

2.员工：从沉默的大多数转变成积极管理参与者

现实中，企业的关怀管理易得到员工的响应，可产生一定的互动效应。而参与管理往往成为胎死腹中的计划或表面化流程，如信息共享被员工当作揣摩管理方“是否信任我”的工具，决策参与成为员工心目中的“走过场”、演戏。佩特曼（1970）与纽曼（1989）均提到员工因素对民主参与的约束。员工及工会组织要维护好互动参与平台，因为相对于传统的漫长晋升以进入管理的人力资源体系，民主参与平台具有强价值性。中国长期的奴役文化使人们的参与意识不足，然而我们也看到互联网下的民众声音正处于井喷的状态。通过移动互联网，提升作为社会主体的意识，以唤醒身边的人参与组织活动的需求，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正成为每一个当代产业工人的使命。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首先要树立主体意识与职业理想，通过尽快社会化，寻找组织中的合理定位与组织认同，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做积极的建言者，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次，员工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与参与管理的能力，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管理训练，提升参与决策的技能与觉悟，成为对组织的科学决策有贡献的一分子，通过不断的“管理付出”，增添参与管理的自我效能感，充当好良性互动平台的维护者角色，实现自我价值并为组织所认同。

3.政府：扮演好督促奖励与组织培训的社会管理角色

在影响参与管理的因素中，纽曼（1989）三因素论（组织因素、关系因素与社会因素）成为理论框架，他认为强调等级安排和身份地位的社会或组织结构不利于员工管理。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首先要督促企业实施关怀管理，鼓励企业的参与管理计划。坚决全面落实劳动法，推进法律的全面执行，规范劳动力市场，同时要激励企业实施参与管理，树立典型与榜样，奖励优秀的管理实践；其次，政府还是社会互动气氛的营造者，通过对115份港澳台样本与354大陆样本的独立样本T检验（表6-5），结果显示大陆企业在人文关怀与责任关怀方面比港澳台低（异方差显著），因此互动气氛不仅仅需要民主政治气氛，还需要加强社会对员工的“关怀”气氛。最后，为提升员工的互动能力，政府还应当通过培训提升工人参与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培育一代优秀的民主参与管理者。

四 结论

本章基于实证数据与案例观察的研究基础，从理论上概括了如何提升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动因，指出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绩效，以及人本绩效，最后分析了其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总体上，民主参与管理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管理实践，组织绩效与员工价值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从动态的过程看，组织绩效与员工价值则存在因果促进关系。如在中国家族企业中，为了提升组织绩效，企业要加入大投入，员工感知到企业的人本管理，就会表现出认同与组织承诺，组织气氛因此得以改善，企业业绩与员工成长价值得以实现，双方再一次达成互信与共识，经过绩效与价值的不断互动，最终实现共享价值与和谐关系。

因此，对家族企业来说，首先要加大投入，不管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发展机会）。然后基于完善的评价体系与公平交换基础，劳资双方通过广义发言权机制，包括决策参与的建言管理等，保障员工参与成果，提升员工绩效，以此降低员工的认知差异。组织投入是循环上升的相互高投入的基础，员工通过参与实现发言权，产生组织承诺，最终实现共享价值观与双赢。

未来，新一轮的智能机器人、网络技术和自动化生产模式正悄悄地改写着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版图；同时职工所有制与家族创始人的理念以及中国的草根创业文化相冲突，中国企业正处在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合作的困难期。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可能性与紧迫性均在加强。因此，未来需要加大对民主参与管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归纳，以发挥其在智能化条件下对职业经理人和科层管理制度安排的弥补或替代功能。对于企业来说，具体应当如何践行民主参与管理，社会管理制度应当如何推进民主参与管理系统的执行，这些具体的管理实践与对策，则需要进一步基于人口学与地理学特征进行分析。


第十二章 借助于民主参与管理，提升组织绩效

理论的对策是否有效，还需要基于具体的管理情境。除了案例分析是基于具体情境外，本书的截面数据主要来源于五家合作企业资料（364份，占全部问卷的77.26%），本章将选取其中的3家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组织管理对策。

一 样本企业基本情况与介绍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三家企业分别来自福建的A化工制造业公司与台湾B金融企业以及江西的C房地产装修服务公司。

A公司成立于1988年，现有员工13000多人，2011年在香港上市，主要从事差别化纤维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涤纶长丝产品拉伸变形丝和全牵伸丝，为纺织服装的上游企业。公司下设分公司9家，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此次接受访问的员工有91人，均为基层员工或中层管理者。

B企业成立于1983年，现有员工1000多人，为台湾金融服务企业，公司管理幅度与结构较为复杂。主要从事金融证券交易等服务，主要产品为金融资本及其衍生品等，此次接受访问的员工有70人，主要为一线员工。

C公司成立于2009年，现有员工300多人，为江西的小型家族企业，公司管理幅度较为简单。主要从事房屋精装修以及房屋销售与装修中介等，此次接受访问的员工有52人，员工成分较为复杂，从公司高层到基层均有。

（二）描述性统计

为了了解不同规模、行业与地区公司的民主参与管理现状，以及不同员工对公司民主参与管理的感知程度，首先对三家公司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数据列在表12-1。

表12-1 三家公司的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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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2-1可知，除了受教育程度、信息共享与离职倾向、工龄三个指标外，B公司的其他方面指标值均最高。结合前文的实证分析可知，台湾样本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程度较高，员工参与机会大。大陆两家企业中，大型上市公司的工龄较长，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参与机会不如小企业多，特别是信息共享方面，而决策参与与关怀水平大企业的表现更好，结果大企业的价值性与工具性都更高，工作保持或留职（低离职倾向）与共享价值观也较高。

二 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民主参与管理

从员工角度看，工龄与参与机会的关系不大，并不是工龄越长的员工参与机会越大，受教育程度与参与机会也没有必要的线性关系。但另外数据显示，员工的年龄、职位与员工参与机会相关性较强。如表12-2、表12-3所示：从年龄来说，36～45岁的员工所感知的参与机会最多，45岁以上的员工的参与机会比26～35岁的员工感知到的低；同时，越高层的员工所感知的参与机会也越多。

表12-2 按年龄分的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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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3 按职位分的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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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6-5），从参与结果的角度看，大陆企业在人文关怀与责任关怀方面比港澳台低（异方差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民主参与管理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年龄与岗位上差异显著。随着员工年龄的增长，企业管理实践体会的知识与经验会增长，同时企业也会给这些员工更多的参与机会，因此年龄（≤45岁）与员工参与管理机会成正比。相对来说，职位与参与机会之间的关系较显而易见。

第二，民主参与管理的区域变量差异显著。大陆与港澳台企业的差异显著，不管是基于企业的对比分析还是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论，都说明大陆与港澳台民主参与管理机会与结果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民主参与管理的情境变量与结果变量存在较强的关联，如年龄、岗位与区域因素，对民主参与的结果变量，如关怀管理，以及价值性与工具性均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影响。

三 组织管理对策与建议

（一）做劳资关系情境的主动变革者

民主参与管理需要企业先迈出变革劳资关系情境的步伐。在市场理念盛行的现实中，我国家族企业把劳资关系定位于经济的交易关系，忽略了劳资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在家族企业中，企业投入时希望双方是经济交易关系，而在产出时却要求员工投入情感和额外努力。换句话说，在劳资交易中，企业支付工资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劳动的量，而且是劳动的质，即员工的努力程度与额外的付出。这种期待员工来改变劳资关系情境的被动管理仅适用于劳动力的买方市场条件，用工荒条件下及企业对员工忠诚的依赖要求企业通过劳动契约，把年薪制或股份制等薪酬、社会保险与福利等以明示契约的形式对员工做出承诺，通过先期高投入保障，激发员工的积极情感，并通过制度避免对明示契约的违犯，提升承诺的信任力。

同时，构建员工参与的管理平台。组织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气氛以及合适的社会化活动等方式可以促进员工参与（Glew et al.，1995）。我国企业应当通过组织结构设计，减少科层制对员工信息反馈与影响，减少领导下属权力距离，营造民主管理气氛；设计信息共享制度，借助于网络资源，宣传公司发展愿景、使命、战略目标与经营计划，组织员工学习行业发展态势，公布组织信息，及时告知员工绩效考核结果与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情况，实现账务与经营管理信息公开透明；优化决策体制，鼓励员工参与决策过程，认真考虑员工提出的相关建议，采纳并全面贯彻员工的合理化建议，实施弹性工作制，使员工感知到个人工作的决策自由度；优化参与互动平台，鼓励员工参与互动，通过树立榜样打破员工参与顾忌，实现从明示契约到心理契约的合理升级。

（二）优化组织民主气氛，实现互惠互利

实证数据说明，大陆企业全面的参与管理，应该通过企业内部制度设计来实现。首先，Glew等（1995）认为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变革，首先应由企业最高层提出。从两岸共同的规律中可以发现，外部劳动力市场能够影响企业最高层决策，同时大陆家族企业正经历企业转型升级与规模扩张。劳动力市场方面，除了日益规范的劳动法规外，随着大陆人口政策的变化与“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新生代员工问题的日益严重，如缺乏必要的工作压力，大陆企业所面临的员工管理问题，将比港澳台更难解决，民主参与管理因此将会逐步得到高层的青睐。其次，高层的决策能否得到中层、基层的执行，一般认为取决于下列三因素：一是组织文化能否支持民主参与管理；二是参与管理是否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三是民主管理是否会削弱他们的权力。这三大因素与本书实证分析一致，是两岸家族企业管理的共同规律与发展趋势：一是组织气氛对民主参与管理四维度都有影响，其所代表的文化因素，能提升大陆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执行力；二是责任关怀与员工成长需要正相关，说明民主参与管理可解决员工的“努力”问题，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三是组织结构有机化对两岸的参与管理都有影响，对责任关怀也有影响，其所代表的权力机制设计也将提升大陆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水平。总之，组织气氛营造与结构有机化是两岸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共同因素与规律。大陆家族企业如果要解决规模扩张中的员工激励等问题，应当基于个体成长的组织气氛营造与组织结构设计。

因此，企业应该：首先，为员工提供明晰的战略愿景，加强员工对战略的认同，增强员工参与设计不同阶段的战略流程的意识；其次，企业通过工作设计，构建以团队为核心的任务，通过组织设计，弱化权威与控制，鼓励互动，为所有的员工与管理者创造更多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平等交流沟通平台；再次，鼓励献计献策，设计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合理化建议，研究其可用价值，评级发奖，并尽快采用，营造良好的建言参与气氛，在这种员工普遍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氛围下，员工通过培训、经验交流等形式能提升自身参与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最终实现技能与氛围的良性互动与双向统一；最后，基于绩效的奖励与激励制度，良好的支持与互助气氛等来实现民主参与管理的可能性。

（三）因人而异的互动参与，提升管理效率

实证数据说明年龄、岗位与区域因素，对民主参与的结果变量，以及价值性与工具性均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影响。因此，需要对不同的员工实施不同的参与管理策略。

首先，年轻员工或新员工是公司未来竞争力的核心，是基于组织战略的依托。针对新员工的特点，如新鲜血液、新思维、新理念多，同时对组织流程和文化不了解，要为新员工提供建言机会。强调非正式组织参与管理的作用，以自由结合、自愿参加的原则把年轻的新员工组织起来，如实行职工建议制或质量控制小组。同时，加强关怀管理，为新员工尽快融入组织，避免非生产性减员的产生。让新员工参与管理，培育或实现他们的管理意识，甚至提供他们进入管理层的机会，增强他们的组织支持感，有利于实现员工的组织认同感。

其次，为有经验的员工提供参与管理与决策的机会，有经验的员工意味着他们是最了解工作的人，在工作比较复杂时，施行参与决策，将产生更完善的决策。要基于利益相关的原则，发挥和利用老员工的智力、技术知识，以及沟通等管理能力和资源，通过老员工的示范作用，优化组织气氛，以带动全员参与管理文化的建设。具体参与方式可以考虑资本参与、决策参与等正式的参与机会，鼓励老员工在优化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及增进企业员工福利等经营管理方面出谋献策。

最后，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要提供适当的成长机会与充分的发展平台。管理者流失成为近年来中小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的人才建设问题。鼓励基层管理者亲自参加企业制度目标的制定，让他们感到自己对目标的实现负有责任，并以极大热情投入工作。实现部门与组织目标以及个体目标的共赢，提供员工的职业生涯上升通道。更多地关心和参与企业决策管理，可以强化管理层的主人翁意识，从而达到留住人才、稳定管理团队与人才队伍的目的。

（四）探讨路径与机制，提升民主参与管理意识

注重民主参与管理对结果变量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图8-2、图11-1）说明民主参与对员工绩效，如承诺、动机和离职倾向等的影响较弱。当然，在适当条件下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价值性更高，作为偏价值性的管理实践，应注重其中的“中介效应”及“螺旋交互作用”关系。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工作复杂性及合作程度提升的今天变得更为重要。员工工作中的相互依赖需要和其他部门与工作单位的人共同商议，这需要通过团队、委员会和群体会议来解决共同影响他们的问题。民主参与的工具性体现在组织承诺、低离职倾向与共同目标的产生。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可以提升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度，在实施组织战略与计划时，员工会更加认可相关的决策与计划。民主参与的价值性体现在，民主参与管理是一种内在的激励制度，发言权等会使员工的工作变得更有趣、更有意义。因为，最好的工作激励是工作本身。对于家族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应当基于生命周期，采用不同的民主参与管理形式。

新创业企业可以实施员工股份所有制。新创业企业对非家族成员的吸引力较弱，为了提升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需要让他们感知到心理所有权，对于新创业企业来说，心理所有权的产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实施股份所有制，才有可能实现非家族成员从目标制定、达成目标的措施的制定、决策，到问题的解决、管理的执行、组织结构的变革等的全面参与。同时也有利于强化企业的规范管理，减少家庭系统对企业的影响。

成熟企业可以实施财务参与，建设参与管理制度。如对职业经理人实行期权与年薪制，即规定薪酬中股票期权占很大的比重。未上市的公司也可以实施企业股本改革，通过管理入股与技术入股的方式实现心理所有权。把管理者的收益与公司的利益紧密联系，实现经理、一般员工成为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同时，通过财务参与，也是实现分配公平的重要保障，因此，财务参与是心理所有权与决策参与的物质基础。其次，借助于参与管理的制度化，提升管理者、员工与公司的心理契约，将能实现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民主参与管理的SV功能说明，民主参与管理能增强组织凝聚力，融洽公司的人际关系，实现员工成长，提升工作满意度，并实现组织竞争力的提升。

大规模的成熟企业可以实施代表参与制。虽然代议制对员工与组织双方的积极影响较弱，但有利于提供代表们的象征化价值，从而有利于组织民主气氛与参与文化的形成。同时，代表们被定期告知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拥有对公司的经营施加影响的机会。代议制也能提升代表对组织的身份认同。代议制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员工权益的保障上，特别是在民主氛围较强的社会管理背景下。

（五）通过管理创新，实现全面的参与管理

中国目前实施全面参与管理有可行性。首先，由于信用缺失等原因，20多年来，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发达。同时，由于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草根创业理念，对家族财富的重视及家族系统的认同，目前出现了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合作的困难期。在此背景下，一般性的员工参与管理能成为企业弥补家族人才不足、充分挖掘员工潜能以壮大企业实力的有效途径，并成为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的有效弥补机制。其次，对于组织内部的员工来说，工作与生活的统一或平衡成为他们的全部。除了工作中的参与外，他们一般都参与企业或社区的其他组织与活动，如兴趣小组、老乡会、工会活动、家庭成员活动等，对于企业来说，这些活动也可以提升组织的绩效。如通过兴趣小组活动管理，实现员工情感沟通，增强组织的连续承诺，可能更有利于员工的留职管理。

如何实施系统的参与管理，成为组织工作设计与组织管理的关键。研究发现，全面参与企业管理优化了组织的民主决策气氛。企业组织通过信息共享与增加自由裁量权等提升了员工的活力，使员工表现出全面的积极组织行为。如盼盼集团注重“全员参与”，鼓励员工参与质量管理小组，将“参与”与“职责”相结合，综合培训、激励、建言等因素，促进员工主人翁意识的形成，有效提高员工的参与积极性，这样不仅提高了员工参与的有效性，也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了公司的民主化管理水平。借助于关怀管理等增进员工与组织间的亲密关系，减少员工的观望或推测行为，提升劳资双方互信，促进高组织绩效的产生。

（六）借助民主参与，优化家族企业管理系统

中国许多大家族企业之所以不愿意上市，主要是为了避免家族财产被分割。因此，在非上市公司，财务参与等职工所有制可能与家族创始人的理念以及中国的草根创业文化相冲突，一般性的参与管理将成为企业实践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民主参与管理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因为，运用民主参与管理，实现组织与员工的互动，让员工了解企业的发展目标与使命，并充分发挥外部需求的制度安排，如职代会等，能提升管理效率，发现人才，挖掘员工潜能并提升员工创造力，最终实现企业与职工共享价值观与长期的双赢。

首先，发展与完善建言制度，优化管理气氛。在家族企业中，有利于代议制的实施土壤比较匮乏，建言与质量管理成为比较受欢迎的管理模式。如盼盼集团充分发挥管理层在质量管理小组中的作用，定期开会讨论员工在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改进建议，充分吸收具有创新性、价值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将采纳结果反馈给员工，给予适当的奖励，促进员工在参与质量管理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实现内在成长。

其次，要注重管理体系建设，特别是管理层的培养。在公司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发展的背景下，管理方式由权力型向参与型转变。家族企业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主要是构建中间管理层。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家族企业缺乏中间管理层，这更需要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幅度加大，权力下放。参与型管理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将所有能下放到基层的管理权限都下放到基层，使管理者在遇到困难时得到员工的广泛支持，上情很快下达，下情迅速上报，反应灵敏效益高。

最后，家庭座谈式沟通参与等参与方式。沟通参与从心灵上挖掘员工的内驱力，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它缩短了员工与管理者间的距离，解决了企业组织绩效反馈与创新源的障碍，使员工充分发挥能动性，使企业发展获得强大的原动力。


第十三章 提升民主参与管理价值性的社会管理策略

对于价值性属性的管理策略，外部社会更应当有所作为。要促进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实现良性的劳资互动。不作为的社会管理策略，主要是由于认识的问题，如把互动不足归结于员工能力不足，或者是简单的管理模式，即认为企业压力不足，应当加强法制等规范等。本章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指出组织内外部的协同管理模式，再结合实证分析结论，提出具体的社会管理对策。

一 社会民主与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互动

（一）社会民主与工业民主

社会民主与工业民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政治社会领域民主扩展到企业，以及经济领域企业或产业的自身民主化甚至影响到政治与社会民主两种观点。为了分析其中的争议点，需要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剖析。汤姆林森认为，在经济学中，有三个认识企业性质问题的一般理论框架，即“单一最大限度”理论、行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单一最大限度”即利润最大化理论，认为企业是利用一组特定的价格、技术和市场的最大利润的追求者。第二，行为理论主要把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分析形式和组织理论糅合在一起。这一理论认为企业是管理者群体的轮换式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部门利益可能会导致相互冲突，而共同利益则需要相互合作，这二者处于动态平衡中。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将个体资本家看作人格化的资本。

在“单一最大限度”的第一种理论模式下，工业民主处于较低水平，工业民主体现更多的是“协商”，使雇员了解并理解决策和计划，以便更好地组织工作达到组织的目标。在第二种模式中，管理者群体需要为各种各样的目标从事不断的谈判，强调工业民主的集体谈判功能。与单一最大限度理论相比，雇员的地位已从消极被动管理提高到可以对企业管理积极参与，与低水平的协商不同，这种参与可以影响企业的最终决策。在第三种模式中，真正工人监督或工人自治的工业民主才是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冲突性结构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案。显然，这种划分与佩特曼（1970）的假参与、部分参与以及完全参与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更激进的划分模式。

三种划分方式体现了工业民主的实现过程具有时间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民主逐步从假参与过渡到部分参与。因此内含着社会民主影响政治民主的观点。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着眼于企业内部的管理理念被提到日程上来。特别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更是助长这一思维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有政治社会民主与工业民主相结合的功能，并赋予工业民主新的理念，主张企业通过参考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要通过外部社会政治民主来影响企业内部民主化过程，更要通过企业自身的民主进程，提升外部社会民主。其实质是两种民主化路径的综合。

社会民主与工业民主的这种关系也体现于企业内部。员工是企业的主要内部利益相关者，同时员工也受到企业社会政治民主思潮与民主意识的影响。员工追求的是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权利，通过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决策，实现权益保护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我国台湾学者黄北豪认为，产业民主并非追求财产权上齐头式的平等，而是探讨企业的经营理论，也就是说是在企业追求利润过程中在“企业经营权”之上，来追求民主的可能。在他的分析体系中，员工的参与管理与相关权益的保护，可以分类或分层次，具体见表13-1。

从企业内部看，员工产业民主较少涉及财产权，台湾学者卫民也认为，“工业民主为一种增进劳工参与管理决策之各项政策或者措施之总称，劳工参与乃指劳工以劳工之地位而直接或间接地行使企业经营权之职权而言”。通过理论分析可知，对于企业来说，民主参与属于一个系统的内容，民主是系统的总称，参与是关键的途径，民主化是目标。

表13-1 产业民主过程中的员工参与程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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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民主与工业民主的互动

关于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国家所施行的模式差异较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乔治·斯蒂纳（2002）从社会责任、商业道德、全球管理、污染与环境、人力资源等不同方面探讨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企业经理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模型”中，企业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向社会提供财富对社会做出贡献，市场经济模型因此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主导模型”认为企业和政府控制着社会的绝大部分个人和团体，大企业与政府协商一致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动态力量模型”中，“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系统，社会的各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能够对政府和企业形成压力；“相关利益团体模型”则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从企业内部看，员工若要参与企业的各项管理决策，首先需要了解基于外部社会政治民主的相关法律法规，然后基于企业（如各项规章制度、生产经营情况等）与员工个体的实际，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在此过程中实现权益保护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同时，外部社会可能实现公平与稳定，以及社会民主化，企业效率也得到一定的提升。针对这一趋势，我们基于扎根研究提出了综合企业内外部的工业民主管理理念，即把工业民主与参与管理结合在一起，实践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并提出具体的互动与实践过程（图3-2、图一）。

基于互动的思维，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实现“经济奴仆”到“企业公民”的转变。员工成为企业公民的理论依据是企业利益是股东利益、劳动者利益相关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有机结合体，劳动者与股东在企业利益结构中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企业的主人翁，都是企业的利害关系人。为了维护员工的利益，西方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立法体系。如北欧模式相关劳动法律，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创立劳动标准、建立调整机制的过程，目前主要是围绕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发展完善现有法律。许多国家在劳动关系调整方面都以集体谈判为基本手段和方法，运用自主协商的机制协调劳动关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经理革命”，经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们所拥有的没有财产权的权力被不断强化。同时，劳工作为企业公民的身份也日益凸显。这种思维或政治理念一般被认为是社团主义（程延园，2002）。

按照克劳奇等的观点，从工会的权力及地位和政府政治理念两个角度划分，与社团主义相对应的是自由放任主义。1979年之后，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体系中，比较流行市场个人主义与自由集体主义的社会管理理念，如1979年开始，英国纷纷解散了原先能够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调解与仲裁部、公平机会委员会、安全卫生委员会及人力资源服务委员会等。在中国，工业民主模式更类似于国家社团主义的新加坡与中央集权主义的法国。如何实现互动，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劳工权益保护是中国劳动关系政策在市场转型时期所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吴清军，2013）。那么，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实践民主参与管理，以推动企业的参与管理，特别是家族企业的劳动关系民主化的实现？

（三）社会民主与工业民主互动过程中的政府功能

在社会民主管理过程中，政府有多种角色，如罗恩·比恩的五种角色：第三方管理者、立法者、调解者、雇主与收入调节者。我国学者程延园（2002）则提出了类似的5P角色理论。至于政府在这些角色中如何协调，各国经验差异较大。如韩国工人的认同意识是由于文化、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共同压制，工人在奋起反抗的过程中产生阶级认同。又如政府主导型的新加坡模式中，政府重视效率和公平的兼顾；东南亚国家则通过宏观政策来左右企业的雇佣行为。另外有学者重点从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入手分析政府的产业民主职能。如劳动监察必须能够全面分析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变革的各种力量。因此，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民主模式差异，主要是由于政府与工会间的政治经济互动。

进入21世纪，我国劳动关系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劳动关系政策也从市场经济的配套政策转向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政策体系。常凯（2004）认为，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表现为行政或法制保护，从宏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间接监控与监察和仲裁的直接矫正相结合，有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整模式，也有间接的三方协商机制；从微观方面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管理，二是对劳动争议处理。可见，国内学者重视通过立法规制，实践产业民主，如重视劳动三权——团结权、谈判权和争议权的补充，主张通过劳动立法，实现共决制。如《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同时，新《公司法》在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问题上做了较之旧法较大的改变。职工董事方面，在保持旧法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有职工董事的规定之外，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可以有职工代表”的表述，以及“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对此，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对劳动方面的立法是“高调的”，特别是对于家族企业来说，调节或规范劳动关系，更主要的是“情与理”，“法”是最后的补充。也有学者突破传统，如吴晓波（2010）提出借助于社会复合主体，实现行业民主，主张将知识界、党政界、媒体界与行业企业界各自的创新链对接，实现共同参与与行业创新。对于转型期劳动关系，常凯（2013）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

中国政府在劳动关系民主化过程中的功能如何？应当如何改革实现民主化？在“劳弱资强”的背景下，政府的“效率优先”政策更加损害劳动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其中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当前政府对劳动关系的不作为主要体现在“政府转型后的失控”“政府与资本的合谋”“政府劳动监察工作不到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滞后”，因此政府总体是失灵的（陈东琪，2000）。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下，董保华（2011）认为，应使国家管制与当事人自治相促进，在宏观上要以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在中观上要通过企业集体合同调整企业内集体劳动关系，在微观上要通过劳动合同调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个别劳动关系，尤其要发挥社会团体在市民社会中的对内整合个体与对外代表个体的双重作用从而协调国家和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当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时，中国的劳动关系政策的缺陷就会暴露得越发明显。吴清军（2013）因此认为在个体权益的保护体系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劳动关系政策应当着力于集体权益的保护，而完善和发展保障劳动者集体权益的政策是劳动关系政策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 海峡两岸社会民主管理对比分析

理论分析对于回答我国政府的社会民主管理模式提供借鉴，国内社会民主管理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一是在实现家族企业劳动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外部社会选择市场导向、政府主导还是互动模式；二是具体模式下政府的功能是什么？这两大问题的回答，需要依据实践研究来进行具体分析。

海峡两岸的实证研究说明，海峡两岸民主参与管理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工业民主方面差异显著。政府对企业的责任要求可能减少企业的人文关怀，而参与管理的引导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组织气氛与组织结构，而且外部社会因素如社会民主化程度与劳动力市场规范也会增强其中的差异性，大规模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实证数据显示，两岸社会民主与劳动力市场两大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利用469份问卷，借助于SPSS软件的参数检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列在表13-2。从表13-2可知，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港澳台社会民主与劳动力市场规范方面的表现都比大陆要好，而方差检验也说明，两岸四地在这两方面均值存在差异是显著的。因此，可以认为，两岸家族企业的外部民主参与管理环境存在差异，港澳台企业社会民主与劳动力市场规范比大陆得分高，并且差异显著。

表13-2 变量描述与独立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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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峡两岸的理论归纳研究认为，社会民主与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工业进程与社会政治民主差异导致两岸工业民主路径不一，从两岸在工业民主管理上存在差异的角度看，两岸企业的民主化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台湾工业民主的形式多样，民主化程度较高。这为我们解答两大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支持。基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对于我国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我们认为，为了提升员工与企业的互动，社会民主管理模式也应当以互动的“动态力量模型”为主，针对不同行业规模的企业，构造“企业-政府-社会”的动态互动模式，基于社会民主与劳资和谐的目标，构建对政府和企业都具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社会民主管理模式。

三 社会民主管理对策

相对来说，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动态的社会民主管理模式可能会导致政府与企业的不作为。然而，海峡两岸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的差异的产生，主要在于外部社会民主化程度和劳动力市场规范，与企业内部的组织氛围和结构的互动。聚焦于这一目标，通过政府与企业的社会互动，实现企业与员工互动的民主理念，可提出具体的针对性对策。

（一）优化社会民主管理，营造企业民主管理氛围

1.加强舆论导向对企业管理观念的影响，提升企业民主参与管理思维

政府在舆论导向上，应当把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捆绑成一个体系，通过多种途径正面宣传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鼓励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实践民主参与。对于近年来实践的新的参与管理苗头如协商恳谈、工作控制、协同/协助管理制、员工代表制、自我管理小组、征求意见制与非正式参与等实践形式，要积极肯定与推广，特别是要宣传其中的正面信息，如宣传企业在组织竞争力、区域和谐与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业绩与榜样作用；理论宣传方面，注重新的管理实践探讨如工作卷入、工作繁荣等，宣传与推广最新企业参与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企业竞争力。企业除了关注工业民主外，更应当关注企业的参与制度与体系建设。通过多种媒介，积极宣传成功企业的参与制度与参与体系，通过榜样的力量，提升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意识，优化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理念。

2.倡导民主意识，孕育企业民主参与氛围

在长期奴役文化思维的影响下，快节奏与优胜劣汰下的竞争意识，导致国民的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在现实中则典型地表现为人际淡漠与精神危机。移动互联网为人际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可能更弱化人们之间的亲情，如人们可能更依赖于APP，因为媒介的自由性降低了人际关系的持久性，特别是由于人们乐于上网而忽略了亲人、朋友和参与现实的社会活动。自由民主意识依赖于虚拟网络空间时，现实的自由民主意愿就会下降。

因此，如何借助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提升公民意识，成为社会管理的重点。如何把线上的全民参与变成线下的公民行为，并实现全面的社会管理参与意识尤为重要。在家族企业中，由于缺乏国有企业的平等氛围以及工会关怀传统，人际的竞争关系更为激烈，员工更可能通过网络来排解压力。社区的积极参与氛围可以提升民众的参与意识，将成为家族企业与员工互动双赢的有力载体，并成为员工间从线上关系转移至线下关系的中介。因此，建设社区参与文化，培养民众的社区参与意识，成为政府有力的社会民主管理策略。

3.优化社会民主参与管理制度设计，强化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压力

全民参与意识需要先进的制度作为保障，我国的社区与乡村施行村民自治制度，即基层实行直接民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一项好的制度。然而现实中，由于村干部的考核与任命受上级影响较大，弱化了民主自治的功能，这也将影响到社区中企业员工的民主思维。近年来，国内许多乡村开展制度创新，优化村民自治制度，将给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的民主管理带来压力与动力，如广东的潮安县的“民评官活动”制度，饶平县的“村民质询会”制度与“村务点题公开”制度等，以及浙江温岭的恳谈制度等，为当地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也为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压力与动力源。

（二）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强化企业民主责任思维

1.强化市场硬规范，提升企业的责任意识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民主化管理浪潮的推动下，各国不断提高工作场所标准，并敦促企业采用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民主参与管理等。其中，在劳动力力量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加大工会势力，并推动员工进入企业关键管理岗位，影响企业的决策与分配，成为各发展中国家劳动管理部门的主要途径。除了在家族企业组建工会外，借助于劳动力短缺等市场有利条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将成为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助推力。实践中，2012年我国六部委颁布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之所以没有引起理论与实践界的重视，可能是因为其约束力不足，在企业未意识到民主参与管理能给企业带来多大促进作用的背景下，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组织设计与民主氛围等必要条件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缺乏对民主参与管理风险评估能力的条件下，民主参与管理必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实证研究的路径分析显示，在海峡两岸的共同规律中，规范劳动力市场将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民主参与管理选择，促进企业内部管理变革。因此，强化企业对劳动力市场规范的硬约束作用，是政府的民主管理制度与条例规定的必要前提。在劳动力市场发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引导企业通过承担员工的责任，强化责任关怀，以此提升员工对职位的保有意愿，实现组织承诺。强化劳动力市场规范，特别是法律与制度的作用，不仅是适应企业社会责任浪潮的需求，也是引导企业实践民主理念，提升自我竞争力的必要措施。

2.推动集体协商互动，建设企业雇主品牌

企业或行业的雇主品牌战略成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的源泉，而集体协商有利于建设行业和企业的雇主品牌。同时，人才的内部流动也有利于充分开发员工潜能，促使组织与员工共享价值观形成。因此，外部制度设计要基于员工成长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企业或员工组织参与企业或行业的集体协商，这不仅可以促使员工在参与管理中体会到组织的目标与自身目标的一致性，引致SV、雇主品牌建设与品牌互动，也可以提升员工的民主参与管理技能。

3.倡导市场软约束，引导企业的人文关怀

借助企业用工问题的逐步深化，除了通过劳动法律规范以提升企业外部压力外，政府的社会管理还可以从多方面引导家族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除了上述的营造民主参与管理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与组织竞争力理论与实践的氛围，以及树立榜样、积极探索与推广成功民主管理实践，通过示范性引导企业采用能满足员工内在需求的民主参与管理策略，引导和帮助企业构筑良好的组织结构与氛围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授权所带来的正向影响，积极评价其中的风险，帮助企业克服授权等民主参与管理的困难。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授权（决策参与）有利于提升组织绩效，如财务性参与不仅能提升员工对工作的保有意愿，降低离职率，还能够提升组织的运营效率与财务绩效。而适度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有利于员工的参与管理，敦促企业进行组织变革。通过市场软约束，如加大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共享，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也可以为企业的民主关怀管理提供一定的压力与动力。

（三）加大民主教育投入，提升企业民主治理能力

通过政府与企业在民主社会的互动，能够优化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氛围，这为实现企业与员工互动提供有利的情境。民主参与管理的落实则需要企业好的民工参与管理制度创新与员工的民主参与意识与参与技能的提升。

1.民主教育制度的设计，提升员工参与技能

按照佩特曼（1970）的参与式民主观点，员工通过在工作场所的参与，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知、锻炼政治技能、增加公民修养，从而实现民主的平等与自由等本来目的，即参与是“作为目的的工具”。可见，民主需要相应的员工参与技能，政府制度设计除了推动员工在干中学，领会到这种技能外，也可以通过系统的教育与培训，提升员工的民主参与技能，如通过工会组织民主学习、在职培训中的领导力培训等，这些都可以加强员工民主参与的技能。因此，系统的民主教育制度成为外部社会推进民主参与管理，实现民主的价值性的关键功能性领域。公共财务要加大力度投入相应的人、财、物，针对民主合作制度对员工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培训，使员工更了解民主参与的原则和制度，提高他们在工作场所实践民主的专业素质和水平。

2.鼓励企业参与社区管理

当代管理理论认为，决策参与需要使组织由金字塔变为“扁平化”结构。为了培养员工的“民主参与人格”，除了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外，重要的是对企业领导进行相应的民主意识培训，而鼓励企业参与社区，不仅有利于员工的民主人格，更有利于组织的民主参与气氛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实践中，人们注意到，民主参与管理难以落实，关键是企业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对员工质量管理的激励主要存在于绩效工资中，缺乏专门的薪酬模块对员工参与民主管理予以支持。系统化的员工参与管理支持体系将有助于提升员工参与的积极性，更能激发员工在质量管理小组中工作的动力，促进员工更深、更广、更有效地参与。这种系统性则需要相应的社区与组织文化支持。

3.引导企业建立共享价值观

除了社区与企业间的利益共享外，产业链上的SV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近年来，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企业在价值链的价值共享成为扩大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政府通过各种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企业间的互动，增强企业的价值链合作。这种价值链上的共享与互动平台，也有利于提升员工的民主参与技能，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互动。


第十四章 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化与智能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互动性，家族企业是如何通过实践民主参与管理，实现组织与社会的互动以及组织与员工的互动。通过现实观察与问卷调研，本书得出如下结论。

一 现实管窥与初步结论

基于案例观察与扎根研究，我们对所观察到的现实进行分析，并得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其中有企业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但主要是企业的微观互动过程。

（一）宏观现实：社会与企业的不良互动

从社会与政府层面上看，社会要求企业是一个合格的、公平的经济主体；政府因此希望企业不仅能为社区创造就业岗位与经济效益，更能够遵纪守法，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使企业内部各经济主体都能够得到充分成长与发展。在国有企业内部，政府从多个方面可以控制企业的运作，如高管任命、工会垂直管理、职代会的定期召开等。在家族企业，政府则难以通过这些途径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员工的自由平等要求。现实中，政府往往通过其他的途径要求企业实践民主参与管理，主要表现在经济杠杆，如税收、用地优惠、财政补贴等，也有通过提高行政管理标准等来约束企业行为。

而作为追求经济或家族利益的家族企业，现实中他们是如何满足社会或政府的要求的？大多数企业为了经济效益或摆脱行政管理的约束，都会建立工会、召开职代会，但更多的是“伪善的欺骗”，或者实践没有功能性的应付式民主，以图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极少企业能够意识到民主参与管理是走向双赢的有效路径，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变革管理理念。当然，基于民主参与管理的组织绩效功能，企业也会实践一些相关的民主参与管理行为，但这种行为与社会对企业的期许有一定的差异。

（二）微观现实：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实践

在考察现实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企业之所以实施民主参与管理，最直接的动机不是提升组织绩效，而是在外部社会压力下，企业为了生存而施行的适应性管理变革。如外部社会责任要求与民主政治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变化导致企业绩效压力。在外部经济与社会压力促使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过程中，企业可选择的对策有二：一是直接经济绩效路径，即通过参与管理，优化组织的人本气氛与提升决策效率，通过组织与员工的互动，形成共享价值观；二是选择间接的人本绩效路径，即关怀管理提升组织的人本绩效，产生员工积极组织行为，通过员工与组织的互动，也可形成共享价值观。当然，不同规模与生命周期企业的选择行为差异显著。

作为初创期企业，企业规模往往较小，信息共享相对较为充分，民主参与管理主要存在于家族成员内部。当然，泛家族成员（打江山的子弟兵）也可以进入企业的决策参与。政府的经济杠杆与行政管理对企业的介入往往较少，因此企业很少出现工会或职代会等民主实践管理形式。企业对这种非家族员工更多的是人文关怀，而不是责任关怀。

作为发展期的家族企业，其生产运营情境主要从三方面开始改变，一是开始走向规范化管理，职业经理人等非家族成员开始进入企业的中间管理层，企业的授权管理等开始有效运作；二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政府开始介入企业的规范运营。三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加剧，冲突往往被潜藏并以离职等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基于这种变化，家族企业对工会、职代会等形式表现出暧昧的态度，一方面不想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安排，另一方面为了提升组织绩效，又需要工会等作为冲突的缓冲器，或希望工会能够起到下情上传等功能。如果地方政府的经济杠杆够大，或者企业高层意识到民主参与管理实践对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企业就会采纳政府的制度安排，或进行制度创新，如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要求，实践建言制度、质量参与小组与雇主品牌建设等。因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与管理文化等情境差异，成长期的家族企业民主参与管理差异较大。

进入成熟期，家族企业在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在信息高速运作的情况下，企业将尽可能避免负面新闻，因此在责任关怀方面，企业能够按照相关的法律规章进行，同时由于规模较大，相应的人文关怀需要通过专门机构如行政人力部门来实现，信息共享程度可能比较高，但大规模的科层制将导致员工的决策参与相对较弱。因此，成熟期家族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两高两低，高责任关怀与信息共享，低人文关怀与决策参与。

二 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与结论

上述基于案例观察的片面性观点，很难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因此需要通过大规模调研来证实并提炼出相关的规律。基于469份的海峡两岸员工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一）互动模型

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我们把家族企业与员工的互动关系总结如图14-1。如图14-1a所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民主参与互动，一般是企业基于组织的长短期目标提出，员工根据自身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评估企业的管理行为，然后决定是否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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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a 企业与员工的互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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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b 行为与目标关系图

图14-1b是图3-1的具体化，主要体现了从民主参与到SV的动态过程。图中横轴代表员工利益，员工的民主参与目标在于追求自由、平等与发展，即民主的价值性。纵轴代表企业的利益，企业的目标在于实现短期的效率，以及长期的组织发展等，即民主的工具性。在互动过程中，由于企业目标与员工诉求往往不一致，主要体现于价值性与工具性分野，可能导致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实践受到挫折。如果工具性与价值性是围绕SV的路径（民主参与1），而不是偏向于某一方利益诉求的互动路径，这种互动才是可持续的。

从图a到图b，可以利用几个代表性的节点来说明二者的关系。A
 区域代表借助企业采用民主参与管理政策初期，为了调动员工参与的积极性，需要通过决策参与给员工充分的发言权，通过信息共享、关怀管理等营造公平气氛以激励员工建言等，体现为民主参与的价值性；这些因素可以提升员工的情感承诺，并实现低离职率等组织绩效与效率，即B
 区域。员工与企业的充分互动，必然带来双方的共赢，如员工的情感承诺与组织的运营绩效等必然带来员工的成长，即C
 区域。员工成长与组织运营绩效可以带来组织的财务绩效提升，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双方进一步的共赢体现为双方存在SV，即D
 区域。

另外，图14-1b中的两条虚线代表偏离SV的民主参与路径。其中民主参与2代表民主参与管理被当作一种单纯的“价值性”理念，因此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过多的责任关怀等，对于缺乏长远战略目光的大部分家族企业来说，往往难以持续；民主参与3代表民主参与管理在企业内部易于被提出，但员工是否会附和并卷入其中，还需要管理方更大的投入，实证结论的信息共享与员工情感承诺间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其中的复杂关系。

（二）互动行为

为了实现可持续的互动行为，即实现民主参与1的互动行为，则需要组织内外部多种元素的互动。

1.社会民主与组织民主气氛的互动

在系统的整体观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互动性。微观主体（劳资间）的互动性囿于宏观社会的民主行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取决于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企业组织的民主程度不仅受制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能力，还取决于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资源创造力，更体现于这种能力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组织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特别是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重组和社会表达以及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使公民社会的产生成为现实。公民社会组织既为民主政治生长提供社会基础，又为微观企业的民主治理提供人才培养与社会保障。同时，在中国一元政治体系下，家族企业的民主管理还可能是践行民主化管理的最大突破口，企业的民主气氛及民主行为还可以为公民社会提供必要的微观主体。因此，社会民主与组织民主气氛的相互促进不仅是公民社会产生的有效路径，也是组织内部民主治理的必要情境。

2.企业长期战略与短期目标的互动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是民主参与管理的目标，也是民主参与管理的战略依托。中国线性父权主义文化比较有利于家族企业制定长远战略目标，同时，组织的短期目标是民主参与管理实践本身的评估依据，是企业民主参与管理行为落实与考核的标准。二者间的互动与相互依托是组织发展的关键。因此，组织首先要基于SV制定合理的长远战略，然后将战略目标分解为组织中各个部门的目标（工具性），以及各级主管与员工的价值目标，使他们依据各自目标进行协作与参与互动，在为员工提供发展平台的同时设置相应的奖惩机制，施行监督、反馈和总结等互动性流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组织内各部门理解SV与长远战略，并使参与管理实践落到实处。

3.员工与组织的互动

SV不仅表现为组织与员工目标互动，更体现了员工与组织的互动过程。良好的互动应当是员工与工作岗位相互匹配的过程。为实现良性互动，组织应当制定基于各方需求的长远战略，并根据长远战略制定人才发展战略，引导组织人才实践SV，然后制定相应的民主参与管理策略，如构建信息沟通平台、决策参与与关怀管理等。在此过程中，员工则基于个人特质与组织中的岗位职责，积极参与到组织的各种管理实践中，合理定位，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创新与自我价值，包括通过组织的互动沟通平台，相互学习和塑造。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管理效率，使企业最大限度地焕发活力与创新能力。

4.价值性与工具性的互动

从理论发展过程看，工业民主与参与管理的综合趋势，表现为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综合统一研究。从SV的理念看，SV是组织根据内外部环境，制定战略，并实现战略的象征化，通过短期目标的落实实现相关主体的价值。纯粹的价值性或纯粹的工具性均不利于民主参与管理的落实。从图14-1b也可知，SV不会自然实现，而是在工具性与价值观不断互动过程中实现的。

（三）研究结论

1.企业民主参与管理拓展了民主的外延

在家族企业，员工要认识到参与互动过程中的收益主要体现于工作环境与成长平台的改善，如知情权、发言权的争取，不应当界定于如“选举权”“罢免权”等民主的常规思路；企业为了实现高绩效，有效的策略应当是平台的提供者，包括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为优化决策设计更好的机制，部门财务公开等信息透明是企业走向上市的前奏，也是获取员工支持的好机制。另外，更多的人文关怀与责任关怀将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认同感。

2.民主参与管理有利于家族企业实践SV

我国家族企业，家族系统、经济系统与企业控制系统多重重叠，且家族系统是核心。部分成功实践选举的企业，如“大午集团”的目标还在通过选举来网罗人才，提升员工的认同以发挥员工的潜能。由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以及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草根创业理念，职工持股或职工所有制等家族财产分割的传统民主理念将损害家族系统对经济与控制系统的介入。同时，非家族成员难以在情感上认同企业，难以接受企业并卷入企业文化体系。在此背景下，成功家族企业的管理体系必需超越业务和制度管理，它包含的是业务和个人生活之多层面的重叠和交融。民主参与管理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发挥其对有缺陷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安排的弥补或替代功能。因为，运用民主参与管理，家族企业能够通过互动参与平台，让员工了解企业的发展目标、了解企业的使命，通过良好的工作氛围与企业文化体系，吸引员工对组织价值观的回溯并认同，挖掘员工潜能并提升员工创造力，最终实现共享价值观与长期的双赢——组织绩效与员工成长。

3.在中国目前情境下，民主参与是“偏”价值性的管理实践

如图14-1b民主参与2，作为“作为目的的工具”的民主参与管理偏向于员工目标可能导致企业的动机相对不足。这可能与政府公共财政能力不足，把过多的社会责任推卸给企业有关。为了实现民主参与管理的“工具性”的一面，外部社会应当为此提供必要的激励与平台机制，如通过经济杠杆诱导企业实施民主参与管理，营造民主参与管理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与组织竞争力理论与实践氛围或平台，以及树立榜样，积极探索与推广成功的民主管理实践，通过示范性引导企业采用能满足员工内在需求的民主参与管理策略，引导和帮助企业构筑良好的组织结构与氛围。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授权所带来的正向影响，积极评价其中的风险，帮助企业克服授权等民主参与管理的困难。

4.企业动力与社会民主气氛是家族企业能否实践民主参与管理的关键

家族企业没有积极推进民主参与管理，不仅仅是民主的能力不足与压力不足，更在于动力不足以及环境不良。因此要提升企业的民主参与管理动力，除了外部社会的激励促进策略外，还应当改善外部社会的民主气氛与民主平台。通过社会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5.互动过程需要综合多方的利益诉求

本书论证了综合研究的价值所在，因为只有综合研究，才能实现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等目标。但综合研究以及现实中的SV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经历一方让步，先行投入，从价值性到工具性以及从工具性到价值性的不断重复持续互动的过程。现实中，企业民主参与管理难以有效落实，原因有：一是互动缺乏响应，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更多地去揣摩对方的真实意思，而不是去积极响应；二是缺乏建立互动关系的动力与社会基础，特别是在家族企业中，强关系盛行，弱关系难以有效运作，互动不仅需要强关系，也需要弱关系。

6.民主参与管理是实现高投入与高忠诚的充要条件

只有施行能够产生劳资互信与SV的民主参与等管理投入，才是出现员工高忠诚的充要条件。民主参与管理通过为员工搭建成长平台，因为兼顾了员工与社会的需求与利益诉求，必然能获取员工的认同和积极回报。因为民主的关怀管理可以增进员工与组织间的亲密关系，民主参与管理比单纯的参与管理更有利于组织绩效。民主参与“平台”是企业策略有效性（引发员工积极回应）的基石。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只要企业迈出民主参与管理这艰难的一步，这种管理实践就能够有效避免企业内部出现高薪酬与低忠诚并存的局面。

三 创新之处

第一，本书揭示了从准契约型劳动关系到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形成过程的“暗箱”。学者（赵曙民，2011）提出员工组织关系的理想均衡点不能出现的疑惑，即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为什么不为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我们认为其原因还在于企业基于劳资交易的市场逻辑并期待劳方改变劳资情境的被动管理哲学，因此劳资双方停留于准契约型劳动关系。企业不实施民主参与管理的原因，有管理意识落后、动力与压力不足等所导致的组织气氛问题，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民主意识不足。从具体的互动过程看，劳资缺乏互动主要是信任缺失与家族企业的强关系使然。

第二，反对“平衡”论，提出“统一”论。巴德（2004）的“平衡论”存有理论缺陷，因为平衡意味着权衡，内含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命题假设。员工、企业与社会是利益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从理论发展过程看，工业民主与参与管理的研究有综合趋势，表现为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综合统一研究。这一过程为什么不能有效综合，是“平衡论”导致了理论争议。“平衡论”体系要求理论必须回答经济组织的民主表现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是为组织还是个人等能导致组织与员工共同体瓦解的问题。效率与公平或发言权的平衡所引起的目标争议导致理论研究的分野。因此，我们提出应当用“民主参与管理”作为民主化管理行为，以SV为目标变量，厘清了其中的争议，这也是本书在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第三，实践上，基于现实的扎根研究，刻画现实企业的管理实践，并提出优化的对策也是本书的贡献之一。劳资互信的组织往往是基于内外部统一的战略管理理念，这种理念下的行为是企业在环境检测与综合评估活动的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性策略。战略管理意味着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和政策，是企业考虑各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结果。因此，理论研究把经济民主与员工参与人为地分开是脱离企业实际的。各方利益的综合考量需要拟定共同目标，而共同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确认劳资目标的差异，即通过劳动契约或类似的互动沟通，实现双方基本（底线）目标的互认；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参与互动，实现员工价值与组织公平气氛，建立双方认同、互信与承诺，实现共享价值观。SV有利于组织目标（如品牌、创新、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组织竞争力与绩效又能有效吸引优秀人才，设计更好的组织制度，发展平台与参与体系计划，并维系公司竞争力核心团队，最终实现民主参与、民主价值与组织绩效，即管理实践、员工成长与组织竞争力的良性循环。

四 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不足

第一，从民主参与管理到SV的实现过程中，需要考察环境、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等多维现实。本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把环境因素简化为海峡两岸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民主化程度两个维度的差异，又把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合二为一，这种简化或抽象，可能忽略了具体的现实因素。

第二，简化之后，在实际调研过程中，相关数据应该要涉及环境、组织与个体三个层面的因素，因此需要采集三个层次的数据，并通过跨层研究情境因素（区域市场与民主意识）、组织因素（民主参与管理、组织气氛、组织结构）与个体因素（发言权、情感承诺、离职倾向、SV）间的交互关系。然而，受调研企业数据的影响，高层数据量不足，以及数据组间方差低（r＜0.1）等原因，没有搜集到配对数据，并用相关数据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

第三，对互动关系的研究，应当基于动态数据来佐证。但本书只通过一份截面数据来分析变量间的复杂关系，用多重中介模型来刻画组织与员工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也是本研究的缺陷之一。

最后，本书提出的管理建议，是基于两岸家族企业，主要是基于我国东部沿海家族企业的文化背景提出的，对其他地区文化与社会管理情境以及其他性质企业的通用性不足。

（二）未来与展望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未来首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环境因素、组织因素与个体因素在企业与员工间的互动以及共享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并通过实际观察，提炼出更符合现实的模型，如本书未考察到的其他因素，包括组织规模、财务绩效与行业发展前景等对员工SV的作用，以及基于家族文化（中华文化圈）的员工个体人格特征的调节作用等。

其次，未来研究有必要收集有效的配套与序贯数据，有必要对民主参与管理与SV之间的关系进行跟踪研究，为企业实践SV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并发展出不同类型员工与家族企业的互动关系，以及共享价值观类型，基于内部不同类型员工组织支持感感知，提炼出企业文化建设与价值观塑造策略组合，为组织文化建设提供可操作性的对策。

未来民主参与管理将成为中国理论研究的热点。首先，中国许多大家族企业之所以不愿意上市，主要是为了避免家族财产被分割。因此，在非上市公司，财务参与等职工所有制可能与家族创始人的理念以及中国的草根创业文化相冲突，一般性的参与管理将成为企业实践的重点。其次，在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合作的困难期，一般性的员工参与管理能成为企业弥补家族人才不足、充分挖掘员工潜能以壮大企业实力的有效途径，因此需要加大对参与管理的实践归纳与理论研究，以发挥其对职业经理人制度安排的弥补或替代功能。最后，在互联网与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今天，在移动互联网逐步普及的社会背景下，企业高层已经意识到网络资源和手段对管理的重大变革与推进作用。如从员工建言的接收者的角度看，未来5～10年，移动互联网将被所有的企业决策者运用，企业高管将更容易获取客户与员工的信息，他们的管理决策与管理行为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同时，作为社会主体的员工，他们对工作或生活的卷入取决于工作生活的统一程度，即员工有参与组织活动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组织、客户与员工间的互动与参与管理将变得更为现实，但是企业具体应当实践哪些管理行为，如何提升员工与客户的参与意愿，管理行为又是如何作用于员工创造力，这些行为与组织创新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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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家族企业员工关系管理》的访谈记录


一 企业人士（员工、HR，工会人士）


1.根据您的了解，在中国，实施民主管理的家族企业有哪些？或哪家公司做得比较好？

Case1：我所了解的家族企业都没有实施真正的民主管理，上市民企做得比较好些。

Case2：华为、方太厨具。

Case3：恒安集团、安踏、特步等家族企业。个人认为恒安集团做得比较好，由最初的小公司做到现在的上市公司，有单品种产品做到现在的多个品种。有一定的品牌效果。

Case4：中国石化集团中原油田、林州市风铝有限责任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Case5：中兴、福耀玻璃。

Case6：北京袋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闪联智通科技有限公司（飞速流量压缩仪）。

Case7：一般是一些高科技产业，比如腾讯、百度之类的，比较西化，民主管理可能做得比较好。如果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大部分还是避免不了老板决策文化。

Case8：未听说过有这类企业，家族企业的民主管理做得很差。

Case9：听说方太采用儒家的管理理念，并执行全员股份制，很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伟创力为解决员工的生活与精神的后顾之忧，充分尊重员工，让员工在工作中体会到幸福。还有海底捞和德胜洋楼。

Case10：关于实施民主管理的家族企业有多少这个数量相信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能够给你，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团体都不可统计完整，因为，对于民主管理这个概念，许多家族企业的理解与执行都是不一的，没有完全一个模式的，其实也就是在民主管理这个层面上发展创新出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的企业成长阶段！再者说哪家公司做得比较好，用个例子说明，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企业都是个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面旗帜，旗帜模型可以一样，但是，旗帜的高度就取决于扛旗的人所处到的高度。公司做得好，不是定义于是否实施民主管理，也许在实质管理模式上，民主管理充当的只是自主实质管理的影子！

Case11：华为，腾讯，新浪，百度等。

Case11：万科的合伙制。

2.通过信息公开、一定程度的建议权等参与管理，如企业定期告知您账务状况与未来的计划等，您会不会提升对公司的评价？为什么？

Case1：会。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减弱风险预期。

Case2：通过一定程度的建议权及信息公开等参与管理，对于我来说，会提升我对企业的评价及信任感。企业这样管理，对我个人的工作带来的有益改变：提升工作积极性，更加用心努力做好工作。

Case3：如定期告知我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计划，让我知道公司是处于盈利或亏损状态，这是对员工负责的态度。

在我知道公司是处于盈利状态，那么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可能不会因为公司亏损导致拖欠工资等问题。这样也会相应减少员工跳槽的频率。

Case4：答案是肯定的。公开内容落实，这样可以广泛征求职工群众的意见，这样不但可以让员工知情，也可以取到监厂的作用。如企业定期告知您账务状况与未来的计划，及时让职工了解企业当前的实际情况，把企业遇到的困难和原因向职工讲清楚，把克服困难的办法向员工讲明白，使职工树立了与企业同舟共济的信念和战胜困难的信心，自觉支持改革，投身企业发展，等等！

Case5：会提升对企业的评价。将有助于个人结合公司的发展前景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提升员工归属感。

Case6：一般我所在的公司会告知未来计划，以后公司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可以激励你，为公司更好地创造价值；公司很少告诉财务状况，即使有些告诉，也一般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公司有告诉未来的计划对我肯定会好点，这样也有自己的计划，不过财务状况，还是保密点好，这样对员工有利。除非是一块创业的员工，可告诉财务状况。

Case7：公布这些信息肯定会提升对企业的评价，至少可以给有规划的员工信心，与企业一同进步和发展。

Case8：会。有益的改变：个人职业发展与规划有更多的信息支持；工作中会更多考虑企业长远的发展需要。

Case9：通过信息公开、一定程度的建议权等参与管理，如定期告知您企业账务状况与未来的计划等，您会不会提升对企业的评价？企业这样管理，对您个人的工作与发展等将带来哪些有益的改变？当企业的财务状况与未来的计划等与员工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并且员工也很清楚这种关系时，才会对员工的工作起到激励或指导的作用。这种形式虽然不一定有效，但是，至少是向好的方向努力，所以，还是会提升对企业的评价。可以让个人和部门偶尔跳出本位主义，试着从公司或其他部门的视角来审视和处理问题。

Case10：扩大知情权，对于公司和员工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彼此就是一个整体，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管理、技改投入、分配情况等许多事宜都是企业员工普遍关心的问题，企业运行状况都是关乎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同时员工针对企业运行状况所提出的意见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影响，也可以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并且员工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也会增强。其次可以针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从而选择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制定自身的发展计划。

Case11：反正说不上来，不是学这方面的，这些可能属于HR的范畴。

Case12：会。因为企业对员工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建立情感联系（员工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工资）；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决策参与有利于让员工看到自己基层—中层—高层的整个职业发展通道，让有能力的员工在公司不仅个人价值得到提升，而且还有机会得到职业的晋升；参与管理能够将薪酬、绩效、晋升三方面的制度结合在一起，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吸引员工长期留在企业；最后提高员工参与度，让员工成为公司的一分子，使员工特别是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可以超越家族企业的弊端，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人与企业的信任。


二 高校教授


问题：请您谈谈对我们最近研究的话题：民主、民主化与参与管理的理解。

Case1：“企业民主管理”可以由CSR与企业伦理（BE）与人力资源管理（HRM）角度去找文献，中外都有，大多以“以人为本”为主轴！三者主轴均含以下内涵：包容员工冒险与犯错、授权、员工参与、员工提案决策、员工多元意见、上下平行沟通机制、组织内公平正义（员工一视同仁不分自己人或非自己人）、利害关系者间利益平衡、组织内外CSR与BE的管理系统（伦理委员会等）、选拔或升迁人才或财务管理公开透明、利润分享等等。

Case2：可能的结果是个人作用的发挥；保护个人权益；有发言权。

Case3：之所以愿意参与，共有价值观很重要，有些人感觉就是喜欢在这上班，或者是因为某位开明（有共同价值观，笔者注）的领导人。

Case4：什么是民主化？就是企业实施了相应的民主管理策略，如参与、授权等管理，使得员工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并且具备了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积极性也得到较大的促进与提升；企业则具备了公平公正的良性管理气氛，上下级互相支持，共同致力于组织目标，这种趋势或者现象就称为民主化。简单地说，民主化就是先有民主管理行为，后有民主化趋势或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附件2 关于《家族企业员工参与情况》的问卷调查

敬启者：

您好，十分感谢您百忙之中填写本问卷。这是一份匿名问卷，旨在了解家族企业员工参与行为与实效的学术研究问卷，本问卷内容不涉及贵公司的商业机密或者您个人的道德问题，您的回答结果将被严格保密，因此请您仔细阅读并如实填写。在此对您的热忱协助与合作表示深深的感谢！

××大学员工关系管理课题组


一 基本资料


1.您的性别为：

A.男　　B.女

2.您的年龄为：

A.16～25岁　　B.26～35岁　　C.36～45岁　　D.45岁以上

3.您的学历为：

A.高中或高职以下　　B.专科　　C.大学

D.研究生（含）以上

4.贵公司性质为：

A.非家族企业（选此项可停止填写）　　B.家族企业　　C.其他

5.您目前在公司的职位或身份：

A.普通一线员工　　B.中基层管理者　　C.高层管理者

D.公司老板/决策者　　E.其他

6.您在公司服务的年限为：

A.1年以内　　B.1～3年　　C.3～5年　　D.5年以上

7.贵公司是否存在下列机构或制度（可多选）

A.工会　　B.职工（代表）大会　　C.董事会　　D.监事会

E.工人自治小组　　F.职工董事监事　　G.厂务公开制度

H.职工合理化建议制度　　I.员工持股计划　　J.集体协商制度

K.定期技术培训　　L.技术革新奖励制度　　M.其他

8.贵公司的规模：

A.100人以下　　B.101～500人　　C.501～1000人

D.1001～5000人　　E.5000人以上

9.您的籍贯：______省______市______自治区市

10.贵公司成立于______年；属于______行业；在省______市______自治区

11.贵公司从老板到基层员工大约有______层；您或您的上司一共管______人


二 您在日常工作之余是否有如下行为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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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请根据您在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圈选最合适的数字来反映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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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根据您在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圈选最合适的数字来反映您的判断-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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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的工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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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体验-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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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于公司与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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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数据描述

单变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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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变量统计-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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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变量统计-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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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初始正态程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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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正态程度表-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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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正态程度表-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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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正态化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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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化数据表-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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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化数据表-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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